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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前言

过去的许多年里，我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用英文写成和发表的。这主要是因为我认为，在经历了自宋代以来的一千多年之后，现在到了中国学者为世界贡献一些普世知识的时候了。但是，我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即便一些中国读者愿意读我的东西，我的研究成果与中国读者见面的时间反而会比与英语读者见面的时间要晚。为此，我只能希望中国读者能够理解我的出发点和苦衷。

因为本书所涉及的话题关乎社会科学的核心议题，我认为本书是我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尽管本书恐怕将会是我写的书中最薄的。

本书的中文版的出版是建立在许多人无私的辛勤努力上的。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沈文松同学能够欣然接受这“费力不讨好”的翻译活。

其次，我要感谢斯蒂芬·哈加德（Stephen Haggard）、马克·贺加德（Mark Haugaard）、詹姆斯·马霍尼（James Mahoney）、丹尼尔·齐布莱特（Daniel Ziblatt）对本书英文版的谬赞。这些对制度分析有卓越贡献的一流学者的谬赞使得我更加相信本书的价值。

再者，我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耿协峰编辑，他的支持是本书能够与读者见面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王琳。她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和我，使得我能够全心投入我的研究。她是我所有作品背后最重要的灵感和鼓励的源泉。她还通常是书稿付印前的最后一位读者。我还要感谢我的儿子潇雨，他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教会了愚钝的我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时光。这绝对是一个奇迹！

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的作品是完美的。因此，一个作者看到自己过去的作品总想作一定的修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了维持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内容一致，我尽可能地克制了自己的这种冲动。这部分也是因为我再读本书的时候，认为本书的基本内容依然成立，我现在也不会对本书作任何大的修正。甚至我想说，我再读这本书时，自己都有些惊叹它的宏阔视野和潜在力量。（当然，我必须承认，我再读这部作品时，确实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写出了这部作品，因为写作的过程是艰难、漫长和痛苦的。）

但是，中文版和英文版确实有以下几点小的不同：

1．一些注释、用词和排版上的错误得到了修正，并且这些改动都被标记出来了。当然，这些修正丝毫不改变本书英文版中的讨论。

2．对一些我本人的更新的作品，我标出了更新的出版日期。

3．最重要的不同是，在中文版中，我加入了一些新的注释（“作者中文版注”）。这样做是为了利于读者考察我的理论思考的演进。同样，这些新的注释丝毫不改变本书英文版中的讨论。

当然，书中仍旧存在的错误都是作者本人的责任。

唐世平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与岳父母——他们经历了坏的与好的制度变迁——并向他们致以深挚的谢意！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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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自从人类开始探索自身社会以来，一个幽灵就一直游走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个幽灵被冠以多样的称号：制度、规则与规范，而它的更宏大的化身则通常被称为秩序与结构。
(1)

 近来（新）制度主义或制度分析在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兴起，只不过证实这个幽灵将永不离去。

从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时起，制度研究就一直是其核心。近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都将他们的主要精力致力于研究制度如何塑造个体行为与历史。毫不奇怪，制度研究迄今仍稳居社会学的中心地位（例如Powell and DiMaggio 1991；Brinton and Nee 2001）。

在经济学领域，新制度经济学（NIE）是除却新古典经济学的另一大主流（Clague 1997；Furubotn and Richter 1991；Grief 1998；Williamson 2000）。同时，以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和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为传统的旧制度经济学（OIE），经受住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攻击，以新制度经济学之名实现了复苏（Field 1981）。
(2)



在比较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领域，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CIA）标志着制度分析的胜利回归（Clemens and Cook 1999；Evans 1995；Hall and Taylor 1996；Kato 1996；Thelen 1999，2003；Mahoney and Thelen 2010）。而尽管长期以来国际政治被视为一种鲜有正式制度的无政府状态，制度分析也成为国际政治学领域中的一大学派（Keohane and Martin 2003）。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制度自主性的争论，在国际政治作为一门科学而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Jervis 1998；Keohane and Martin 1995；Mearsheimer 1994-5）。

总而言之，如果说在今天的社会科学的诸多分支之间存在某个统一的主题的话，那就非制度研究莫属。如今，无人可以郑重反对“制度至关重要”这一老生常谈的说法。

如果制度是“社会生活的基石”（Campbell 2004：1），那么制度变迁就是社会变迁的一大基本动力。为了真正理解制度，我们必须充分理解制度变迁的过程。因此，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必定处于社会科学的核心地位。然而，迄今尚无这种广义理论（详见下文第一章和第二章）。
(3)



基于针对社会变迁的社会进化范式（简称SEP），本书力图填补这一空白。
(4)

 我会提出两大核心论点。第一，因为制度变迁本质上是从众多观念中择取少数进而将其固化为制度的过程，所以，观念之间的竞争以及对规则制定权的争夺通常居于制度变迁的核心位置。第二，从众多观念中择取少数进而将其固化为制度的过程，可以通过社会进化的核心机制，即“人工变异—选择—遗传”，加以理解。

在进一步阐述之前，我要明确说明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在我看来，一个制度变迁理论如果能够做到两点，就可成为一个广义理论。其一，该理论阐明了制度变迁的基本动力学，并且甄别出构建特定制度变迁理论或解释特定制度变迁实例的本质要素；其二，该理论包纳或整合了几个或许多特定理论，从而在纵向和横向上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理论统一。
(5)

 也就是说，一个广义理论的广义性体现在其对特定理论实现了理论统一。

因此，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并不——像自然科学中那样，或者像一些社会科学家可能希望或错误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普遍规律。一个广义理论也不寻求解释或预测任何特定制度变迁的确切时机、过程和结果。因为制度变迁发生在社会系统中，该系统中的任何结果都取决于诸多因素的相互影响（Jervis 1997），若不知道特定制度变迁进程的具体境况，是不可能解释或预测其具体的时机、过程和结果的。因此，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并不是通过众多历史案例而得出的一个固定不变的总结——这种做法注定是要失败的，并会导致对社会事件的曲解（Hirschman 1970；Tilly 1995）。

另外，我还须说明一下本书所采用的方法。因为我的目的是提出一个广义理论，所以我所用的方法几乎是纯理论的。尽管我广泛引用了有关制度变迁（通常带有经验内容）的二手文献，以证明我所提出的广义理论能够包纳现有制度变迁的特定理论，我却并未运用更多的经验材料去检验这一广义理论。这是因为，就检验一个广义理论而言，更加关键的方式是看其能否吸纳更多的特定理论，而非用经验数据去检验它（参见第四章）。况且，用经验数据检验一个广义理论是项浩大的工程，远非单独一个作者所能胜任。

在导论的其余部分，我要为提出一个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而奠定基础。首先，我会定义制度以及其他相关概念。然后我将强调有关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体的三个元事实，它们将是衡量任一制度变迁广义理论的标准。接下来，我会说明人类行为体（agent）在制度变迁中所面临的三大难题。最后，我将阐明什么才可以算是一个好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


 定义

制度

关于制度，我采用诺思（North）的定义：“制度是人为设定的用以塑造人类互动的约束”（1990：3；另见Hodgson 2006：2）。换句话说，制度是社会规则，既包括正式规则（如宪法、法律、国际规制）
(6)

 ，又包括非正式规则（如规范、禁忌、习俗）。
(7)

 因为规则是由观念构成的，所以制度本质上就是观念的化身或者被规制化了（或者被条文化了）的（codified）观念（Durkheim 1982［1895］；Boland 1979；Hayek 1960；Nelson and Sampat 2001；Goldstein and Keohane 1993：20-4；Weber 1978，29-33，311-338）。通常我们说的（管制性）政策是新近施加的规则，因此也是制度（Kingdon 1995）。

但是，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我与诺思的观点不同。诺思强调了制度的约束性，而我同意吉登斯（Giddens 1993［1976］：169）的看法，认为制度在约束行为体的同时，也助力（enable）行为体（另见Hodgson 2006：2，6-8）。只要承认制度有时确实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从而增进社会福利，那么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了（参见第五章）。

通过采用诺思的定义，我拒斥了另外两个关于制度的定义。
(8)

 第一个定义认定制度是模式化的行动或行为，如“不同类别行为体的习惯行动的典型化”（Berger and Luckman 1966：72），“相互关联行为（correlated behavior）的模式”（例如Foster 1981：908；Bush 1987：1076；Jepperson 1991：145），“众所承认的、汇聚众人期望的行动或实践模式”（Young 1982：277），“在时空中深深沉淀下来的实践”或者“拥有最广阔时空边界的实践”（Giddens 1979：80；1984：17）。
(9)



正如涂尔干早就指出的那样，行为体的行为确实受制度塑造，但却不仅仅由制度塑造。一方面，即便历经所有的社会化过程，个人的行为仍受生物体本能的驱使。另一方面，行为体常会抵制或违反制度体系所规定的一些限制（Durkheim 1984［1893］：4-7；Giddens 2006：108）。因此，“相互关联行为的模式”就不能等同于制度。更糟糕的是，如果制度被定义为相互关联行为的模式，那么我们就犯了“基于观察到的行为定义制度，然后用该定义解释这些行为的逻辑错误”（Duffield 2007：4-5）。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制度被定义为相互关联行为的模式，那么制度的二元性（duality）——行为体和结构互相建构——也就不复存在了（参见第五章）。

第二种需要摒弃的定义，是把制度当作组织（就此更早的评论和讨论，参见Duffield 2007：3；Powell and DiMaggio 1991：6-7）。这一定义被很多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例如Keohane 1984；Nelson and Sampat 2001；Hodgson 2006：8-11）和很多社会学者（例如Haveman and Rao 1997：1606n2；March and Olson 1989）广泛采用。当我们虑及有关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文献之时，这一定义所存在的问题就暴露无遗了。社会运动本质上是制度变迁的尝试（参见第五章），而这样的尝试必然需要有组织才会有任何可能制胜的机会。显然，组织是制度变迁的行为体或工具。因此，尽管组织几乎总是有制度或规则作为支撑（Haveman and Rao 1997：1606n2）
(10)

 ，它们实际上却是制定和执行规则的行为体，而非规则本身（North 1990：5；1994：361；1995：15；Thelen 2003：217）。

在本体论上，个人行为体和组织主要都是物质实体（或者，至少都有显著的物质力量的输入），然而，制度却是纯粹的观念实体。并且，因为制度通常由权力制定和支持，组织只是权力的工具而非权力本身——这在下文会清晰阐述，所以只有把制度与组织区别开来才符合逻辑。最后，组织通常可被视为小型的社会系统，并且也是靠制度作规则来加以支撑。因为社会并不等同于结构（参见下文），所以只有把组织与制度相互区分，才能做到逻辑一致。

令人高兴的是，基于各种原因，众多学者如今正在达成共识——不应把组织当成制度（例如Duffield 2007；Young 1986：108；1989：32；关于不同意见，参见Nelson and Sampat 2001；Ruttan 1978）。

社会

社会是具有系统特征的个体集合；这个集合不能简化为组成该系统的各个个体之和（Jervis 1997）。
(11)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社会必然拥有使各个个体联系起来的制度体系（Giddens 1993［1976］：128；2006：106-7）。社会作为一个社会系统，由众多行为体或参与者（如个人以及个人组成的集体）、一个制度体系和物理环境所组成。在吉登斯和布迪厄（Bourdieu）对社会的定义中，物理环境即是“时间和空间”或“地点与时刻”（Bourdieu 1998：32）。
(12)



通过把社会定义为一个行为体系统、一个制度体系和物理环境，我强烈抵制对社会的如下定义：“依据共同文化把人们联系起来的结构化的社会关系系统”“众多个体行为的复合体”（Giddens 2006：1012，1036），“个体复制或改造的众多结构、实践和习俗所构成的集合，若非如此，这些要素都将无法存在”（Bhaskar 1979：45），或者“知识的分配”（Barnes 1988：57）。这些定义夸大了社会涉及关系和观念的部分，但低估了——如果不是完全忽略了——物理环境和客观个体的存在，因而很容易掉入观念主义（ideationalism）的陷阱。

我也强烈拒绝还原论者理解社会的方式，在他们看来，社会的所有属性都可以还原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属性（例如Collins 1981）。尽管社会系统的属性是由社会成员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行动所塑造的，但是这些属性仍旧不能还原为社会成员的属性，也不能还原为社会成员的属性之和（Bhaskar 1979：34-9）。

最后，我还排斥了布迪厄的观点，即把社会、社会空间和结构在本质上看成几乎是等同的——即便不是同一的。在布迪厄看来：


所有社会均表现为社会空间
 ，也就是说
 ，表现为有差异的结构
 ，这种结构只能通过建构生产原则才能理解
 ，而这一原则客观上是这些差异的基础。
 这一原则正是权力形式或资本类型——它们在社会全域中有效并且根据具体的地点和时刻而有所不同——的分配结构（1998：32，原作者的强调）。
(13)



这种把社会等同于（整体）结构的做法是不合逻辑的。如果两个不同的概念描述同一件事，那么其中之一必是多余的，也就是说，倘若社会和结构本质上是相同的，那么结构也就不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参见下文）。
(14)



结构

人类社会由众多规则加以支撑。相互关联的制度组成一个制度体系，也就是一个制度化的子系统（Lin 1989；Lin and Nugent 1995）。社会由其整个制度体系加以支撑，而整个制度体系通常被理解为社会的“结构”或“社会结构”（Parsons 1951；North 1981：201-2；Young 1982：277）。
(15)

 因此，我对结构的定义就是一个“制度化”的定义（Porpora 1998［1989］；Elder-Vass 2008）。

显然，结构作为社会的整体制度体系，只能在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系统中存在。对于栖居在荒野的单个人来说，根本不需要制度。而且，结构不是整个社会系统，而只是社会系统的一个能够将个体胶合起来的部件（关于类似的观点，参见Bunge 1997，415-6）。行为体、结构和物理环境一起组成了整个社会系统。

显而易见，我这里对结构的定义，与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很多文献（例如Giddens 1979：59-69；1984：376-7；Poulantzas 1987［1968］：115n24；Bhaskar 1979；Bourdieu 1998）所采用的定义相比有很大不同，并且内涵要精简得多。对于这些作者来说，尽管结构的很大一部分可能也是制度体系，但结构的内涵要比制度更多——通常要多得多。
(16)



我抵制对结构采取比较宽泛的定义，是因为过度扩展结构的概念有使结构变成意义全无的危险。例如，尽管吉登斯从未严格地定义结构（部分是因为他对“结构化”更感兴趣），我们也能明显地看出，他眼中的结构远非“规则和资源”这么简单。在很大程度上，吉登斯的结构等同于福柯（Foucault）的“装置”（apparatus）：“一个彻底的异质集合，包括话语、制度
(17)

 、建筑形式、监管决定、法律、行政措施、科学声明以及哲学的、道德的和慈善的主张——总之，已提的和未提的一样多”（Foucault 1980：194）。显然，如果这样定义结构，那么就很难判定结构这个概念到底有没有什么特定的含义。而且，吉登斯和福柯都趋于混淆结构和结构施于行为体的作用：他们常常把结构的二元性——结构既约束又助力行为体——当作结构本身（参见第五章）。
(18)

 一旦把结构与结构对行为体的影响混为一谈，他们也就陷入了使结构成为一个多余的概念的危险之中。

然而，我在一个关键方面同意吉登斯和布迪厄的观点：结构纯粹是观念化的，因为其由制度组成。吉登斯说，结构是“虚拟秩序”并且只以“记忆痕迹”的形式存在（1984：17，377；另见Bourdieu 1998：3）。但是，和吉登斯及其他许多学者认为行为体和结构是互相构建的关系因而在本体论上谁也没有优先性不同，我坚决认为行为体（以及行为体的行动）在本体论上要优先于结构和制度。因为行为体和行为体的行动有着物质输入，而结构却纯粹是观念化的；而鉴于物质力量总是在本体论上优先于观念力量（Searle 1995：55-6），所以行为体（以及行为体的行动）在本体论上优先于结构。

最后，我还排斥对结构进行关系化的定义。这种定义有多种形式。例如，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把结构定义为“社会地位之中的人类关系的体系”（Porpora 1998［1989］：343-5）。
(19)

 类似地，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把社会结构看作在特定时点的所有个体之间社会关系的总和（Lopez and Scott 2000：46）。

这种对结构的关系化的定义实际上仍然把结构与其对行为体行动的影响混为一谈——尽管是直接的。如果我们承认结构影响行为体的行为，然后行为体的行为构建行为体之间的关系，那么显而易见，结构也影响关系。通过把结构看作行为体关系的一部分，这种关系化的定义也使得结构这一概念成为多余。

总之，对结构的制度性的定义要更优越，因为这个定义不仅使结构成为一个独特的概念，而且也使结构与行为体互相构建的观念具有意义。对结构的制度化的定义使我们很容易解释结构的二元性的一个关键方面，即结构既约束又助力行为体；这一点在第五章中会得以清晰展现。

权力

权力在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中都是一个核心概念。然而，尽管对权力的论述非常之多
(20)

 ，权力仍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在这里，我把权力定义为：

一个实体——行为体（如个人）、组织、制度安排或者系统（它们必然由行为体或组织加以支撑）——所拥有的在既定社会背景下，通过或者无须这个实体有意识的行为，就可以促成或阻止某事的能力。

我相信这个定义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通融的定义，它能为我们理解权力的来源、特征、形式、存在方式和影响提供一个更加综合的路径。就理解制度变迁和制度的影响这一特定任务来说，这一定义也能使我们真正理解权力/制度和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参见第五章）。不过，由于给权力下定义面临的诸多复杂性，我只能在其他地方（Tang n．d．-a）而非本书中对我做出这样一个定义的缘由加以详细说明。

观念

观念只是我们思想活动的产物。一个观念可以表现为信念、计划、观点、意识形态或科学知识等多种形式。在本书中，我们主要关注行为体关于制度体系的观念以及特定制度安排应是什么的观念。

我需要立即强调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尽管制度是观念的化身并且反过来能够塑造观念的生产，制度与观念却并不相同：只有“规制（规则）化了的”（codified）观念才是制度。第二，制度是观念的体现或是规制化的观念，并不是说从观念到制度有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这一点在第三、四、五章中会详细说明。实际上，从观念到制度的路并不直。


 三个元事实和三大难题

如果不承认有关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体的某些基本的元事实，以此作为基本假设或逻辑起点，那么我们就无法建构任何社会理论。为了发展出一个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我们必须承认有关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体的三个元事实。
(21)

 这些元事实是衡量任一社会理论——包括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之逻辑一致性和解释力的标准。

第一，个体（以及由个体组成的诸如群组、帮派、组织等集体）是自利的或自我中心主义的。
(22)

 第二，由于人口越来越多而资源越来越少（Diamond 1997），行为体（如个体、个体组成的集体）经常不得不为某些资源展开竞争，因而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23)

 第三，自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从非洲丛林中起源以来，人类社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从人口总量、人均寿命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上可以看出——尽管进步是很不均匀并且常常是曲折的（Kremer 1993；Diamond 1997）。
(24)



一旦我们承认这三个元事实并且认识到制度变迁本质上是一个把观念（从众多观念中选择出来）转化为制度的过程（因为制度是观念的化身或规制化的观念），那么显而易见，在制度变迁方面，人们必须解决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是人类知识的永恒的不完备性。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可以是真实的、错误的，甚或是邪恶的（如纳粹主义）。具体到制度变迁而言，尽管在某些简单交易（如以物换物）中，行为体有可能提出一个帕累托更优/最优的方案，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人类知识的不完备性为我们获得某项改善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带来了巨大困难。并且，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无法事先预知我们企盼的制度安排在现实世界中能否真正改善社会福利；我们只能在这些制度安排业已存在并且在社会系统中加以推行之后才能做出判断。而鉴于人类社会的总体进步，人类知识的不完备性将是任何制度变迁广义理论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第二个难题是行为体的过剩问题（Young 1991：297；另见Denzau and North 1994：11），这一点在很久以前就被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等人所认识到了（Buneno de Mesquita et al．2003：49-50）。
(25)

 不同的行为体对一项制度安排应是什么有着不同的观念。不同行为体就一项可能的制度安排取得共识（或焦点），即便不总是不可能的，通常也是十分困难的。

第三个难题是制度的分配效应。多数制度不可避免地在众多行为体之中产生赢家和输家（Knight 1992：35-7，40-3；Pierson 2000b；Weir 1992）。换句话说，尽管制度能够调节利益冲突，它们同样也能加剧利益冲突。当一项制度安排具有分配效应时，那些认为他人将比自己从中获取更多利益的行为体，可能就不会支持它，即使它能改善这些人的福利。
(26)

 而且，当行为体相信支配某一社会领域的制度安排将持续存在并且影响未来的利益分配时，未来的长阴影就会阻碍合作，这与阿克塞尔罗德（Axelrod）和基欧汉（1985）的观点不同。当行为体在未来的长阴影下进行讨价还价且其结果可能影响（他们）未来的讨价还价的权力时，他们就会更加努力地讨价还价，从而使合作变得更加困难（Fearon 1996；1998）。

鉴于有关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体的三个元事实，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必须能够解释人类社会如何克服这些重大难题从而达致某些制度安排。


 制度变迁理论的任务

一个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要成为一个好的理论，不仅要做到逻辑一致，而且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变迁的源头必须是内源性的（endogenous），“如果试图解释变化，那么变化的源头就不能是外源性的（exogenous）”（Boland 1979：968；另见Lieberman 2002）。
(27)



第二，该理论必须能够解释一系列特定的制度变迁实例，并且在做出解释时，除了历史背景和意外事件（如黑死病）以外，不应再引入其他的特定或外生机制
 。也就是说，这个理论必须能够相对独立自主地解释制度变迁的特定实例（Olson 1982：9-14；Knight 1992）。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该理论必须能够解释与其力图解释的现象相关的基本事实。如果制度确实影响人类福利，并且制度变迁是社会变迁的一个主要驱动力，那么一个好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必须解释以下四个与制度变迁相关的基本事实，其中每个事实都包含明显冲突（因而辩证）的两个方面。
(28)



其一，尽管制度通常来说相对稳定，它们也易发生变化。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必须能够同时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化（Dahrendorf 1958：174-5；Williamson 2000）。

其二，人类社会的进化在大多数时候都像是一个相对缓慢的变化过程，但也确有许多突然性的变化会时而出现。
(29)

 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必须能解释这一制度变迁的动态上的差异。

其三，人类社会在某些领域有着大量共同的制度安排（例如等级制度和社会分层），同时，在其他领域又有着截然不同的制度安排。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必须能够解释这些共性和多样性。

其四，就人类福利而言，尽管人类社会从整体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不同的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仍然有着很大的不同。有些社会似乎拥有好的制度并且在社会福利上取得重大的改善，而有的社会似乎陷于差的制度并且在社会福利上只取得了有限的改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必须能够解释好的和差的制度安排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产生和存续的。
(30)



由于这四个基本事实中的每一个都包括辩证的两个方面，所以它们一起为构建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提出了非常巨大的挑战。一个好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必须能够解释每个基本事实的每一方面。


 本书的结构

本书其余部分将如下展开：

在第一章，通过检验其在现存文献中最主要的变体，我将介绍关于制度变迁的两大学派——和谐学派与冲突学派。在和谐学派中，我将检验功能主义、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在冲突学派中，我将检验马克思主义、韦伯的冲突理论、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

在第二章，我将阐明，无论和谐学派还是冲突学派，自身均无法充分解释制度变迁。然后我将证明社会进化范式能够有机地综合这两大学派，从而使我们发展出一个完备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

在第三章，我将陈述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制度变迁的总体进程本质上是一个择取少数观念进而将其转化为制度的过程，我把这一过程划分为五个明确的阶段。同时，我也会着重说明制度变迁动力学的两大关键方面——稳定与变化、渐近的变化与突然变化。

在第四章，我将从经验和理论上对我们的广义理论进行评估。我会表明，这一理论能够充分解释现有的部分或特定理论无法充分解释的现象。而且，这一理论包纳了现有的特定理论，因此在纵向和横向上实现了理论统一。

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应该对人们从整体上理解人类社会有着深远影响。因此，在第五章，我将着重说明该理论对社会理论中的三个根本问题的影响。这三个根本问题是：结构的二元性、摆脱权力的可能性、以受众为中心的正义法式（approach）。这里的目标不是详尽阐述这些理论论断，而是强调这一广义理论的潜在意义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方向。

最后一章，是一个简短的结语。



————————————————————


(1)
  我将在下一节中定义或者至少区分这些术语。


(2)
  许多旧制度经济学的追随者把旧制度经济学称为“进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但是，正如我在其他地方（Tang n．d．-a）所阐明的，他们对于社会进化的理解最多也不过是幼稚的。


(3)
  尽管在本书中我专注于制度变迁，但是评估制度对人类福利的影响必定也是社会科学的一个核心任务。不幸的是，虽然制度经济学一直在关注这一任务，但是政治学和社会学在此方面的探索却比较落后。


(4)
  社会科学中有很多文献带有点进化的味道。不幸的是，现有对社会进化的研究并未明确说明社会进化是什么，也并未说明针对人类社会的恰当的社会进化范式又是什么。在另一部著作中（Tang n．d．-a），我更详细地阐明了社会进化范式，不过它的某些特点将会在下文中表现出来。我之前对此问题的简要论述，参见Tang（2011）。我之前对社会进化范式在国际政治中的应用，参见Tang（2008；2010a；2013）。


(5)
  广义理论的广义性因而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它的广义性是相较于众多特定理论而言的。在科学哲学中，理论“统一”（unification），有时被称作理论“还原”（reduction），是衡量一个理论之解释力的关键指标（Kitcher 1981；Nickles 1974；Thagard 1978）。我倾向于使用“统一”而非“还原”，因为还原论（reductionism）的名声不好。


(6)
  【作者中文版注】这里的英文原文是“international regime”。此前，中文翻译成“国际机制”。我们认为这一译法不准确，而另一译法“国际体制”则不合适。相比之下，“国际规制”的译法则大体贴切。不过，现在“international regime”已经基本被“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所替代，而“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就是“国际制度”。


(7)
  除非特别声明，否则这里的“制度”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基欧汉（Keohane）和奈（Nye）（1989［1977］：5，19，21）曾把（国际）制度称为“规制”（regime），但是后来又改称“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Keohane and Martin 2003）。遗憾的是，基欧汉和奈（1989［1977］：54）也把“国际组织”当作国际制度。


(8)
  针对国际制度不同定义的更好述评，参见杜菲尔德（Duffield）（2007）。


(9)
  在同一页中，扬（Young）（1982：277）似乎也把“regime”（规制）定义为规则。而在其他地方，吉登斯（1984：24）也似乎把制度定义为“规则和资源”，声称“结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在制度中递归牵涉（recursively involved）的规则和资源”。


(10)
  正如哈夫曼（Haveman）和拉奥（Rao）（1997：1606n2）所言，“组织……是……制度的载体”。但是，他们却又声称“正式组织变为制度本身”。霍奇森（Hodgson）（2006）认为组织是特殊形式的制度，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理解组织是由制度加以支撑的。因此，如果我们承认组织就是制度，那么从逻辑上讲就完全没有必要把社会与制度和结构区分开来——这将与霍奇森所持的“社会与结构不同”的观点相矛盾。


(11)
  显然，如果我们明确地承认社会是一个系统，那么社会学中的“突现论者（emergenist）视角”本质上就是一个系统的视角，尽管这个视角仍较狭隘（例如Elder-Vass 2008）。毕竟，系统动力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突现属性——系统单独的或未通过互动而联系起来的个体部分不会表现出这一属性（Jervis 1997）。要了解系统的定义，参见杰维斯（1997：6）。也许并不巧合的是，在《社会学和现代系统理论》（1967）这本为“突现论”者引用最多之一的书中，沃尔特·巴克利（Walter Buckley）运用“一般系统理论”作为其主要的分析框架。


(12)
  【作者中文版注】现在我认为物理环境要远比“时间和空间”或“地点与时刻”更丰富。更重要的是，我现在认为，只强调“行为体—结构”是没有出路的。更详细的讨论，见Tang 2013，chap．5。


(13)
  艾尔德-瓦斯（Elder-Vass 2008）把结构定义为整体结构的突现论者式观点，可能也有着相似的论调。


(14)
  吉登斯（1993［1976］：128；1979：3；1984：377）也明确地把结构与社会区分开来——尽管并非一贯如此（例如Giddens 2006：1012，1036）。


(15)
  显然，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Frederick A．Hayek）的“社会秩序”大致等同于这里的“社会结构”（Hayek 1967：66-81；1973：19，35-6，43）。


(16)
  关于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对结构的一般论述，参见巴尼亚斯（Manicas 1997［1980］）、波尔波拉（Porpora 1998［1989］）、艾尔德-瓦斯（2008）。我将在讨论行为体和结构的问题时重新讨论这一问题。兰德尔·科林斯（Randall Collins）把结构定义为人们反复的行为，这一定义类似于把制度定义为反复的行为（Collins 1981：995）。幸运的是，大多数社会学家并不赞成科林斯的立场（Porpora 1998［1989］：340-1）。


(17)
  对福柯而言，制度显然意味着（规律性的）行为（见Foucault 1980）。【作者中文版注：在英文版中，原注为“对福柯而言，制度显然意味着组织”。这是一个本人疏忽导致的错误。在英文版的新版本中，本人将纠正这一错误。】


(18)
  因此，他们对结构的理解可被看作一种对结构“实体化的”定义——把结构定义为能够使行为体通过有组织的方式产生结构的能力或资格（Lopez and Scott 2000；Elder-Vass 2008）。


(19)
  这种对结构的定义也是不必要的狭隘，因为按此定义，结构把人类关系体系限定为垂直划分的社会地位。因此，这种定义忽略了社会结构横向层面的东西。相反，根据我们的定义，社会结构既有横向的维度，又有纵向的维度。


(20)
  关于权力的某些最重要的著作，参见福柯（1980）、卢克斯（Lukes 2005）、曼（Mann 2005）以及迪戈赛（Digeser 1992）。关于更早的著作，参见卢克斯的选集（1986）。


(21)
  我在Tang（2011）的文章中更详细地说明了人性。这里，我仅仅指出人性中对于构建制度变迁理论而言绝对必要的因素。


(22)
  自我中心主义是进化的结果，因此在道德上是中立的。自我中心主义是人类行为的最基本的驱动力之一：它对于我们的生存来说必不可少（Sedikides and Skowronski 1997）。这里，自我中心主义并不是指新制度经济学意义上完全信息状态下的理性或者不完全信息以及无法处理信息状态下的“有限理性”。


(23)
  正如康芒斯（1934：6）很早就注意到的一样，资源的匮乏为制度的存在提供了一个根本的依据：如果资源是充足的，那么制度将几乎是不必要的。


(24)
  这一对人类进步的定义完全是物质性的。忽略人类进步在道德层面的定义——自由、解放或其他——将使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可被广泛应用的关于进步的定义：物质主义的定义是客观的，而道德层面的定义是观念性的，因此也是主观的。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有时——如果不是经常的话——对人类进步做出一个道德层面的定义是不可能的并且效果往往是事与愿违的（例如Foucault 1995［1975］；另见Hoy 1986［1981］：138-9）。不过，声明人类社会已经取得了进步以及对这些进步做出解释，并不总是为了预测进步：在任何既定的时间和场合下，倒退或进步都是有可能的。


(25)
  扬（Young）把这类问题看成“交易者（bargainer）过多”的问题，因此暗示了所有制度都是通过讨价还价（bargain）制定的。我拒绝接受这种暗示，因此使用了更加中性的术语“行为体”。


(26)
  这一问题从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国家关心在合作和协调中的相对收益问题——而这一点被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理论所认识到（尽管有时过于强调），而现实主义是冲突学派的一种形式（Waltz 1979；Powell 1991；Grieco 1988）。索乌坦（Soltan 1998：53）注意到制度变迁的许多阶段可以用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理论来解释，但却忽略了相对收益这一问题。


(27)
  这里必须明确说明，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的“内源性制度变迁”和这里所提到的内源性制度变迁理论相差十万八千里。格雷夫（2006：15）把“自我实施的
 ”（self-enforcing）等同于
 “内源性的
 ”，把内源性制度定义为自我实施的均衡状态
 。因此，他的理论实际上是关于自我实施的制度变迁而不是关于内源性的制度变迁。由于他限制性的定义以及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依赖，他的制度变迁理论不可能真正是内源性的，因此他的理论不是一个广义理论。


(28)
  很多人已经承认制度的辩证属性——尽管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例如，达伦多夫（Dahrendorf 1958：174-5）对均衡和不均衡的论述以及卡尔弗特（Calvert 1998：146）对社会秩序的问题（problematic）属性和限制属性的论述。


(29)
  很多人把前者称作“进化的”变化而把后者称作“革命的”变化（例如Moore 1966）。这是错误的，因为进化确实包含突变。


(30)
  这样的理论将至少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有的社会比其他社会要好。



第一章　关于制度变迁的两大学派

迄今为止，我们在提出制度变迁广义理论这一方面，有什么名副其实的成果？正如很多学者已经恰当指出的那样（例如Knight 1992；Mahoney and Thelen 2010），答案是“不尽如人意”。在这一章，我要严格检验在制度变迁和总体社会进化方面主导我们思维的两大学派。
(1)

 我将证明无论单独哪一学派，还是它们的生硬组合，都无法充分解释制度变迁。然后我将说明，只有对这两个学派进行社会进化的综合（social evolutionary synthesis），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到目前为止，已有很多学者试图在大量有关制度变迁的理论中梳理出主要脉络。大多数人倾向于把众多有关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划分为三个主要法式（approaches），即新古典经济学（或理性选择）的、组织的（或社会学的）以及历史学的法式（例如Hall and Taylor 1996；Kato 1996；Thelen 1999；2003；Nee 2001；Campbell 2004：chap．1；Scott 2008：chap．1）。
(2)

 最近，金斯顿（Kingston）和卡贝雷洛（Cabellero 2009）延长和改变了这一清单，将其分为集体选择、进化法式（交易成本经济学是其中一个变体），进化与设计混合法式以及一个“均衡视角”，从而使局面变得更加复杂，读者变得更加困惑。

遗憾的是，所有这些梳理的尝试都没有抓住众多制度变迁理论之间真正根本的差异。而我认为，在最根本的层面上，这些庞杂的制度变迁理论之间最关键的差异，是它们对社会科学两大基础范式——和谐范式与冲突范式——的偏好（Tang 2011）。
(3)

 和谐学派或明确或含蓄地持有三个关键假设。第一，行为体之间的利益总体上是和谐的，或至少是共同利益多于利益冲突。
(4)

 第二，即使利益冲突真的存在，行为体一般也是避免（真正的）冲突行为，而偏好合作与协调行为以解决他们的利益冲突。第三，由此上两点得出，大多数社会结果是由行为体解决利益冲突、改善个人福利（因此通常也改善了集体福利）的合作与协调行为所产生的。所以，提及制度变迁，和谐学派认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行为体之间一般没有真正的冲突，制度是行为体为寻求个人利益而采取的合作与协调行为的结果。这样一来，即使单个行为体只是想改善其个人福利，制度通常也能改善集体福利。

与此相反，冲突学派采取以下三个关键假设。第一，行为体一般都有利益分歧。由此，行为体之间常有利益冲突——多数是真实的，有时则只是臆想的。第二，行为体为了增进自己的利益，通常会采取实际的冲突行为（虽然不必但经常是武力行为）——争论、消极抵抗、斗争、武力威胁以及真正使用武力。
(5)

 第三，由以上两点得出，大多数社会结果——即便是（事后看来）称心如意的结果——是行为体为解决分歧而采取的冲突行为所产生的，并非为集体利益而采取的合作与协调行为所产生的。
(6)

 所以，提及制度变迁，冲突学派认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行为体之间普遍存有真实的冲突，制度是行为体为解决分歧而采取的冲突行为的结果。


 和谐学派

在和谐学派看来，制度是行为体为解决利益冲突以及增进个人福利而进行合作与协调的结果。这样一来，即使不是明确地，和谐学派也是含蓄地否认了权力和冲突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和谐学派有三大变体：新古典经济学法式、奥地利学派——这两个都是经济学领域的，以及社会学和国际政治学中的功能主义。
(7)

 尽管这三大变体之间有重大差异，它们却有着根本的共性（参见表1．1的总结）。
(8)



新古典经济学法式

和谐学派中最具主导性的一个变体是新古典经济学法式。
(9)

 事实上，主流的新制度经济学几乎完全就是受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启发。

新制度经济学全心关注制度变迁，既将其作为自变量、又将其作为因变量。将其作为自变量时，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关注制度变迁如何塑造人类行为（制度作为约束）以及由此推动经济史（例如North and Thomas 1973；North 1981）。
(10)

 但是，由于制度变迁被当作一个自变量，因此这类理论实际上不可能是真正的制度变迁理论，纵然这些学者不这么认为（例如North 1981）。所以，“在‘制度作为约束’的模型中，任何有关制度选择或制度变迁的讨论都是应景式的（ad hoc）”。

表1.1　和谐学派诸变体之比较


	
	功能主义
	奥地利学派
	新古典经济学



	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
	主要是观念主义
	物质主义更多一些
	主要是物质主义



	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把社会当作有机体）
	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并存（秩序）
	完全的个体主义



	人性：

A．生物进化

B．社会化

C．反社会化
	只有社会化
	含蓄地承认生物进化，主要是社会化
	非常有限地含有生物进化和社会化，无反社会化



	冲突与和谐
	和谐为主
	和谐为主，非常有限的冲突
	和谐为主，非常有限的冲突



	社会系统范式（SSP）：系统程度
	非常有限，因为它忽略了太多的基础范式
	很有限，因为它也忽略了许多基础范式
	非常有限，因为它也忽略了许多基础范式



	社会进化范式（SEP）：进化程度
	反进化：幼稚的适应主义（adaptationism），系统无法改变
	伪进化：幼稚的适应主义，系统可以改变，但未指出具体机制或原因
	伪进化：一步迈向均衡（one step toward equilibrium）




来源：部分内容取自Tang（2011）。

新制度经济学中把制度变迁作为因变量的理论，有两个主要流派：一是由科斯（Coase 1937；1960）奠基进而发展起来的交易—成本理论，二是以阿罗（Arrow 1970［1951］）、布坎南（Buchanan）与塔洛克（Tullock 1962）、唐斯（Downs 1957）、埃尔斯特（Elster 1989）、奥尔森（Olson 1965）、赖克（Riker 1962）、波斯纳（Posner 1983）为主要代表的集体行动或公共选择理论。
(11)

 尽管这两种理论长时间内都是各自独立发展
(12)

 ，但是由于它们都植根于新古典经济学，所以仍然有着一个根本上的共性。这两种理论或明确或含蓄地认为，制度变迁归根结底是由效率动机所驱使的（Knight 1992：9-13；Oberschall and Leifer 1986；Zald 1987；Ankarloo and Palmero 2004）。
(13)

 在这两种理论看来，特定的制度安排是为了满足解决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纠正市场失灵等特定社会需求而产生的（Arrow 1998：31；另见Ruttan 1978；Ruttan and Hayami，1984）。因此，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公司出现了（Coase 1937；Williamson 1975；1985）；为了应对物资缺乏，财产权出现了（Alchian 1977［1961］；Demsetz 1967；Ensminger 1992；Feeny 1988；North 1981；1990）；为了解决利益冲突，合作规范出现了（Axelrod 1984；Elster 1989；Ostrom 1990；Schotter 1981；Sugden 1986；Greif 2006）。总之，制度是改善社会福利的自我实施的均衡。

根据这种制度变迁背后的效率动机，制度变迁的方向以及制度对福利的影响或多或少是注定了的。制度变迁的进程或多或少是一个直接通向帕累托边界的运动：任何制度变迁的结果——因此也是制度——都必定是改善福利的（如帕累托更优甚或帕累托最优）。
(14)

 新古典经济学具有目的论的内在逻辑（David 1994，esp．206-7）。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些变体，背离了效率动机这一假设，认为针对特定利益冲突通常存在多种解决方案（或均衡），并不是每一种方案都是帕累托最优（并非所有的均衡都是自我实施的）。由于某种外部力量或事前路径依赖，行为体可能陷于一些缺乏效率（因此并不稳定）的制度（例如Greif and Laitin 2004）。尽管这些理论比之其幼稚的同侪有所改进，但这种改进终究是微小的。严格说来，这些理论仍不能算作好的制度变迁理论，原因有两点。其一，任何依赖某些不在该理论之内的外部力量的理论，都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制度变迁理论：一个好的制度变迁理论必须是内源性的。其二，路径依赖并不是一个天赐的解释因素，而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另见David 1994），这一点我会在第四章中阐明。因此，任何基于路径依赖的理论都不可能是内源性的，故而也不可能是好的制度变迁理论。

功能主义：传统的和新的

尽管功能主义正式发端于社会学中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埃米尔·涂尔干把社会看作一个运转良好的有机体的观点
(15)

 ，其思想萌芽却可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古印度的马努（Manu）（一个传说中的教士）以及中国古代的孔子（Dahrendorf 1968：chap．6；Lenski 1966：chap．1）。因为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阿尔弗雷德·R．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Radcliffe-Brown）在人类学以及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在社会学领域的贡献，功能主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显赫一时（Collins 1994：chap．3）。

传统功能主义认为，社会系统（有时可与社会结构互换）
(16)

 ——包括规范和制度——塑造个体行为。因为社会是一个运转良好的有机体并且只有社会才有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所以社会中的每一部分都必定履行对社会整体必不可少的功能。这样一来，社会系统中最重要的动力就是通过社会化和社会控制维持社会均衡：前者是行为体为在社会系统中履行其职能而必经的定位（orientations）过程，而后者则是越轨行为（deviant behavior）的动机与对其制衡的动机维持平衡的过程（Parsons 1951：第六章和第七章）。不遵守现行规范和制度的行为体会被视作“失范的”“病态的”“犯罪的”“道德败坏的”，或至少是“矛盾的”（Durkheim 1982［1895］，chap．3；Merton 1968）；社会系统的一大根本任务就是对这些“不守规矩”的行为体进行社会化和控制，从而使其能够履行其在社会分工中的既定职能。

传统功能主义对于研究制度体系或结构如何产生以及何以成形并不很感兴趣。例如，尽管帕森斯（1951：481-2）认为他的理论同时解释了制度的稳定与变化，但他仅关注规范模式是如何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下制度化的。类似地，尽管默顿（1968：176）声称他力图解释社会变迁，他也只是把社会现象分类，实际上并未解释社会制度和规范是如何产生的。最后，基欧汉（Keohane）和马丁（Martin 2003：102-3）也只是在新自由主义产生将近二十年后才意识到需要在新自由主义内建立一个好的制度变迁理论。

功能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中视制度为约束的理论（David 1994：206-9；Granovetter 1985；Hall and Taylor 1996：943-4；Hallpike 1986：chaps．1 and 2；Knight 1992：11；Sanderson 2001：64）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尽管在政治观上可能要保守得多（Coser 1967：chap．8；Lenski 1966：chap．1）。因此，和新制度经济学中视制度为约束的理论一样，功能主义也无法真正解决制度变迁的问题：功能主义中任何有关制度变迁的讨论必定都是特定的（Calvert 1995a：59）。充其量，功能主义也只能解释个体对社会系统的适应，无法解释社会系统的变化或作为社会系统一部分的制度的变化（Dahrendorf 1958：115n1）。毫不奇怪，没有功能主义理论家提出过任何近似真正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东西。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中，传统功能主义被大加挞伐。因此，功能主义的继承者——最主要的，是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 Alexander 1985）——对其加以改造，在社会学中发展出了所谓的新功能主义理论。新功能主义对传统功能主义的主要改进在于，新功能主义试图对社会秩序和制度如何产生加以解释。不幸的是，新功能主义，忠实于它的渊源，对制度变迁的解释仍是通过幼稚的适应主义：制度（以及社会秩序）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对行为体和社会都起着一些良好的作用。这种新功能主义最后扩展到社会科学中的其它领域。在国际关系学中，基欧汉（1984）利用新功能主义发展出解释国际政治制度变化的理论，即“新自由主义”——一个颇具误导性的称谓。
(17)

 哈贝马斯基于交往行动的（含蓄的）社会变迁理论（1984-9）是新功能主义在社会学/道德理论中最近也最显要的一个变体（另见下文第六章）。

传统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对整个社会系统——因此也对制度以及制度变迁——或明确或含蓄地做出规范判断（normative judgment）。因为社会是一个运转良好的（以及道德的）有机体，所以“（社会中的）所有因素都已经处在可能的最佳位置：任何人，无论身处何处，都对他在社会中的位置感到满意，共同的价值体系把所有人都团结在一个幸福的大家庭中”（Darhendorf 1968：176-7；另见同一作者，1958：173-4；Coser 1967：164；Collins 1994：198-200）。涂尔干声称：“人类制度不可能建立在错误和虚假之上。如果那样，它就不可能持久”（1995［1912］：2）。社会系统中的规范和制度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它们为社会整体利益服务，因此从规范上讲是良好的。对功能主义者来说，规范和制度总是好的东西，因此也是一种形式的资本（Nee 2001）。

这种对社会系统以及组成社会系统的规范和制度所做的规范判断，必然催生一种和谐的制度变迁理论（例如Parsons 1951：121-7，548-51）。由于功能主义假定社会系统反映了该系统内广为接受的价值，故而社会系统是一个幸福大院，其中的每一成员都非常乐于扮演自己肩负的角色，所以功能主义即便不是完全排除了权力和政治冲突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也是将其边缘化了（Dahrendorf 1968：176n24；Giddens 1984：256-62；Lockwood 1957：141；Lukes 1982：18-23；Coser 1967：164）。
(18)



不足为奇，在国际政治这一权力作为塑造结果之主导因素的领域，当谈及解释制度的稳定和变化时，秉承新功能主义而发展出来的新自由主义明确认为，国际制度为改善国家之间的集体福利而出现，其稳定与否几乎只取决于其生产公共物品以及改善国家福利的能力：“通过制度获取共同收益是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就可以‘解释’制度的增长”（Keohane and Martin 2003：83，另见98；Martin and Simmons 1998：738；Keohane 1984：chap．6）。

奥地利学派

有关制度变迁的奥地利学派是一个混合了功能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怪胎。它从根本上讲也是一种功能主义，因为它对社会结果的讨论也是幼稚的适应主义法式（参见后文）。不过，与此同时，奥地利学派又与新古典经济学十分相似，因为它也坚持个体主义的方法论。

社会秩序以及塑造社会秩序的制度能够起源（也应该起源）于自利个体在没有中央计划者（外在的强制实施者）以及/或者任一特定行为体的有意规划情况下的互动，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David Hume）对自由社会的论述（1739—40）、亚当·斯密（Adam Smith）对市场的论述（1930［1776］）
(19)

 ，以及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对金钱的论述（1892）。基于门格尔提出的“有机成因现象”（phenomena of organic origin）（Menger 1963［1883］：130），哈耶克（Hayek 1967；1973；1978）创造了“自发秩序”的概念，这一概念被众多研究制度变迁的理论家所奉行（例如Elster 1989；Schotter 1981；Sugden 1989）。
(20)



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奥地利学派有了两大改进。第一，它明确地承认人类知识永恒的不完备性以及知识在推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哈耶克认为，知识的不完备性对于经济学中的任何动态理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1937；1945；1960：chap．2；1973：11-15）。第二，受牛津动物学的启发（Angner 2002），哈耶克明确采取了一个准社会进化法式来理解人类社会的进化。
(21)

 哈耶克更深入地指出，社会进化是通过群体选择，并在“已获得的特性”（acquired characteristics）（如规则、规范）上得以进行：拥有更高效率的规则和习惯（practice）的群体在社会进化方面将比其他群体更具优势（例如Hayek 1967：67n3；1979：202）。尽管有了这两大改进，奥地利学派在理解社会秩序和制度变迁上仍然有着根本性的缺陷。

首先，奥地利学派仍然是一个幼稚的适应主义法式，有着功能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印记。
(22)

 在很多地方，哈耶克宣称，“当谈论自发秩序时，功能一词是必不可少的”“自发秩序总会构成一种适应”“继承的传统规则通常应是对社会运转最有益的”（1973：28，44；1979：162）。这些表述与功能主义对社会秩序（系统）和制度的表述——如涂尔干声称的“规则自动出现”并且“（已经）自发建立”（1984［1983］：302，304），以及戴维斯（Davis）和摩尔（Moore）宣称的社会分层是一个起到了在社会中分配才智这种良好作用的、无意识进化来的机制（1945）——几乎如出一辙。

因此，尽管哈耶克极力抨击新古典经济学（例如Hayek 1989），但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背负着同样的缺陷。最关键的是，由于哈耶克使用自发秩序来表示外在强制的缺乏，而制度又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奥地利学派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就必须把制度当作“该情形下所有参与者（players）的均衡”（Knight 1992：99-101）或者“所有社会成员一致达成的行为的规律（regularities in behavior）”（Schotter 1981：9）。换句话说，制度之所以稳定是因为它们是自我实施的：所有人都对制度体系满意，没有人可以通过违反或推翻现行制度而获益更多。通过奉行功能主义以及（默示）假定所有制度都必定是自我实施的均衡，奥地利学派也降低了——如果不是完全否认了——权力与冲突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个突出的缺陷是，与其所植根的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一样，否定任何制度设计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Hayek 1967：chap．6；1973：8）。这种思想立场无论是从本体论还是认识论上讲，都是站不住脚的。

从本体论上讲，奥地利学派实质上把任何制度设计都当成是中央计划者（如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大规模社会计划。然而，制度设计可能仅是零碎的社会工程中的一部分。这里，奥地利学派在本体论上所犯的错误显而易见。

从认识论上讲，否认制度设计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无论其作为大规模的还是零碎的社会工程中的一部分——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制度是社会观念或知识的化身（Boland 1979；Hayek 1960；Nelson and Sampat 2001），所以制度变迁本质上是一个将观念编制规则化（codify）为制度的过程。因此，每当我们试图将我们的社会知识转化为制度，我们就是在有意地设计
 一项制度，即使这项设计是不完美的并且是通过源自知识不完备性的有限理性而做出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有意的设计不仅对于任何制度变迁过程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对于有关制度安排的知识的进化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们不把观念编制为制度，以此运用我们有关制度安排的知识，那么我们有关制度安排的知识就不能被经验检验因此也就无法进化（Popper 1991［1963］）。奥地利学派因此是自相矛盾的：它首先承认我们有关制度安排的知识的不完备性，接着却又否认我们对有关制度安排的知识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性。因此，否认有意设计（intentional design）的地位和作用，也就否认了我们的观念得以进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
(23)

 为了纠正新古典经济学所犯的（好的）制度必须借由完备知识进行设计这一错误，哈耶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否认制度设计的作用。

哈耶克的立场源于两个误解。其一，他把自发秩序当作不受人类意图/设计影响的秩序。
(24)

 他并未理解社会进化的结果对于牵涉其中的所有行为体来说都可能是无意的——即使行为体希望施加自己的设计。在人类社会这个系统中（Jevis 1997），某种秩序确实可以作为众多有意设计互相作用的无意结果而产生（Merton 1936）。用卡尔·门格尔的话来说，“有机成因现象不是‘为此目的刻意为之
 ’的结果，而是历史发展的无意结果所导致的……（在某种意义上的）‘自然的’结果”（1963［1883］，130；斜体字为原作者所加；另见Elias 1994［1939］：esp．365-6）。
(25)



哈耶克反对制度设计的极端立场的另一个也是更加关键的原因，与意识形态有关。出于其对任何政府干预的厌恶（Hayek 1944），他否认存在好的有意设计，认为只有不存任何设计的自发秩序才是道德良好的、对社会有建设性的。因此，尽管哈耶克（1973：37）承认强加秩序的可能性，他却选择忽略它，因为他从道德层面抵制中央计划者强加的秩序。对哈耶克而言，任何现存秩序都是自发秩序，所以在道德上总是更加正义和优越的，因为这是从没有中央计划者的人类长期的互动历史中进化来的。言外之意就是，（现有的）自发秩序根本不应改变，因为“（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已经以其可能的最好方式而安排好了”（Dahrendorf 1968：176-7；1958：173-4；另见Mannheim 1936：211-12；Collins 1994：198-200）。
(26)

 沿着哈耶克的逻辑推导下去，哈耶克的自由民主社会将不再是一个开放社会，而是最终退化为一个封闭社会，因为它不允许任何改变。

最后，除了通过忽略多数制度变迁的真实情况从而为自发秩序基于意识形态上的优点进行辩护以外，奥地利学派也只是把自发生成的概念运用到某些作为“游戏规则”（rules of games）的社会习俗和规范的生成上去（例如Elster 1989；Schotter 1981；Sugden 1986；1989）。更多的评述请见奈特的文章（1992：97-108）。
(27)

 然而，尽管习俗和规范属于游戏规则，它们不过是非常原始的规则或制度。因此，有关作为游戏规则的习俗和规范的理论，只能是有关制度变迁的非常原始的理论。

首先，我们的制度体系除了简单的社会习俗和规范，主要是由非常正式的规则（例如，宪法、法律）所组成。更重要的是，尽管有关社会习俗和规范的理论，通过把社会习俗和规范当作在合作、协调和交流博弈中的均衡状态，从而使我们从自发生成中体会到一点进化的味道，它们仍是有关制度变迁的非常幼稚的理论。这是因为，在人类社会中，合作、协调和交流博弈并非唯一的博弈：而如果我们承认利益冲突是驱动社会变迁的最关键的力量，那么它们甚至都不是更加重要的博弈。如此一来，把所有甚或多数制度变迁过程当作商议社会习俗和规范的过程，以及假装这些社会习俗和规范就是有关社会秩序的所有方面，就是极度误导的。有关社会习俗和规范的理论仅对理解某些制度变迁的非常边缘化的方面有点作用；它们连一幅关于制度变迁的草图也提供不了。

最终而言，奥地利学派或者无视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而只顾宣称自发秩序的道德优越性以此回避理解制度变迁真实过程的任务，或者只关注在社会习俗和规范领域的制度变迁而忽略了其在更重要领域中的情形。通过把多数制度变迁的过程掩于“自发生成”这块小毯之下而无视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或者假装制度变迁不过就是商议社会习俗和规范，奥地利学派实质上忽略了人类历史的诸多方面。对于奥地利学派来说，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具空壳。

而且，通过把制度变迁的所有过程当作合作、协调和交流的博弈——从中自发生成社会习俗和规范，受奥地利学派启发的有关社会习俗和规范的理论也十分含蓄地否认了冲突和权力在制度变迁中的任何作用。否认了权力/冲突和制度设计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奥地利学派也就将两种非常关键的社会进化力量从有关制度变迁的讨论中排除出去了。


 冲突学派

制度变迁的冲突学派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韩非子、古印度的考底利耶（Kautilya），以及古希腊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尼采和马克斯·韦伯奠定了冲突学派的在近代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基础。

冲突学派把行为体间的利益冲突看作是普遍的并且经常是不可调和的，而且有些还是无法避免的（Lenski 1966：16-17）。
(28)

 此外冲突学派还把社会冲突视作社会变迁的根本驱动力。在冲突学派看来，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必然是僵化的，因为它不会改变（Collins 1994：chap．1；Coser 1957；1967；Giddens 1979：chap．4；1984：256-262；Mack 1965：388）。

在冲突学派看来，“绝大多数社会结果都是有着利益之争的个体之间冲突的结果”（Knight 1992：14）。制度变迁因此在本质上是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为体将其政治意志强加给其他行为体的过程。所以，按照马克斯·韦伯（1978：51）的说法：

秩序总是“被强制施行的”，因为它不是由牵涉其中的所有个体自愿达成的个人安排发展而来。强制施行（imposition）这一概念因此也就包括“多数原则”，因为少数必须要服从……即使在存有正式的自愿安排的情况下，这一点也非常普遍，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这是因为存在大范围的强制施行。

换句话说，“制度是政治的产物”（Soltan 1998；另见Pierson 2000a）。

对冲突学派来说，社会的制度体系不可能是由社会整体且为了社会整体而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必然反映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为体的偏好（Lenski 1966：63）。因此，任何制度体系的分配效应也必定反映统治阶级的偏好或者统治阶级所认为的社会利益。制度有利于制定它们的行为体（Knight 1992；Karl 1997：xvi）。

马克思主义是冲突学派中比较极端的一个法式，它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的整个上层建筑（或制度体系）是为了确保这种剥削能够持续（Marx and Engels 1848）。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法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用以剥削大众的压迫工具（Lenski 1966：12，23）。与功能主义所持的社会分层是自然的且在社会中有效分配才智的观点（Davis and Moore 1945）不同，冲突学派认为“不平等与社会约束紧密相关，而社会约束是由制裁和权力结构所产生的”（Darhendorf 1968：177）。

在制度经济学中，冲突学派以索尔斯坦·凡勃伦、约翰·康芒斯所引领的旧制度经济学为代表：“从一开始，制度经济学家就把权力看作任何社会秩序固有的和本质的要素”（Tool and Samuels 1989：ⅶ）。在《有闲阶级论》（1967［1899］）中，凡勃伦严厉地批评了统治阶级那种象征地位的、“炫耀性消费”的文化或习惯。在《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中，约翰·康芒斯揭示了美国法院体制如何为美国资本主义体系系统地奠定基础。类似地，马克·图尔（Marc Tool）和沃伦·萨穆埃尔（Warren Samuels）（1989）把经济视作“一个权力体系”；菲利普·克莱恩（1987）认为经济成就由权力或政治所决定。

在国际政治领域，现实主义是冲突学派的代表（例如Carr 1939；Niebuhr 1960［1932］；Morgenthau 1948；Waltz 1979）。现实主义的一个核心假设就是国际政治在根本上是冲突的（尽管不必然是完全冲突的）：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是永恒的（Tang 2010b：chap．1）。
(29)

 与国际政治中受功能主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认为国际制度是国家为了共同收益讨价还价的结果，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制度反映了权力更大的一方——通常也是在最后冲突中获胜的一方——的偏好：“权力最大的国家创制和塑造了制度，以此来塑造和维持它们持有的权力，甚至扩大它们持有的权力”（Mearsheimer 1994-5：13；另见Barkin and Cronin 1994；Schweller and Priess 1997）。对现实主义来说，如果国际制度确实给失败一方留有一定活动余地的话，那是因为霸权国故意这么设计以确保其偏好的秩序能够持久（Ikenberry 2000；另见Schweller 2001）。

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传统——由尼采（1989［1887］；1990［1886］）牢固建立并由布迪厄、德勒兹（Deleuze）、福柯和利奥塔（Lyotard）所采取——也反映出一种关于制度变迁和社会变迁的冲突学派风格。尽管这一学派的多数学者倾向于否定理论，他们却毫不含糊地指出，社会中的规范（例如道德）主要反映了过去和现在的权力分配，而非通向集体福利的理性适应：道德和其他社会规范是权力关系的产物（例如Foucault 2006［1961/1972］）。甚至知识和真理——整个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基础——也是权力的产物，或者至少是权力影响下的产物（Foucault 1980）。在最根本的层面上，甚至作为主体或行为体的我们以及我们的整个主体性——性欲、品味、喜好、兴趣、意识和身份——都是权力的产物或是权力影响下的产物（Foucault 2000；Bourdieu 1984）。

最后，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1994［1939］）证明，垄断了军事和税收权力的国家是中世纪和近代欧洲的“文明化”背后的至关重要的力量。当欧洲国家逐渐巩固它们的权力时，它们也逐渐规定了何谓文明与何谓蛮荒。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塑造过程是如此成功以致社会约束最终变成了自我约束。



————————————————————


(1)
  我用“范式”（paradigms）一词来专指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Tang 2011）。我使用“学派”（schools）或“法式”（approaches）来表示结合这些基础范式发展而来的东西。在此，我不会探讨库恩（Kuhn）的“范式”和拉卡托斯（Lakatos）的“研究方案”（research programs）——它们从出现伊始就一直饱受质疑——是否与这里所提的“范式”“学派”或“法式”有所关联。我的讨论无须他们的这些标签仍可进行。


(2)
  所谓的第四个法式——“话语制度主义”（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只是更多强调了观念和对话的作用因此并不能成为一个真正不同的法式。这一法式与和谐学派更加类似。还有很多人试图把关于制度变迁的众多不同的理论按照不同的标签分类（例如Baldwin 1978；van den Berghe 1963；Collins 1994；Hayek 1967：chap．6；Hoy 1986［1981］：124-8；Keohane and Nye 1989［1977］：chap．3；Knight 1992：4-13；Lieberman 2002；Mahoney 2000：517-526；North 1981：21-2，59-63；Soltan 1998：51；Thelen 2003）。最近，韦兰（Weyland 2008）把期望理论当作建构制度变迁理论的（微观）基础。尽管我承认诸如损失规避等心理因素对于人的决定而言也很重要，但是下文强调的宏观层面的因素（权力、竞争）更为重要。而且，韦兰依赖的是“行为经济学”，因此仍然属于和谐学派。我的理论框架则包纳了和谐学派。


(3)
  所有的制度变迁理论也结合了社会科学的其他一些基础范式。因此，我用和谐学派与冲突学派来表示它们。在Tang（2011）这篇文章中，我讨论了组成这两大学派诸多变体的社会科学基础范式。冲突学派的标签在学界已被很好地接受。和谐学派与冲突学派的划分因此也会比其他现存的划分方式更好地把握这两大学派的本质不同。达伦多夫（1968；1958）和克莱恩（Klein）（1980：871，882-3）含蓄地支持和谐学派与冲突学派的划分。许多学者也附带地提到，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强调权力（例如Hall and Taylor 1996：940-1）。


(4)
  然而，鉴于人性中固有的自私（由生物进化所决定的），他们的假定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和谐学派中的理论家经常也会承认行为体间存在某些——如果不是显著的——利益冲突。对此更详细的讨论，参见Tang（2011）。


(5)
  我采用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对“冲突”的定义：冲突是旨在获取目标同时压制（neutralize）、伤害、统治或消除敌人的斗争（Coser 1956：8）。


(6)
  冲突学派认定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貌似合作与协调的情况都至少部分是由强制所造成的，比如利维坦（Leviathan）垄断了暴力并在行为体间强行规定了某些行为规章（例如Weber 1978，50-51；Granovetter 1985；Foucault 1980；2000）。


(7)
  针对民主政体中的权力和政治的“多元主义”（pluralism）是和谐学派的另一个主要变体（例如Dahl 1958；1961；1967）。我在此忽略多元主义，因为在讨论权力的时候再讨论它会更容易理解。关于多元主义在研究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可参见麦克亚当（McAdam）（1982：esp．chaps．1 and 2）。社会运动通常是制度变迁的一种方式（参见下文第四章）。


(8)
  奈特（Knight）（1992：4-13）也注意到这三种变体之间的相似之处，其他一些学者也注意到新古典经济学与功能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许多学者倾向于把新古典经济学等同于理性选择，但这是错误的。理性选择作为一种战略行为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与非新古典经济学——包括冲突学派——是可以并存的（MacDonald 2003）。新古典经济学所包含的内容比理性选择要多，它是个体主义的、物质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和谐学派的。


(9)
  许多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及其在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RCT）追随者，都研究冲突（例如Schelling 1960；1966；Hardin 1997；Hirschleifer 2001），但是他们并未把权力和冲突当作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需的部分（参见下文）。相反，他们只是对冲突作经济学或理性选择式的理解。


(10)
  在试图解释不同时期的经济表现时，这种研究也只是集中于一个或两个方面制度的变迁。而许多其他的或者可能更重要的制度变迁是否推动了经济变迁则未被提及。


(11)
  除了这里评述的这些变体，还有一个新的变体——“新新制度经济学”（NNIE）。尽管新新制度经济学使用更加复杂的模型（或者，准模型），它却仍属于新制度经济学的领域。因此，我把新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看作一家。关于最近对于新新制度经济学的批评，参见斯宾格勒（Spiegler）和米尔贝格（Milberg 2009）。


(12)
  关于例外地把这两大学派结合起来的理论，参见林（Lin 1989）和诺思（1990）。


(13)
  这种效率假设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著作（例如Williamson 1975：chap．1；1985：26-30）以及对制度变迁的博弈论研究（例如Aoki 2001；Greif 2006；Schotter 1981）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许多对制度的定义明确声称制度是有效率的。正如奈特（1992：10）所指出的，这种效率假设有两种版本；一个简单的版本和一个较为复杂的版本，它们对行为体达致帕累托边界的速度有着不同的观点：前者认为快，后者认为慢。


(14)
  具有“社会效率”的制度必须对某些行为体而言是帕累托较优的，甚至对于某些行为体而言是帕累托最优的。就此更详细的讨论，参见奈特（1992：34-5）。


(15)
  当然，斯宾塞和涂尔干都承袭了奥古斯特·孔德（August Comte）的理论。


(16)
  因此，功能主义者有时把他们的方法称作“结构分析”（Merton 1976）或“系统分析”（Parsons 1951）。这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功能主义只是结构分析的一种，正如默顿后来承认的一样（1976：125n42）。冲突学派也可以是一种系统方法或结构方法。系统由行为体和结构组成，因此包含结构。【作者中文版注】


(17)
  因此，基欧汉现在倾向于使用“制度主义方法”（Keohane and Martin 2003）。新自由主义的功能主义逻辑是广为人知的（例如Haggard and Simmons 1988：506-9；March and Olson 1998：958；Sterling-Folker 2000：100-13）。另见Keohane and Nye（1989［1977］：chap．3）。已故的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 1958）就把他对欧洲一体化的解释称作新功能主义的解释，但是他对制度变迁并不感兴趣。


(18)
  在其晚年，默顿有点偏离了功能主义，承认“张力、拉力、冲突或差异……可能对引起系统中的变化有所帮助。无论如何
 ，它们都对变化施加了压力
 ”（1968：176-7；强调为本书作者所加）。不幸的是，他并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19)
  斯密对功能主义的喜爱在其探讨个人与制度之间的冲突的可能影响时表现得非常明显（1979［1759］：234）。


(20)
  为了更好地理解哈耶克的思想根基——包括他的自由主义根基，参见恩格勒（Angner 2002）、霍奇森（1993：chaps．11 and 12）、奈特（1992：4-13 and chap．4）。与卡尔弗特（1998：133）相反，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不同于帕森斯的“社会系统”（1951）。对帕森斯来说，社会系统是社会的整个制度和规范体系。而哈耶克的秩序则是“行动方式”。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仅涉及了秩序可能出现的一种方式。不能清楚地区分社会秩序与制度安排或行为方式，就会产生困惑。例如，卡尔弗特（1998）与埃尔斯特（1989）均未从本质上解释社会秩序的出现，而只是解释了行为方式，尽管其著作标题都宣布他们讨论的是秩序的起源。制度变迁理论提出的是关于个体制度安排的出现（奠定秩序的基石）的理论，而社会秩序理论提出的则是关于不同制度合并为一个系统或秩序的理论。


(21)
  这代表了较之新制度经济学的一大进步：因为新制度经济学是由新古典经济学所启发的，而新古典经济学又是由物理学而非生物学所启发的。


(22)
  关于社会科学中好的与坏的适应主义的讨论，参见Tang（2014-15：esp．chaps．1 and 2）。关于生物学中对适应主义的争论，参见上文的参考文献。


(23)
  确实，哈耶克其他著名的表述——“竞争作为一种发现过程”，只有在我们容许有意设计能够运作的情况下才可成立。哈耶克的误解与阿尔奇安（Alchian）（1950）类似，阿尔奇安认为随意选择——没有“有意的采用”（intentional adoption）——可以产生好的技术创新。


(24)
  哈耶克自我矛盾了（比较Hayek 1967：68-74，86与1973：78，250）。自发必定意味着“自然”或“没有人为干预”的误解流传甚广。例如，R．C．O马修（R．C．O．Matthews 1993［1984］：183）错误地坚持把自发秩序与人工选择相对立。类似地，奈特（1992：84-7）把“自发生成”和“偶然地解释选择”当作是进化的，而把有意设计当作“非进化的”。在社会进化中，尽管特定制度变迁的结果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发秩序——因为其结果不受任何行为体的控制，但是从自发秩序是指这些结果并不代表人类努力的结果这个意义上说，这又不算自发秩序；社会进化中的自发秩序只能与人类智力相关（Polanyi 1941）。我会在其他地方就人们对生物进化与社会进化的很多混淆加以澄清（Tang 2014-15）。


(25)
  从这个意义上说，门格尔对自发生成有着比哈耶克更为高明的理解。门格尔并未对“有机成因”与“无机成因”做任何道德判断。在生物进化中，秩序起源于非故意的行动，这种事实当然是很好地成立的。因此，进化是一个“失明的钟表匠”（Dawkins 1996［1986］）。


(26)
  哈耶克对社会政策的立场比涂尔干的更为保守。涂尔干原则上容许零散的社会工程（1982［1895］：35-6；另见Coser 1967：chap．8），而哈耶克连零散的社会工程也加以抵制。


(27)
  在新古典主义法式中，这些理论以博弈模型发展而来，因此有着与新制度经济学法式同样的缺陷（参见前文的讨论）。


(28)
  当然，利益冲突并不自动导致真实冲突。合作是解决利益冲突的另一种方式。


(29)
  近来，现实主义分成了两种主要形式：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详见Tang 2010b）。对于我们的讨论来说，因为这两种现实主义在制度变迁方面的差异是很小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们当成是一种。在其他场合，索乌坦（1998：53）也注意到制度变化的过程可以用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的模型来解释。



第二章　迈向一个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

在这一章中，我将根据制度变迁的基本元事实和构建一个好的广义理论所面临的难题，着重揭示两大学派在充分解释制度变迁方面的缺陷。然后，我会提出一个能够有机综合两大学派的方法，引领我们迈向一个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


 罗马容易又长久：和谐学派

和谐学派不能充分解决制度变迁的三大难题，并且时常违背人类社会的基本元事实。

回顾一下，第一大难题是人类知识的不完备性。为解决这一难题，和谐学派尝试了两种方案，但无一站得住脚。

第一种方案，被早期新制度经济学家采用（例如Coase 1937；North and Thomas 1973；Williamson 1975；1985），是设想每一种制度安排都是一种改善福利的（welfare-improving）（帕累托更优或最优）均衡状态，从而或明确或含蓄地认定有关一项制度安排对社会福利的积极影响的知识是完备的。然而，认定这种完备知识不仅在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也是不科学的：这样做只是简单地对第一大难题置之不理。

进一步说，认为每一种制度安排都是帕累托更优/最优，就会把停滞引入制度变迁理论。因为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是处于帕累托边界的自我实施的均衡状态（它们都是社会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所以除非具有外来的推力，否则不可能存在更进一步的变化（Boland 1979：968；Thelen 1999：387）。和谐学派下的制度变迁理论因而面临一个深深的困境：这些理论不能同时既是内生的又是动态的；故而，它们不是好的制度变迁理论。

第二种方案是暂时承认信息的不完备性，但是又通过两个伎俩绕开这个难题。第一个伎俩是假定所有制度和规范以及社会系统都是自发生成的结果，并且忽略制度变迁的真实进程。功能主义和奥地利学派都采取了把社会系统或“自发秩序”理想化的立场，而不去试着理解系统或秩序是如何存在的。这一伎俩是不科学的，因为它也把核心难题撇开了。

第二个伎俩是或明确或含蓄地把制度安排当作“公共产品”（或是功能主义和奥地利学派所说的“公共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然后把制度变迁模式化为“设法获取公共产品”，或者更准确地说，将制度变迁模型化为行为体通过在合作与协调博弈中讨价还价而达致集体利益的过程。受奥地利学派启发而来的有关社会习俗和规范的理论（例如Elster 1989；Schotter 1981；Sugden 1986），以及近来有关制度变迁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例如Aoki 2001；Ensminger 1992；Greif et al．1994；Greif and Laitin 2004；Lin 1989；Lin and Nugent 1995；North 1991；Knight 1992；V．Ostrom 1975；LE．Ostrom 1990），就是采用这一伎俩。这两种理论最终殊途同归，因为它们都是基于合作与协调的博弈而把制度变迁模式化为达致集体利益的运动。

当然，一旦把制度安排当作公共产品而把制度变迁当作设法获取公共产品的过程，那么效率驱动的动机假设及其逻辑结果就或多或少地注定了：和谐学派天生具有目的论的味道（David 1994：esp．206-7）。最终，这一伎俩也归结于这样的理念：所有的制度都是改善福利的均衡状态，因此具有道德正义性和社会稳定性。

不幸的是，除却将停滞（重新）引入制度变迁，第二种伎俩还忽略和违反了人类社会的第三大元事实：行为体间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利益冲突。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利用第二种伎俩发展出的制度变迁理论与其自称的微观基础相矛盾。

无论是受奥地利学派启发而来的有关社会习俗和规范的理论，还是近来的新制度经济学，都把制度变迁当作实现集体利益（改善社会福利）的过程。但不幸的是，这两种法式也都假定行为体是自利的。按照这种假定，我们就无法把制度变迁的过程看成是行为体通过在合作和协调博弈中讨价还价而达致集体利益的过程。

在行为体具有利益冲突的博弈中，行为体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首要动机必定是增进自己的利益而非集体利益，即使
 他们想达成某种制度安排。

把制度变迁视作达致集体利益的运动的制度变迁理论与其所自称的行为体是自利的这一微观基础相矛盾：“只要理性选择对社会制度所做的以提高社会效率为基础的解释依赖于社会行为体的动机，它们就是不成立的”（Knight 1992：34，37-9）。

因为自利的行为体希望制度所产生的社会结果能够改善其个人利益，所以即使一项制度变迁能够产生集体收益
 ，那也只是追求个人利益的副产品
 。如此一来，集体收益就不能成为解释一项特定制度安排的稳定的理论基础。用制度安排能够改善社会福利来解释制度的稳定性，然后把制度变迁的原因归结为改善社会福利的要求，这是循环论证：这些因素已经预先注定了制度变迁的结果将是改善福利的，然后它们又被用来驱动制度变迁的过程和解释制度变迁的结果（Binger and Hoffman 1989：78；Zouboulakis 2005：147）。

面对利益冲突，行为体要么相互合作，要么相互斗争。然而，通过假定所有制度变迁的过程都是行为体通过在合作与协调博弈中讨价还价而达致集体利益的运动，和谐学派堂而皇之地认定所有的利益冲突都能借助合作与协调而加以解决，以致行为体间的利益冲突并不会产生任何真正的冲突（Granovetter 1985：488）。
(1)

 一些学者含蓄地持有这一假设（例如Aoki 2001；Greif and Laitin 2004；Lewis 1969；Schotter 1981；Elster 1989），而一些学者则明确地做出这一假设。例如，尽管奈特坚称“社会制度都是为了实质性的社会成果而进行的战略性冲突的副产品”，他却也认为冲突仅仅是“限制与我们互动的人们的行为”（1992：126）。显而易见，在奈特所认为的社会里，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冲突。

至于制度变迁中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根本性的难题（过多的行为体和制度的分配效应），和谐学派也只是回避了这些难题。在和谐学派中，几乎所有的制度变迁理论在解释制度变迁时，都会模拟两个——而且通常只有两个——行为体。
(2)

 这些理论大部分都会进而认定制度没有分配效应，因此也就忽略了分配效应对行为体在制度变迁中的盘算的影响（Knight 1992）。

和谐学派无法有效地解决有关制度变迁的三个根本性的难题，因此无法提出令人满意的制度变迁理论。对于和谐学派，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是对通向帕累托边界的机遇所做的响应，那么“为什么整个世界并不发达？”（Easterlin 1981）如果制度是人类福利的基础，那么合乎逻辑的答案必定是：并非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是好的。

面对存在很多减损福利的（welfare decreasing）制度这一令其尴尬的事实，和谐学派采用三个伎俩来加以解决：而这三个伎俩无一站得住脚。第一个伎俩是否认减损福利的制度产生的可能性，更不用提它们将会真实存留的可能性了（van den Berghe 1963：697-8）。这样一来，和谐学派要么如功能主义和奥地利学派一样，忽略了历史；要么如新古典主义法式一样，重建了“貌似的（并且是幸福的）历史”（Ankarloo 2002；Ankarloo and Palmero 2004；Klein 1980：881；Thelen 1999：400；Zouboulakis 2005）以适应其逻辑需要。最终，这一伎俩导致和谐学派提出一个停滞的和乌托邦式的社会图景（Mannheim 1936：206-15）。尽管这一伎俩“可能会使我们理解柏拉图的《共和国》，它却并没有描述历史上任何真实的社会”（Dahrendorf 1968：176）。

第二个伎俩是承认减损福利的制度的存在，但是并不解释这一现象。诺思在其1981年的著作中漫不经心地放弃效率假设后，采取的就是这一立场（North 1981：201-2）。显然，这个伎俩放弃了建立好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任务。

第三个伎俩是用许多补丁来修修补补和谐学派，但是力图通过补丁来修补只能是幻想。例如，路径依赖并不能挽救和谐学派，因为路径依赖并不是制度变迁的根本性原因而只是制度变迁的一个特征。
(3)

 类似的，诺思从认知科学中寻求帮助以解释制度变迁和减损福利的制度的稳定性，这种做法代表了一种令人沮丧的倒退（例如Denzau and North 1994）。
(4)

 除非能够解释为什么某种共同的思想意识能够扩散和占据统治地位，否则无法内源性地解释制度变迁。同样的，基欧汉和马丁（2003：104）认为通过引入组织理论和代理理论、承认制度变化是路径依赖式的和阶梯式的而非平滑的
(5)

 ，就能够挽救和谐学派关于（国际）制度变迁的理论。这种方案只不过是延长了达致帕累托边界的时间因而是更加复杂一点的功能主义逻辑而已（Knight 1992：10），而和谐学派的很多其他理论家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这样尝试过了（例如Merton 1968；North 1990）。

对于和谐学派存在的这些问题，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承认行为体在拥有相关权力的时候可以强制施行某些制度安排这样一个可能性。换句话说，只要有权力在背后加以支持和巩固
 ，一项制度安排就能够出现和存留
 。不幸的是，和谐学派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在和谐学派中，权力和冲突最多也只不过占据一个边缘位置而已。通过假定所有的制度都是改善福利的均衡状态——因此具有道德正义性和社会稳定性，或者假定所有的制度变迁都是通过在合作、协调与交流博弈中讨价还价而达致集体收益的运动，和谐学派含蓄地否认了权力和真实冲突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Campbell 1998；Dahrendorf 1958；Keohane and Nye 1989［1977］：38-42；Klein 1980：esp．880-1；Oberschall and Leifer 1986：245；van den Berghe 1963：698）。

所以，尽管在韦伯看来，国家是“在一定领土范围内（成功）垄断了物质暴力之合法使用权的人类团体”（1946：78），但对涂尔干而言，“国家，从严格意义上说，是社会思想的有机体”并且“国家的本质功能是思考”（1982［1895］：61-3）。
(6)



类似地，尽管对冲突理论家来说，社会分层必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统治、权力和冲突（例如Weber 1978；Dahrendorf 1968；Collins 1975），但对功能主义理论家来说，社会分层实质上是“基于个人作为社会单元在道德意义【或其‘道德取向’】上的优等与次等而对其进行划分的问题”或者“【社会分层】作为一种运转机制必须以某种方式把社会成员分配到社会职位上去并且使其在这些职位上履行相应的职责”（Parsons 1940：841-3；Davis and Moore 1945：242）。

排除了权力和冲突，和谐学派在某些特殊领域（如习俗、规范）——其中没有权力阴影（Knight 1992：102；Zouboulakis 2005：150）来影响行为体的讨价还价——对于理解制度变迁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在更根本、更广泛的人类社会领域中（如宪法、法律），和谐学派无法理解制度变迁，因为在这些领域中，政治和权力位居制度变迁的核心地位（Soltan 1998：54-5；Zald 1987：707）。
(7)

 既然认为权力和冲突在制度变迁中无甚作用，那么和谐学派也就严重削弱了其提出一个好的制度变迁理论的能力。对于和谐学派而言，否认权力和冲突的作用是其阿喀琉斯之踵。
(8)




 哪有什么罗马？冲突学派

与和谐学派相反，冲突学派在处理制度变迁的三大难题方面没有什么困难。首先，冲突学派不承认行为体具有完备的知识以获悉制度安排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事实上，冲突学派明确地假定行为体只对其自身利益感兴趣，并不关心整个社会的福利。

其次，过多的行为体对冲突学派而言也不是问题。因为注重权力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冲突学派强调拥有足够权力的行为体有可能强制施行他们偏好的制度安排（Weber 1978：51），无论有多少其他行为体可能怀有不同意见。

再者，关于制度的分配效应，冲突学派也能轻松应对——冲突学派实际上也欣然承认制度的制定本就要有分配效应。由于行为体是自利的，他们希望制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制度（尽管他们可能是错的）。如此一来，制度必然反映了制定者的偏好。因此，制度有利于某些人而不利于另一些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冲突学派也能很好地处理有关制度变迁的大部分基本事实。试举一例，关于制度的稳定与变化的辩证关系问题。不同于科泽所宣称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模式很难解释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持续的社会运转”（1967：141）
(9)

 ，冲突学派（以马克思主义为其极端变体）能够很容易地解释社会系统的运转或稳定：行为体遵从系统以及系统得以运转是因为行为体受到了权力的强制。同时，由于相信利益冲突是永恒的并且推动社会变迁，冲突学派也就很容易地解决了制度变迁中的变化问题。

还有，冲突学派也可以轻易解释为什么某些制度安排不必然是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更优/最优状态。冲突学派认为，一项制度安排反映了恰巧有权制定这些规则并且继续保留这种权力的（统治）集团（行会、国家、统治阶级等）的利益，因为该项制度安排得到统治集团的权力支持。由于统治集团寻求促进自身利益而非整个社会的利益，所以毫不奇怪，某些制度安排即使减损整个社会的福利也能存在。

尽管比和谐学派抓住了更多的社会事实，但是冲突学派并未抓住整个社会的全景。冲突学派存在两大缺陷。第一个也是相对较小的一个缺陷，是低估了——尽管并未完全否认——制度在没有许多权力和冲突介入的情况下产生的可能性（如原始部落中的送礼制度）。

第二个也是最致命的一个缺陷，是无法逻辑自洽地
 解释人类社会进步的元事实。如果大多数制度安排仅是代表了特定个人或集团的利益而不是改善整个社会的福利（制度变迁的任何一步都不必然导向帕累托更优/最优的结果），那么人类社会是如何取得巨大进步的——这意味着人类社会至少在某些部分实行了改善福利的制度？如果化身为制度的观念通常都是被特定集团或阶级的权力所支持的观念的话，那么人类社会不是注定要陷入关于规则的反复冲突之中而无法触及改善福利的规则吗？

除了马克思和韦伯，冲突学派的大部分理论家都没有解释人类社会的进步。例如，从德里达（Derrida）到福柯的后现代主义者实质上都回避了人类进步的问题，或者含蓄地认为人类没有进步。在福柯看来，作为最主要的制度形式，法律完全就是社会控制；他实质上并未回答法律——至少一部分法律——是否有利于社会福利（Tadros 1998）。类似地，18世纪的医学（或诊所）也完全是通过凝视（gaze）而对我们的身体进行的社会控制。福柯甚至从来懒得提及至少某些关于人体的知识有所增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福利（1973［1963］）。这是事实，尽管福柯承认权力可能是“造生性的”（productive）而不仅仅是“压制性的”（repressive）（例如1980；1986；1995［1975］：26-8；另见Hoy 1986［1981］）。

马克思和韦伯提出过一些关于人类进步的观点，但都无法令人满意。韦伯（1958）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着重论述了社会进步问题。然而，即使我们承认新教伦理的兴起产生了资本主义
(10)

 ，宗教改革也只是制度变迁促进人类进步的一种形式。马克思主义（Marx and Engels 1848）强调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并且只有代表更高生产力的阶级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然而，如果阶级斗争只是政治冲突的一种特殊形式且每个阶级都只是促进自身利益或其认为的社会利益，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期待一个阶级——包括无产阶级——去改善整个社会的福利呢？更直白地说，为什么无产阶级一定不同于此前或之后的阶级？因此，这一解释包含有天生的自我矛盾。


 权力与观念

和谐学派不足以解释制度变迁的基本事实已经被人逐渐认识到了。到了1990年，即使是像道格拉斯·诺思这样坚定的和谐学派捍卫者也承认“我们为不加批判地接受新古典主义理论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90：131）。

这种认识促使很多学者放弃了那种认为多数制度必然是改善福利的公共产品的观念，使其承认许多稳定的制度事实上降低了社会福利（例如North 1981：chap．3）。
(11)

 更重要的是，许多和谐学派的理论家已经开始承认除了通过合作与协调可以达成一项制度安排之外，拥有权力的行为体也能强制施行某项制度安排（例如Bates 1989：35；Ensminger 1992：6-7，126；Knight 1992：32-4；Soltan 1998）。换句话说，至少某些制度是政治的产物：它们首先是由权力强制施行的，而其存续也依赖于权力或明或暗地不断支持（Acemoglu et al．2005；Lieberman 2002；Soltan 1998）。

乍一看，承认权力和政治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应该能使和谐学派发展出合适的制度变迁理论，以解释为什么制度一般反映统治者的偏好、为什么许多减损福利的制度能够出现和存留，以及回答此前和谐学派无法充分回答的问题。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和谐学派难以把权力和冲突融入其理论内核。

和谐学派的许多理论家拒绝使用“权力”这一名词。例如，曼瑟·奥尔森（1962）指出所有的集体行动都需要某些手段以使个体能够一致行动，而他把这些必然涉及权力和统治的手段——特别是强制（如惩罚或惩罚的威胁）——叫做“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s）。

类似地，道格拉斯·诺思（1981：201-2）尽管指出制度是用来为资本服务的，并且统辖领主和农奴的制度是不平等、非自愿的，却仍旧坚持“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他显然忘却了这一点：当权力或强制介入的时候，关系就不再是契约性质了。

其他一些学者试图以巧计处理权力或把权力边缘化。当姚洋（Yao 2004）把制度变迁模式化为一个政治过程的时候，政治也就既不包含权力也不包含冲突了。类似地，当巴尼特（Barnett）和芬尼莫尔（Finnemore 1999）把国际组织官僚间的政治强调为这些组织存在的问题之源时，他们忽略了一个看似更加合理的可能性——国际组织的问题更多是源自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且国际组织官僚之间的政治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所代表的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即使是在国际政治这个曾经长期以征服和扩张为准则的领域，基欧汉和马丁（2003：73，85）所列出的现实主义的核心假设——尽管声称新自由主义接受它们——却并不包括权力。

许多和谐学派的理论家满足于把权力作为其理论的外在因素。诺思（1981：esp．chap．5）把被权力或外部行为体（如国家、法律）支持的意识形态当作无效率的社会制度及其持久力的原因
(12)

 ，却从来懒得解释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得到权力的支持以及外部行为体最初是如何获得这种权力的。类似地，尽管奈特（1992）承认权力的不均匀分配影响了社会制度的演化，他却把权力的分配当作一个既定情形，而不探究权力的不均匀分配最初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来，在诺思和奈特的框架中，制度变迁仍旧是由外因推动的。除非权力的分配有所变化或者社会成员间出现一种更有力的意识形态，否则将不会发生制度变化。

与此同时，冲突学派的主要问题是，它把观念的吸引力置于微不足道——如果不是完全忽略的话——的境地
(13)

 ，尽管不同的观念有着不同的吸引力而观念的吸引力不能与物质权力相混淆（Young 1991）。冲突学派本质上认为“坏观念甚嚣尘上是因为其符合有权集团的利益”（Krugman 1995）。因为决定制度变迁结果的主要因素是权力，所以观念的吸引力对制度变迁的结果没有独立的解释力。

然而，把观念的吸引力排除在解释社会结果的框架之外，使得冲突学派在解释整个人类的进步方面遇到了巨大的麻烦，因为人类的进步最终依赖对好观念的选择和保留（Hayek 1960：chap．2；Jones 2005）。

前文揭示了两大学派在制度变迁方面的一些根本性的缺陷。和谐学派不能解释坏制度的存在，也不能真正内源性地解释制度变迁，因为权力在其制度变迁中没有作用。与此相反，冲突学派不能解释人类社会的总体进步，因为它不承认观念的吸引力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因此，两个学派均需改善。就像之前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的那样（例如van den Berghe 1963；Campbell 1998；2002；Coser 1967：138-41；Dahrendorf 1958：174-5；Granovetter 1985；Lenski 1966：14-23，441-6；Levy 1994：300-2；Mack 1965；North 1981：59-63；Thelen 1999：387；Zald 1987：705-6），为了充分地解释制度变迁，我们需要综合和谐学派与冲突学派，综合观念与权力。

比如，通过结合和谐学派与冲突学派，伦斯基（Lenski 1966）着手提出一个关于社会分层的综合理论。
(14)

 类似地，通过在制度变迁的背景下询问金登问题（Kingdon's question）——“什么致使一个观念的时代得以到来？”，利伯曼（2002）试图融合和谐学派与冲突学派。韦尔（Weir 1992）也探讨了价值观和政治如何共同影响了政策制定的过程和结果。最后，加兰（Garland 1990）试图综合涂尔干、韦伯和福柯进而提出一个关于现代刑罚体系的“全面的社会学解释”。不幸的是，这些尝试都未能形成一个真正的综合性的理论。

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HICA）在比较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领域中的兴起，从某种程度上使我们向着更好地综合两大学派进而提出一个广义制度变迁理论，迈进了一大步（对此的优秀述评，参见Thelen 1999；Clemens and Cook 1999）。但不幸的是，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也不能提供一个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

首先，尽管强调政治并且包含有冲突因素，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仍旧对新古典主义/和谐学派太过推崇，而对权力和冲突（政治）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则依然轻描淡写（Clemens and Cook 1999：442，459-60；Sangmpan 2007：207-11）。

例如，瑟伦（Thelen 1999：370-84）在对新古典主义（“理性选择”）和历史的比较分析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所做的详尽而深刻的论述中，从来没把权力和冲突当作这两种法式最关键的差异。事实上，她非常确信这两种法式之间鲜有真正的不同（另见Campbell 1998；Kato 1996；Ostrom 1991）。

其次，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过于强调路径依赖或关键节点的作用，将其作为扭转乾坤的因素（例如Krasner 1984；Pierson 2000a；Mahoney 2000；Capoccia and Kelemen 2007；Thelen 1999：387-99）。然而，路径依赖本身并不是一种制度变迁理论而只是制度变迁动力学中的一个方面，其本身也需要加以解释（参见第四章）。过于侧重路径依赖同样使得制度变迁理论成为外源性的；在这些理论中，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冲击所驱动的（Thelen 1999：387）。

最后，在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法式中，大多数对制度变迁的研究都是比较案例研究。因此，在揭示具体案例背后的因果关系和从不同案例中提取某些共同经验方面，这些研究非常拿手。但不幸的是，它们的普遍化无法达到足以提出一个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的程度。

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历史社会学（或福柯所偏好的谱系学）的一个特定品系，尤其是诺伯特·埃利亚斯、皮埃尔·布迪厄和米歇尔·福柯的理论（1994［1939］），Pierre Bourdieu（1984；1990［1980］），and Michel Foucault（2006［1961/1972］；1973［1963］；1995［1975］；1990［1976］）。
(15)

 从根本意义上说，这些研究都是对发生在各种以权力为核心的制度子系统中的变化所做的历史叙事。不幸的是，尽管这些非凡的叙事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制度变迁的丰富的历史叙事，它们却并未向我们提供一个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尤其是因为福柯和布迪厄通常抵制普遍的理论化（general theorizing）。

总之，尽管不同的学者曾经结合和谐学派与冲突学派的某些方面而建构某些特定的理论，他们却仍未提出一个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因为他们并不能对这两个学派做出全面的综合。为了能全面综合这两大学派，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法式。


 针对制度变迁的社会进化法式

在这一部分，我将概述针对制度变迁或社会变迁的社会进化法式，从而为构建一个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打下部分基础。
(16)

 然后，我将表明社会进化法式确实能够有机地综合关于制度变迁的两大学派，从而将我们带向一个更好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

社会进化与生物进化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因为在社会进化中有观念力量在起作用。因此，针对制度变迁的社会进化法式并非生物进化在社会变迁上的机械应用，而是基于一个新的、根本性的社会科学范式（Tang 2011；2014-15）。

制度是社会知识的化身，或者是固化的观念（Durkheim 1950［1895］；Boland 1979：964；Hayek 1960：chap．2；Nelson and Sampat 2001）。因为在行为体间存在着多样化的知识（关于未来的制度安排应该如何，总会有着不止一种的观念），所以制度变迁的过程实质就是从不计其数的观念中择取非常有限的几种观念然后将其转化为制度。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观念视作基因而把制度安排视作表型（phenotypes）；
(17)

 而制度变迁的过程也就能利用社会进化的核心机制来加以分析：“变异—选择—遗传”。

更具体地来说，与突变的效应以及表型无法预设（是否会是“增加适应性”（fitness enhancing）或相反）的原则相一致
(18)

 ，某种关于制度变迁的观念所具有的增进福利的价值以及由其而来的特定制度安排，在制度变迁的起始阶段必然是不确定的，并且只能在真实的社会系统中加以检验。因此，遵循表型通常是选择的客体这一原则（Mayr 1997），在制度变迁中，选择的主要客体就是特定的制度安排：不同制度安排下的受众（subjects）选择他们所认为的能够改善其福利的制度，尽管真实的选择过程可能并非直截了当的。

持有这一对制度变迁进化式的理解，我们现在可以着手建立一个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了。



————————————————————


(1)
  用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的话说，霍布斯问题（法律和秩序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暴行问题）被弱化或消除了。民主政体中有关权力与政治的多元主义理论也认为所有的利益冲突都会通过讨价还价而加以解决。例如，达尔（Dahl 1967：23）宣称：“每当一个群体认为他们受到了或即将受到国家政治的不利影响时，他们通常都有大量的机会来陈表实情以及讨价还价
 ，而这有可能产生更能被接受的结果
 ”（本书作者的强调）。


(2)
  即使他们有时会提及若干人的囚徒困境问题，情况也是如此。在任何博弈模型中，对三个以上行为体建立模型的技术困难可能是这种做法背后的原因。例如，尽管斯科特（Schotter 1981）一开始的时候野心勃勃，想要研究动态的、非均衡的制度，他最终却止步于一种稳定的均衡方式；他的大多数案例都是“基于阶段博弈偏好的近视的、动态的调整”（Calvert 1995b：261n2）。而和谐学派则使得把制度变迁模型化的方法在理解制度变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不消说，如果按照斯科特（1981：9）的说法，制度必须是每个行为体都必须同意的规则，那么这只有在行为体数量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才可以。


(3)
  我不是说路径依赖是和谐学派的属性。路径依赖既符合和谐学派又符合冲突学派。我也不是说路径依赖对于理解制度变迁不重要。参见本书第四章。


(4)
  毫不奇怪，诺思对“共同心智模式”（shared mental models）的重提与帕森斯对价值共识的强调（例如Parsons 1951）如出一辙。


(5)
  有趣的是，基欧汉和马丁（2003）也承认现实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很多批评是正确的。


(6)
  为了消除研究冲突和暴力的必要性，涂尔干简单地把国家对言论的垄断看作有机体的“肌肉系统”。这种把一个问题或一种元素在假设中舍去的伎俩，似乎是和谐学派中很多理论家的惯用伎俩。


(7)
  这些情况可能包括社会习俗/规范的进化以及一些诸如原始市场的正式制度。我对制度安排在基本领域中的分类大致上相当于米诺威斯基（Mirowski）的引导规则（bootstrap rules）和进化规律（evolutionary regularities），而对制度安排在非基本领域中的分类大致上相当于米诺威斯基的自然规则。米诺威斯基（1993［1986］：260）也声称新古典经济学和博弈理论只能解释自然规则。在一个不同的背景下，博兰（Boland 1979：969）表示“新古典主义分析应该被当成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


(8)
  另外，在和谐学派中，行为体在制度变迁中只有非常肤浅的作用。他们是原子似的——无名的、冷淡的：大多数情况下，行为体只是博弈模型中的参与者甲、乙、丙、丁。然而，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58：180-1）所尖锐指出的那样，“行动若没有与之相联的‘谁’的名字，则毫无意义”。为了充分理解制度变迁，我们需要重新引入行为者的名字，以及他们的需要、情感和行动。


(9)
  科泽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功能主义者对社会冲突的看法。


(10)
  韦伯并没有真正解释为什么新教伦理能够成为一种力量，也许他并没有正确地把握新教伦理的崛起所具有的关键影响。我将在其他地方对这一问题加以说明。


(11)
  如今，国际政治中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可能是和谐学派仍然保持显著影响的仅有的两个领域。


(12)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国家和法律本身也是需要解释的对象。


(13)
  利维（Levy 1994：297-8）和霍尔斯蒂（Holsti 2002：629-30）对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做出了同样的批评，并且他们的批评可以广泛应用于整个冲突学派中去。观念的吸引力不应与“观念的或规范的权力”相混淆，后者在冲突学派中一直都是重点——至少自马克思、卢卡奇和葛兰西以来（Poggi 2001：chap．4）。后者是观念的吸引力以及背后支持它的权力相结合的产物，而冲突学派不可避免地注重观念背后的权力而轻视观念的吸引力。


(14)
  不过，伦斯基也归属于功能主义法式，因为他把社会制度定义为“对重要和经久问题的持久回答”（Nolan and Lenski 2004：43）。他甚至暗示斯大林的“大清洗”起到一种（好的？）作用（Lenski 1966：25n1）。


(15)
  这一传统近来著名的例子包括哈夫曼和拉奥（1997）、萨默斯（Somners）和布洛克（Block 2005）。


(16)
  我在其他文章（Tang 2014-15）中对社会进化范式进行了详细论述。很多人在没有界定“社会进化”的含义以及社会进化范式组成要素的情况下（例如Bush 1987：1076），就使用“社会进化”这一术语；很多人对社会进化和社会进化范式的理解都是错的（例如Veblen 1898：353）。有很多人仍旧用社会进化范式来表示变化是历史的或过程驱动的（例如Zouboulakis 2005），或者表示功能主义与奥地利学派的自发生成（例如Knight 1992：9-13，chap．4）。


(17)
  我在其他文章（Tang 2014-15）中详细讨论了基因和表型的问题。把观念当作基因、把制度当作表型，也符合下面的看法：社会进化中的观念基因是易变的，而表型则没有那么善变。把观念当作基因也符合我们理论的个人主义基础：观念最终系于个体。


(18)
  基于在技术变革中获得“正确答案”的背景，阿尔奇安（Alchian 1950）强调创新的效用的不确定性。从这种意义上讲，制度变迁的过程与技术变迁的过程相类似：都是社会进化的过程。



第三章　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

在这一章，我将把社会进化法式（approach）（以“变异—选择—遗传”机制为核心）应用于制度变迁进而阐述一个关于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


 制度变迁的过程

制度变迁的过程包含五个不同的阶段：（1）产生关于特定制度安排的观念；（2）政治动员；（3）争夺设计和强行规定（dictate）特定制度安排（制定特定的规则）的权力；（4）制定规则；（5）合法化、稳定化以及复制。合在一起，这五个阶段对应着进化中的三个阶段——变异（突变）、选择（减少变异）、遗传（稳定化）：观念的产生对应着突变；政治动员和权力斗争对应着选择；规则的制定及其合法化、稳定化和复制对应着遗传。

第一个阶段是产生关于特定制度安排的（新）观念。新的观念可以通过最广义的学习而产生：社会科学研究（Ruttan 1984）、引入新的知识、行为体间观念的杂交（Haveman and Rao 1997：1620）、旧有观念的再兴，等等。尽管通常来说，更多的观念是应制度变化的可能之机而出现（更多的突变被诱发了）
(1)

 ，但同样也很常见的是，众多关于可能的制度安排的观念在发生制度变化的时机或机遇出现之前就早已经存在了（例如，通过社会科学研究）。

在这里需要着重强调四点。其一，正如在生物进化中有机体无法预知一种特定的突变是否产生适应度更高的表型一样，在社会进化中，行为体也无法预知——至少无法确知——突变（新的观念）能否产生改善个人福利——更不用提改善整个社会的福利了——的表型（制度安排）。其二，关于特定制度安排的观念不必是非常精确和具体的。观念的模糊对于吸引追随者来说可能是一个优点，正如政治家倾向于提供宏大和（因此）模糊的前景而不描述具体的细节一样。其三，不同的观念不必非得是势不两立的，不同的观念可能比其各自的追随者所描述的更加相似。
(2)

 其四，观念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既有的制度体系塑造了有关未来制度变化的观念（参见下文）。

第二个阶段是政治动员。在这一阶段，政治创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s）——持有或支持某个或某些有关特定制度变化的观念的行为体——动员物质资源（例如，财政的资源）和政治支持来争夺规则制定权。他们所能动员的物质资源和政治支持的总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下一阶段中争夺规则制定权的结果（McAdam 1982；McCarthy and Zald 1977；Oberschall 1973；Tarrow 1994；1998；Tilly 1978；Clemens and Cook 1999：459-60；Lin 1989：20；Ruttan and Hayami 1984：213-14）。
(3)



在这第二个阶段中，观念的吸引力、政治创业家、政治创业活动（political entrepreneurships）以及集体行动的问题（建立组织或联盟）都开始登台亮相；其中，观念的吸引力、政治创业家的创业技能（特别是言辞、组织和政治技能）可能是决定权力斗争结果的最重要的两项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受众（观众）更有吸引力的观念将更有可能克服集体行动的问题并吸引更多的支持从而更易赢得权力斗争。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拥有更好创业技能的政治创业家将更有可能动员更多的支持从而更易在权力斗争中占据上风。

这里有三点需要强调一下。首先，在决定权力斗争的结果方面，尽管观念的吸引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但相比于政治创业活动可能要略逊一筹，尤其是从短期来看。
(4)

 由于信息不完备的缘故，受众无法得知某种观念所支持的制度安排对其福利的影响，因此，宣传（包装、偏论（spinning，指政治家发表有利于自己的言论以影响大众——译者注）、重复等）对于某种观念最终所获得的支持而言至关重要（Campbell 1998：380-1）。其次，政治创业家不必是观念或突变的创造者：观念可以是被招安的（co-opted）、吸收来的或者从别人那里窃来的。第三，很多时候，行为体需要具备一些物质力量（资金）或感召力量上的初始禀赋（endowment）才能参与制度变迁的过程。行为体需要一定的权力来参与争夺权力；然后，他必须在整个过程中动员、部署、维持甚至增进这些权力。
(5)



动员起政治权力来支持其观念以后，行为体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争夺规则制定权，或者真实的政治冲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行为体并不知道谁的观念将会改善福利，或者更重要的是，行为体并不相信他人指定的规则真有可能改善自己的福利，所以使行为体就规则制定者达成一致意见的唯一途径，就是经历一个争夺规则制定权的过程。这样一来，对于大多数的制度变迁过程而言，在真正设立制度安排以前必定发生权力斗争：在决定规则之前，我们必须决定谁将制定规则。
(6)



在争夺规则制定权这一阶段中，行为体极有可能把争夺视作零和游戏，这有两个原因。其一，赢得权力斗争意味着自己将能制定规则，而在斗争中落败则意味着自己失去了制定规则的权利并且要遵守他人的规则。其二，因为事前无法确认他人强加的制度安排对自己是否有利，所以行为体将会担忧其他行为体强制实施他们偏好的制度安排将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即使
 他人强加的制度安排可能最终改善了自己的利益。由于把权力斗争这一阶段视作零和游戏，所以行为体的基本目标就不是合作或协调以使集体福利达到帕累托边界的均衡状态，而是力图赢得规则制定权——通常是不惜一切代价。毫不奇怪，尽管这一斗争阶段并不总是导致真实的暴力冲突，在历史上却经常如此。
(7)



第二个和第三个阶段是整个过程中的真实冲突阶段，他们对应着生物进化中的选择阶段（减少变化
(8)

 ）。同于生物选择中的机理——只有某些突变才能经受住选择的过程并在表型中表现出来，制度变迁中的选择阶段也是确保只有少数观念作为基因能够经受住选择的过程并且最终固化为作为表型的真实的制度。

第四个阶段是真正的制定规则阶段。在规则制定权之争中获胜的一方——因此拥有更多的权力——将在制定规则上起主导作用。在尝试制定规则时，获胜方有三个基本选择：命令或强加、拉拢失败方的部分人员、与整个失败方讨价还价。不消说，第一个选择通常是优先选择，尽管这三种选择在不同的情形下可以独立或综合运用。

当获胜方决定强制施行其所偏爱的特定制度安排时，这种安排必然反映了获胜方的偏好：这种安排将使其拥有更多权力（Barkin and Cronin 1994；Knight 1992；Sanderson 2001：64）。多数时候，制度安排主要是为了使获胜方而非其他人过得更好。换句话说，制度安排是利于获胜方、排除失败方的私人物品，而不是改善整个社会福利的公共物品。在此情况下，“改变是由旨在寻求自身利益的狭隘的利益集团做出的，只是恰巧有利于社会”这种见解必定就是常规惯例了，而非相反。

获胜方也可能决定与失败方（的部分人员）合作，所以新的制度安排——仍然更多地反映获胜方的偏好——能有更广泛的支持基础因而也就更“合法”、稳定。
(9)

 同时，与获胜方合作也可能符合失败方的利益：因为鉴于获胜方控制了更多的权力，失败方不与其合作将会付出高昂代价。在此情况下，制定规则的真实过程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然而，即使这样，讨价还价也是在不对称的议价权力（bargaining power）的阴影下进行的；议价权力的分配已经事先决定了：双方都明白在前面的斗争阶段中获胜的一方拥有更多的议价权力，并且在这一点上已经没有再行商讨的余地。

在不同行为体拥有相同议价权力的情形下，行为体可能会选择合作或协调，因为权力的分配并不是明显失衡的。
(10)

 显然，这些情形在制度变迁中是特例而非惯例。

在一轮制度变迁过程中，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合法化、稳定化以及复制的阶段。
(11)

 当一项制度安排准备就绪以后，其功效或其作为表型的适应度就要在社会系统中加以检验。如果该项制度安排改善了大多数人的福利，或者可能更为重要的是，统治者预先灌输了一种能使这项安排充分合法化的意识形态，或者没有某种反意识形态（anti-ideology）产生并强大到足以挑战该项制度安排，那么该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合法化、稳定化以及复制。这一阶段完成后，单独一轮制度变迁就完结了。

有关键两点需要立即说明。第一，即使一项制度安排拥有真正的合法性（改善了受众的社会福利并且大部分受众支持它），权力对于该项制度安排的存在、运行和复制来说通常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统治者仍然需要权力来灌输使制度安排合法化的意识形态（例如，通过教育系统或宣传运动），并且社会化——个体学会遵守该项制度安排的过程——几乎总要在权力结构下并且通过权力结构来施行，所以这也需要一个权力结构（Foucault 2000［1978］；Collins 1979b；Lukacs 1971［1920］；Althusser 2001［1970］）。第二，一项未能增进社会福利甚至减损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没有真正的合法性——却可能不断延续下去，只要有足够的权力加以支持。尽管有人会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制度变迁的种子已被种下，但是变化可能在很长时间内也不会发生，因为成功的制度变迁并不是容易的。

第四和第五个阶段一起对应着生物进化中的遗传或稳定化阶段。按照选择的目标通常是表型这一原则（Mayr 1997），从受众决定一项特定的制度安排能否改善福利这种意义上说，制度变迁的第四个和第五个阶段也可被理解为对特定制度安排的选择。根据享有的真正合法性以及支持权力的多寡，不同的制度安排在社会系统中拥有不同的存活率。

所以，是什么使“一种观念的时代得以来临”并将其转化成制度——至少在短时期内？前文述及的过程表明，一种观念要变得制度化，必须极为幸运：它必须有一定的吸引力，必须被政治创业家所采纳
(12)

 ，而且政治创业家必须有足够的技能来克服集体行动的问题以动员政治支持并最终赢得权力斗争。用杰克·利维（1994：300）的话来说，哪种观念能够成为制度既是一个才智（intellectual）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制度变迁的关键问题是才智和政治过程如何互动以塑造制度变迁的结果。


 制度变迁的动力学Ⅰ：稳定与变化

我们的框架能新颖地阐明制度变迁的一般动力学。正如生物进化中“变异—选择—遗传”的循环能够无限进行下去一样，制度变迁中“变异—选择—遗传”的循环也能无限进行下去。有四种可能性几乎可以立即重启制度变迁的整个进程。因为很多人已在不同程度上讨论过它们（例如Krasner 1982；Ruttan 1984；Lin 1989；Clemens and Cook 1999；Thelen 2003），所以我在这里只是简单地提及它们，而着重强调它们对于理解制度的稳定与变化的总体动力学的意义。

第一种可能性是，出现了新的观念且这些新的观念是针对特定制度安排的反意识形态——新的观念通常是但不必然是由某些对现行制度安排的不满所推动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一种制度安排是否改善了大部分人的福利并非是决定新观念作为反意识形态产生的惟一因素。即使一种安排改善了福利，许诺更多福利的新观念仍然能够崛起并挑战已有制度。

第二种可能性是，有了可以改变现行制度安排并创立或强加新的制度安排的权力。例如，在前一轮制度变迁过程中失败的一方卷土重来并有了更多的权力，并最终赢得新一轮的权力斗争。或者，在征服另一群体后，获胜群体把它的制度体系强加给新的受众，例如二战后美国对日本和德国所做的那样（Olson 1982；另见Hodgson 1996）。
(13)



第三种可能性是，在整个制度体系中，某项（制度）安排与其他（制度）安排不相兼容。整个制度体系是由不同的制度安排相互作用而成的，所以必然产生某些不兼容问题，而这些问题只能通过现行制度中的进一步变化来得以解决或缓解。
(14)

 因此，制度变迁能够以自我强化的方式扩展（Lewis 1955：144-6；Lieberman 2002；Lin 1989：17-18，Aoki 2001：chap．8；David 1994）。

第四种可能性是，外部冲击，例如资源禀赋的变化（Ruttan 1978；Ruttan and Hayami 1984；North 1981）、战争和战争威胁、科技、自然灾难（如黑死病）。这些冲击对前文述及的制度变迁理论来说必定是外源性的，尽管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可被视为内源性的。
(15)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是由外来冲击诱发的制度变迁也要经历与内源性制度变迁相同的过程。

一旦我们理解了制度变迁的这些直接诱因，那就很容易把握制度稳定的原因。
(16)

 一项制度安排之所以能保持稳定可能是由于下列九大基本原因的任何一个：

1．该项安排所统辖的行为体接受它，因为它真正改善他们的福利。

2．行为体接受它，因为在有限时间内的有限信息条件下，行为体错误地相信它能改善福利。
(17)



3．行为体接受它，因为统治者已经引导他们相信了该项安排能够改善他们的福利。
(18)



4．行为体忍受它，因为无法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例如没有新的知识或反意识形态）。

5．行为体出于惰性或习惯而接受它。
(19)



6．行为体忍受它，因为改变任一安排的代价都是高昂的——即使该项安排并无权力支持。

7．行为体忍受它，因为该项安排确有权力——有时是残酷权力——的支持；试图改变它将受惩罚，而行为体是规避风险的（Bachrach and Baratz 1962；1963；1975）。
(20)



8．该项安排确有权力的支持，而反对力量尚未强大到推翻现行权力分配的格局。

9．该项安排难以改变，因为它已被嵌入制度体系中。这样一来，只有改变其他某些制度甚或整个制度体系，才能改变这一特定的制度安排；但是制度体系天生地抵制改变（North 1995：18；Cortell and Peterson 1999）。
(21)



在制度稳定性的这九个原因中，和谐学派趋于强调第1、2、4、5、6和第9个原因（例如Keohane 1984：85-109；North 1981：31-2；1995：18），而冲突学派则强调第3、5、7和第8个原因。二者均未把握所有这些可能的原因。

从原则上讲，当制度稳定性的这九大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发生改变时，行为体就可能试图改变某项制度安排（因此变化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制度变迁的实际过程是很费力的（需要一个有效的反意识形态、能够克服集体行动问题的政治创业活动以及社会运动），所以即使很多行为体想要改变，他们也不会真正投入到推动制度变迁的实际过程中去。
(22)



而且，即使做出改变的尝试，尝试也不一定成功。所以，在既定社会中，尽管很多行为体可能渴望某些改变，我们看到的却几乎总是（相对）更多的稳定性。否则，我们也就不可能拥有所谓社会这个稳定的事物。

然而，制度变迁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的生存本能和对幸福（或福利）永不满足的渴求必然促生社会变迁——而其中制度变迁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制度变迁的动力学Ⅱ：渐变与剧变
(23)



制度和制度体系（因此，社会整体）已经经历过缓慢的（增长的）和突然的变化。
(24)

 渐变——通常是非暴力的变化——背后的机制可能是从适应到修补（patching）到扩散，从换位（transposition）到逐渐退化（degeneration），或从退化到逐渐消亡（Genschel 1997；North 1990：89；Cortell and Peterson 1999）。在多数情况下，制度变迁是缓慢的，因为有多种因素使制度保持稳定，并且改变整个制度体系本来就是困难的。

无论渐变还是剧变都能给制度和制度体系带来根本性的变化。换句话说，并不是所有根本性的变化都是突如其来的；它们也可能是相对长的时期内一系列变化累积的结果。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的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制度的剧变确实存在，尤其是——但并不都是——在危机或动荡年代（North 1995：19-20；Cortell and Peterson 1999）。不过，制度的剧变甚至也能和平地发生。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就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展开的。类似的，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也是相对平和的。

尽管外部冲击的确经常诱发剧变，但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可能并不如此。因此，虽然西方国家推动了幕府时代的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中华帝国却从来没能改变自身——尽管它在与西方国家的战争中遭受了比幕府时代的日本更具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外部冲击自身并不足以保证诱发突然的和剧烈的变化——虽然尝试做出调整几乎是可以确定的。

第四，外部冲击可能并非剧变的必要条件。剧变可以是内生的，或源自创造或引进激进的观念（或者是技术的或者是社会的）——纵然外部冲击可能诱发更为激进的观念或使激进的观念更被人们接受。光荣革命主要就是英国内部一系列主要由内因驱动的变化累积而成的结果。在较轻的程度上，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主要是激进的观念（马克思主义）和伟大的政治创业家（弗拉迪米尔·列宁）相结合的结果，沙俄帝国的内部腐化尽管也是个重要原因，却只是起到辅助作用。

最后，在相同的领域中，制度变迁可能以混合形式发生，也就是说，既有渐变又有剧变。美国少数族群权力的演化就是急剧变化（内战和民权运动）以及在法律体系、民族观念与平权运动上的渐变相结合的结果（Lieberman 2002）。
(25)




 结语

在这一章中，通过社会进化，我有机地综合了和谐学派与冲突学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表3.1总结了这一理论的主要特点）。下一章将评估这一理论相较于现有（特定的）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力。

表3.1　制度变迁广义理论的要点



	品目
	描述



	基因
	观念



	表型
	制度安排



	突变
	新观念



	突变来源
	重新学习、观念杂交、重新发现旧有观念等



	变迁过程
	五个阶段：产生观念、动员、权力斗争、制定规则、（去）合法化/稳定化



	选择压力
	自然环境约束下的人类智力



	选择机制
	主要是人工选择



	制度变迁中的行为体
	个人（例如政治创业家）、组织（例如国家）、现有制度



	动力学Ⅰ：稳定与变化
	稳定是常态，但变化是可能的且不可避免的



	动力学Ⅱ：渐变与剧变
	渐变是常态，但突变也时常发生



	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普遍存在且影响深远，因为现存制度在多个节点（junctures）上能够以多种方式塑造未来的制度变迁



	制度的福利价值：短期与长期
	在短期内，特定制度变迁的福利价值是不确定的；但从长期来看，某些改善福利的制度确实能够出现






————————————————————


(1)
  这与诱导性技术创新（例如Rosenberg 1973；Nelson and Winter 1982）的概念相类似。在生物进化中，突变也可能被诱导。例如，大气中紫外线的增加会引发更多的突变。重要的区别在于生物系统中的突变是随机产生的，而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突变不是随机产生的，因为观念是由人类智力所造就的。


(2)
  奈特（1992：87）注意到替代观念是否极为独特以及能否持续扩散会影响选择以及进化的速度。


(3)
  麦克亚当（1982）把他的模型称为“政治过程模型”。这可能是一个不恰当的名字，因为社会运动（作为制度变迁的手段，参见第四章）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政治过程，但其模型只涵盖社会运动中的政治动员阶段。布厄诺·德·梅斯奎塔（Bueno de Mesquita）及其同事的“政治生存逻辑”，以“获胜联盟”为核心，也大致遵循同样的逻辑，但他们主要关心政治家如何利用现存制度体系下的资源去建立联盟以持续巩固他们的权力。在我们的框架中，这种行为被包纳进政治创业活动里面去了。


(4)
  因此，一种观念可否被接受或是否有优势，只是观念得以传播或被忘记的诸多原因中的一个（Hallpike 1986：48-50）。


(5)
  在人类社会最初的起点，最初的权力可能只是体力与智力。


(6)
  如果冲突以平局结束，那么行为体可能会继续斗争或者达成妥协。


(7)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为争夺规则制定权而进行的暴力斗争变得稀少，这是因为现代民主国家不仅垄断了暴力，而且还有制度化的渠道以使制度变迁能够通过和平方式得以实现。当然，现代民主制本身作为一种元制度也是制度变迁的结果，并且在其诞生过程中，为争取权力而进行的暴力斗争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8)
  【作者中文版注】这里，英文原文“reduction of varieties”应该是“reduction of variations”。这里的中文根据正确的英文译出。


(9)
  换句话说，获胜方与失败方讨价还价——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我约束（Ikenberry 2000）——的动机，并不是无私，而是基于自私基础上的战略考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失败方仍然握有部分权力：其最小的讨价还价权是不合作——包括未来造反的可能性。


(10)
  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体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也并不必然带来改善福利的结果。当然，行为体也可能选择继续进行权力斗争。


(11)
  费德克（Fedderke）等人（1999）和布什（Bush 1987）分别把这一阶段称作“合理化”（rationalizing）和“封装”（encapsulating）。


(12)
  因此，是英雄还是群众创造历史的问题就是一个伪问题：历史是由英雄和群众共同创造的，尽管我们多数只记住英雄，因为群众默默无闻。


(13)
  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情形称作一个群体被外来制度殖民化了。


(14)
  这些不兼容在马克思主义者（例如Marx and Engels 1848；Giddens 1979；1984）的思想中就是矛盾。例如，因为奴隶制与美国总体的民主制度并不兼容，美国内战和民权运动可被理解为解决这些不兼容问题的运动（Lieberman 2002）。当然，并非所有的不兼容都会被解决——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的。一项新的制度安排可能会消除或限制整个制度体系在其他地方的潜在变化。我将在下文中对此进行详述。这类直接原因包括“文化禀赋引发的制度变迁”（Ruttan and Hayami 1984），因为文化是（非正式）制度体系的一部分。


(15)
  例如，技术革命之后的工业革命是技术给西方社会乃至更大范围内的非西方社会造成巨大冲击的一个显著例子；但从长期的经济增长角度来讲，这次革命又可看作一个内生事件。类似地，尽管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于受其直接影响的众多国家来说可被视作一种外部冲击，但是这两次危机和制度变迁从事后的全球金融监管角度来说，又可被理解为资本主义体制全球化所驱动的内生事件。


(16)
  界定什么是稳定并不是容易的事。这里，稳定被定义为缺乏（明显的）改变。关于如何定义稳定，可参见杰维斯（1997：94-8）。


(17)
  这意味着不完善的知识既可以是变革的来源，也可以是稳定的来源。


(18)
  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来说，受众通常在统治阶级的宣传下获得“错误的意识”（Gramsci 1992-6［1926-37］；Lukacs 1971［1920］；Althusser 2001［1970］；Lukes 2005）。


(19)
  如果习惯被理解为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文化产生的惰性，那么文化在这里也应被加以考虑。


(20)
  政治创业家通常希望在开始发动制度变迁之前就能发现缺口或机遇。当然，如果没有政治动员，也就没有真正的机遇。因此，对于政治创业家来说，什么创造了机遇可能主要是一个主观问题。正如库兹曼（Kurzman 1996）所指出的，许多现有关于社会运动中政治结构性机遇的文献都试图以客观机遇来评估结果，因此具有特定主义和同义反复的危险。当我们比较塔罗（Tarrow）之前的文章（1994：17-18，189）与之后的文章（1998）时，其理论核心的正确改变是显而易见的。另见Kurzman（2004）。


(21)
  换句话说，制度体系总是限制社会做出改变；否则，系统将会太不稳定。关于系统效应的总体论述，参见杰维斯（1997）。


(22)
  这些非事件（nonevents）或非决定（nondecisions）难以发现，但它们确实如巴克拉克（Bachrach）和巴拉茨（Baratz 1962）所注意到的那样，构成了我们的社会现实的一部分。也见皮尔森（2003）。


(23)
  【作者中文版注】这里的英文“abrupt changes”也可以翻译成“突然变化”，或者缩写成为“突变”，但是，在中文里，突变已经被约定是“mutation”的翻译。为了不引起误解和混淆，我将“abrupt change”或者“dramatic change”均翻译成“剧变”。


(24)
  剧变通常被称作革命和转型；而渐变则被称作进化、改革等等。这些标签只是我们日常的习惯用法，因为进化也允许突变和革命。


(25)
  正如利伯曼（2002）所言，美国内战之后的既存制度体系限制了对当时的“黑人问题”取得一次性全面改变（废除奴隶制、给予黑人平等的权利）的可能性。因此，有时，一项改变缓解了部分但不是全部压力，环境可能会推迟更进一步的和更深远的变化。



第四章　评估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

一个广义理论必须能够包纳现有的部分或特定理论并使其成为广义理论的特殊情形。一个广义理论也必须能够解释现有理论无法充分解释的现象。在这一章中，我将力图展示，前文述及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确实能够包纳现有理论（纵向地和横向地）并且能够充分解释现有的部分或特定理论无法充分解释的现象。


 经验检验

通过“变异—（人工）选择—遗传”的核心机制而把行为体、观念、冲突和权力融入一个有机的框架中，广义理论是一个有关制度变迁的真正的社会进化理论。因此，广义理论能够内源性地且简明地解释现有理论无法充分解释的有关制度变迁和人类社会的重大基本事实。
(1)



解释制度变迁的基本事实

广义理论能够充分解释制度变迁的第一个基本事实——制度的稳定与变化。因为制度的稳定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并且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成功的制度变迁并不容易，所以制度通常来说都是稳定的。但是，由于行为体确实尝试改变制度并且许多尝试也确实能够成功，所以制度也会发生改变。在广义理论中，稳定与变化是同一动力机制的两个方面：同样的机制既能解释稳定又能解释变化。

广义理论也能充分解释制度变迁的第二个基本事实——制度变迁（以及总体社会变迁）似乎在多数时间都是相对缓慢的变化，但是大量突变也会时常发生。因为改变现存制度普遍是困难的，所以大多数制度变迁必然是缓慢的（并且人类社会的大多数时期也都是缓慢变化的时期）。然而，由于拥有充足权力的统治集团能够强制施行整套全新的制度，所以也可能发生突然的并且通常是剧烈的制度变迁。这一动力学也恰能解释为什么制度的剧变通常是发生在政治权力富有决定性地转变之后——通常（尽管并不总是）发生在争夺权力的暴力斗争之后。同样经常的是，只有争夺权力的暴力斗争才能富有决定性地改变权力的分配状况，因此使制度剧变得以发生。

广义理论也能充分解释制度变迁的第三个基本事实——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既有相同的又有不同的制度安排。在人类社会的起始阶段，不同社会对制度的初始选择极大地受制于其面临的不同自然环境和拥有的有限知识（Diamond 1997）。在初始选择之后，路径依赖开始发挥作用——尽管自然环境仍起作用。因此，人类社会也就在其制度安排上积累出很大的多样性。整个世界看起来不一样了——无论现在还是未来。

然而，涉及某些组织社会（organizing societies）的最根本性的制度时，人类社会又展现出很高程度的类似。例如，在间歇耕社会
 （horticultural societies）阶段之后，等级制度便扎根于大多数的社会了，并且社会越发达，等级制度也越发达（Nolan and Lenski 2004：chap．4）。造成这一共性的最主要原因是，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不同的人类社会均发现等级制度是组织社会以进行有组织的战争的最有效方式（Diamond 1997：chap．14）。
(2)



货币也是如此。自人类社会产生劳动分工以后，某些物品交换——最初是作为“礼物”——变得不可避免，并且首次交换一经发生，原始市场也就诞生了。当物品交换日益增多时，为衡量社群中不同物品的价值提供共同的基准开始变得有需要，并最终不可避免。毫不奇怪，所有具有广泛贸易的社会都发展出了市场与货币（Menger 1892）。
(3)



最后，相比于现有理论，广义理论能够更现实、更健全地解释为什么好的制度与坏的制度同时存在和持续。广义理论强调，由于取得改善福利的制度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人类不可能在每次制度变迁中均收获改善福利的制度。而且，由于大多数制度都有分配效应且受到权力的支持，坏的制度通常也能持续——因为得到拥有权力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
(4)

 当然，人类确实会建立一些适宜的制度，并且好的制度也确实存在。而且，从长远来看，好的制度将更有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它们能够改善福利。

总之，广义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制度变迁的基本事实。因此，广义理论胜任了导论中提及的第一大任务。


 解释人类进步

尽管承认行为体能够通过合作与协调迈向帕累托边界，但在解释好的制度时，广义理论却并不要求行为体朝着集体福利而行动。事实上，广义理论认为行为体寻求幸福的自利行为正是人类进步的终极动力和保证。正是因为行为体渴求幸福，他们才会在时间长河中最终选择某些好的制度，而这种人工选择机制是人类进步的最终基础。

因为人们的智力容易犯错，所以无法保证某项制度安排必然改善社会福利。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多数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权力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所以也无法保证好的观念会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获胜。面对这两大阻碍，我们如何解释人类进步这一无可争辩的元事实呢——尽管不同的社会在进步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

面对这一问题，和谐学派施以诡计：要么假定人们最终会做对，要么假定人类进步是容易的、直截了当的——因为人类通过合作与协调可以达致好的制度。与此同时，冲突学派本质上否认人类进步，或者忽略由人类进步所提出的难题。这两种立场均站不住脚。

作为一种社会进化理论，广义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人类进步这一现象。正如生物进化法式（approach）能够通过“变异—选择—遗传”机制解释适应一样（适应相当于社会进化中的福利改善），社会进化法式也能通过相同的机制来解释社会进步。
(5)

 而生物进化与社会进化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在社会进化中人类智力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如同生物进化中一个表型的适应度只能在生态系统中加以检验一样，社会进化中一个表型的适应度也只能在社会系统中加以检验。与生物进化中只有自然能决定表型的适应度不同，在社会进化中，人类智力和自然一起最终决定了一项制度安排的适应度。
(6)

 这要由人类智力对制度安排的福利效应做出衡量：受众对幸福的需求及其福利计算决定了某项制度安排能否改善福利以及合适与否。因此，某项安排的适应度，是由人工选择机制——或者说是由人类智力所做的选择——决定的。人类进步的最终基础，正是存在于人工选择机制之中（Commons 1934：45，636-7，657）。
(7)



在个体层面上，人工选择通过两种途径运作。第一种途径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好的观念将更有可能吸引到更多的支持因此也更有可能赢得规则制定权。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途径是，某项制度安排所统辖的受众不断评估这项安排是否真正改善了他们的福利。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被大多数受众认为是能够改善社会福利的安排将更有可能持续下去。相反，若许多受众感觉某项制度安排损害了他们的福利，他们中的某些人（政治创业家）可能会生发“反意识形态”，该“反意识形态”会许诺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并能组织集体行动以改变现行的制度安排。

人工选择也能在群体层面上运作。社会进化中有群体选择。具体来说，拥有改善福利的制度的群体在与拥有减损福利的制度的群体的竞争中更有可能获胜（Hayek 1967：67n3；1973：148）。最明显的是，以战争或战争威胁为形式的国家间冲突——群体间冲突的最高形式——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群体选择机制并因此在大多数人类历史中成为传播好的制度安排的有力机制（Chaudhry and Garner 2006；Epstein 2000；Hodgson 1996；Olson 1982；Weede 1993）。
(8)

 通过战争，拥有改善福利的制度的群体消灭、吸收、战胜拥有减损福利的制度的群体（Diamond 1997）。最终，某些改善福利的制度被强加于更大的人群，而某些减损福利的制度则被消除或至少被削弱了。另外，冲突双方也可以从彼此的制度中学习相对较好的部分，或者模仿更成功的国家的制度，从而进一步加速向更好的制度迈进。

因此，尽管单独一轮制度变迁过程并不足以保证好的观念（或好的制度安排）能够获胜，但制度变迁以及总体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人工选择机制确实能在（通常是相当）长时间内保证人类的进步。这是社会进化法式精巧的一面：最终的结果并非取决于单独一轮进程的成功与否，而是取决于进程的不断重复。通过观念的竞争、受众盘算之后的选择以及群体之间的竞争，某些好的制度安排在长时间内产生并持续下来；人类从而取得了进步——尽管人类进步之路通常是漫长、艰难而又血淋淋的。

故而，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对人类进步做出了强有力的解释。


 解释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在很多制度变迁理论中，路径依赖业已成为一个有力的解释变量（Mahoney 2000；Pierson 2000a；Thelen 2003）。
(9)

 但是正如保罗·大卫（Paul David 1994）指出的那样，现有借助路径依赖解释制度变迁的理论并未注意到路径依赖本身并非制度变迁理论而只是制度变迁动力学中需要加以解释的一个方面。更糟糕的是，许多理论家把路径依赖当成万灵药，在其理论似乎无法解释眼前的现象时就特意将它添加进去。

与现有理论把路径依赖当作解释变量的普遍做法不同，前文述及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对在制度变迁乃至整体社会进化中的路径依赖提供了全面的解释。现有制度和整个制度体系——可被理解为一种禀赋或制度禀赋——参与制度变迁的所有五个阶段，因此深远地塑造了未来制度变迁的过程。于是制度变迁就不可避免地有了路径依赖。

现有制度影响有关未来制度的观念的产生。正如知识（因此，观念）的社会学很早就已指出的那样，制度塑造知识探索的方向（Scheler 1980；Mannheim 1936；另见Becker 1976：11；David 1994；North 1981；1990；1995：18-20）。通过他的权力/知识的谱系学，福柯（1980）无可置疑地证明了几乎所有的知识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制度体系或权力结构下产生的。从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讲，制度确实通过影响我们的思维而在思考（Douglas 1986）。

现有制度会限制行为体进入制度变迁的过程。因为制度安排具有分配效应（Knight 1992），所以现有制度安排赋予某些行为体（处于特权地位的人）更多的初始权力而给予其他行为体（处于不利地位的人）较少的初始权力。因此，在接下来的制度变迁中，特权行为体就更有可能参与其中，而处于不利地位的行为体则有较少的机会参与其中——即使他们想要参与并且对可能的制度安排有着好的观念。

换句话说，权力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遵从正反馈的动力学。当行为体在一轮制度变迁过程中获得权力后，他们就会以这些新获得的权力为杠杆在下一轮制度变迁过程以及其他问题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权力是可派生的（fungible）（Mahoney 2000；Pierson 2000a：259）。与之相反，如若行为体在上一轮权力斗争中失势，他们就可能进一步被边缘化而无法回到制度变迁进程中去。据此，某项制度安排也可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封闭和排除的工具（Murphy 1988）。极端形式的社会封闭（如奴隶制、种族隔离、种族清洗）只许特权行为体强行决定制度而把弱势行为体排除于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之外。而不那么极端的社会封闭（如剥夺投票权、隔离、种族主义）会把弱势行为体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影响边缘化。
(10)

 当然，在社会封闭的情况下，许多弱势群体将会放弃希望甚至不去尝试进入制度变迁过程之中（Bachrach and Baratz 1962；1963）。

现有制度也影响新制度的（去）合法化与合理化。新的制度安排，一旦创立，就成了整个制度体系的一部分，就可能与现行制度兼容或不兼容。而其兼容性影响着其在整个制度体系中的存活率和稳定性。不消说，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坚定地把文化禀赋引入制度变迁中来。因为文化（或非正式规则）也是社会的制度禀赋的一部分，所以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就可以很轻松地解释为什么社会规范、禁忌和习俗常常影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变迁——要么通过传达有关特定制度安排的观念，要么通过限制对有关特定制度安排的观念的选择。

最后，由于社会中的制度组成一个体系，所以制度体系某一方面的改变通常会造成体系层面的影响。因此，新出现的制度能够在其他领域推动进一步的制度变化（Lewis 1955：144-6）。或者，新出现的制度能够限制其他领域的变化（Weir 1992；Clemens and Cook 1999：458）。这没什么值得惊讶的：在一个系统中，变化可能遵从正反馈也可能遵从负反馈，因此既可能是自我加强的也可能是自我限制的（Jervis 1997）。

因为现有制度在如此多样的节点以如此多不同的方式影响未来制度变迁的过程，所以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可能拥有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制度不仅是博弈规则，而且也是博弈中的本构参与者（constitutive players）。
(11)

 这样一来，一项制度安排就不仅仅有其自身的命运（Commons 1934：635-6），而且可能事实上还有比其自身更宏大的命运。即使制度无法完全脱离权力而自我运行，上述情形依然存在：被权力支持的制度仍旧可能对社会变迁过程施加独特而不同于（赤裸裸的）权力的影响（Krasner 1982）。


 理论检验：理论统一

现有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其解释力的有限性（Knight 1992：84-5；Cortell and Peterson 1999；Thelen 2003）。
(12)

 因此，衡量广义理论解释力的一个更清楚的方式，就是看其能否包纳其他特定的制度变迁理论从而取得更大的解释力。如果广义理论能够清晰地说明那些看似无关的理论事实上涉及了本质上相同的制度变迁动力学，那么广义理论就能取得意义重大的理论统一并且拥有更大的解释力。在此情况下，上文述及的广义理论就可称为一个好的广义理论。虽然我不可能论及所有现有的特定制度变迁理论（很遗憾我不得不舍弃其中的很多理论），但我坚信所有现存的理论都只是特定的理论，都能被广义理论所包纳。

最明显的是，广义理论涵盖了制度变迁所有
 可能的阶段。因此，从纵向上讲，广义理论包纳了很多只涵盖部分而非全部制度变迁阶段的现有理论。

例如，杰克·奈特的框架（Knight 1992）是新制度经济学法式（及更普遍意义上的和谐学派）中一个比较先进的框架。显然，他的框架只关注在既定的（不对称的）议价权力分配格局下制定规则的阶段（广义理论中的第四个阶段）。与之相对，广义理论指出，在制定规则这一阶段之前和之后都还有几个阶段。因为广义理论相比于奈特的框架涵盖了更多的制度变迁阶段，所以前者在纵向上包纳了后者。更重要的是，广义理论还明确解决了奈特没有解决的问题：行为体不对称的议价权力来自哪里？在奈特的框架下，行为体的议价权力是事先给定的，因此是外源性假定的。而在广义理论中，行为体的议价权力是由广义理论中的因素决定的，因此是内源性生成的。鉴于一个变迁理论要想成为一个好的变迁理论，变化就必须是内源性驱动的（Boland 1979：976；Lieberman 2002：697），广义理论要优于奈特的框架。

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通常关注争夺规则制定权的阶段而忽略了产生观念、制定规则以及（去）合法化/稳定化的阶段（相关的评述，参见Goldstone 2001）。广义理论也能从纵向上包纳这些理论并使其成为广义理论的部分版本（参见下一部分）。

韦兰（2007；2009）以制度（或观念）扩散为基础的制度变迁理论，本质上专注于制度变迁的最后一个阶段。任何以制度扩散为中心的制度变迁理论最后都是不尽如人意的：它只是把核心问题退了回去，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某一制度最初在其他地方产生。最终，这种理论也不能就制度变迁向我们提供一个内源性的解释。

某些制度变迁理论只是解决制度变迁某一两个阶段的某些具体机制问题。例如，丹泽（Denzau）和诺思（1994）仅仅挑选出我们在塑造有关特定制度的观念时的思想地图。类似地，韦兰（2007；2008）把有限理性和损失规避（期望理论也包含此点）当作影响行为体选择特定制度的关键机制。尽管这些机制都有效，这些理论也只是了阐述了“行为体如何在不确定性下创造和选择（关于制度安排的）观念”的特定机制。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仍然属于行为经济学理论，而行为经济学实质上不过是新古典经济学加上某些心理学而已（Tang 2011）。因此，他们仍旧低估了权力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显然，广义理论包纳了这些仅是关注制度变迁的特定阶段中的特定机制的特定理论。

其他现有制度变迁理论解释制度变迁某一两个阶段的某些特定因素或方面。专注于观念在政策制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 1998；2002；2004）为构建一个更广义的制度变迁理论做出了较早也相当复杂的尝试。可是，他的理论只是涉及了不同类型的观念如何影响政策制定，并未分析观念是如何通过政治过程而被选择并最终转化为制度的。近来，马奥尼和瑟伦（2010）提出一个有关制度渐变的理论。他们的理论，挑选出本书所述的广义理论中的很多因素（如模糊、权力以及观念），强调制度变迁主要是一个政治过程，因此相较于其他现有理论取得了重大进步。不幸的是，他们的理论并不是一个广义理论——如同其文章的标题所表示的那样。相反，本书所述广义理论要优于他们所构想的理论。广义理论不仅在一个理论中解释了剧烈和缓慢的变化，而且强调很多在他们的理论中没有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尽管承认权力、观念和政治对于制度变迁至关重要，他们的理论仍未意识到（及综合）现有的两大学派。

上文所述广义理论也从横向上统一了理解制度变迁及总体人类社会的重大范式。
(13)

 最重要的是，广义理论有机综合了冲突学派与和谐学派
(14)

 ，而在此之前的理论只是部分综合了这两大学派（例如Lenski 1966；North 1981：chap．5；Weir 1992）。所以，和谐学派的理论只能解释没有权力干涉或者议价权力平等情况下的制度变迁，冲突学派的理论只能解释没有合作与协调情况下的制度变迁，而广义理论则能解释所有类型的制度变迁（参见表4.1）。毫不奇怪，倘若自发生成是指没有权力输入的变化或是不受特定行为体及组织支配的结果，那么广义理论也能轻易包纳通过自发生成而产生的制度变迁。对于广义理论来说，通过自发生成而进行的制度变迁过程只不过是权力未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特殊情况——这通常是因为行为体拥有同等的议价权力。

广义理论也能综合个体主义范式和集体主义范式。在广义理论中，尽管个体（最明显的是，观念提供者和政治创业家）对于观念的形成和政治权力的动员必不可少，集体行动和组织、集团对于争夺权力和强加规则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

在下一部分，我将进一步说明广义理论的统一力，表明它能统一处于两个不同问题域的多样的理论。

表4.1　制度变迁的三种法式比较


	
	和谐学派
	冲突学派
	社会进化法式


	
	是否包容了制度变迁中的重大难题



	不完备的知识
	否，或非常有限
	是，但不完整
	是



	过多的行为体
	否
	是
	是



	制度的分配效应
	否
	是
	是


	
	解释制度变迁的基本事实



	稳定与变化
	是，但解释是幼稚且不完整的
	是，但不完整
	是，完整地解释



	渐变与剧变
	无法很好地解释剧变
	是，但不完整
	是，完整地解释



	共性与多样性
	没有很好地解释多样性
	没有很好地解释共性
	是，完整地解释



	好制度与坏制度（不同社会的进步差异）
	没有很好地解释坏制度，没有为解释好制度提出站得住脚的机制
	没有很好地解释好制度
	是，完整地解释，为解释好制度提出了强有力的机制



	移植制度的困难性
	不完整的、特定的
	是，但不完整
	是，完整地解释



	人类总体的进步
	是，但没有完善的机制
	难以解释
	是，且用一个健全的机制




意识形态、反意识形态、合法化、组织、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稳定与变化的问题

功能主义理论家，例如塔尔科特·帕森斯（1951：481-2）和罗伯特·默顿（1968：370），强调“共同价值”或规范对整个社会系统平稳运行的重要作用。在这些理论家看来，共同价值是社会系统的粘合剂，因为它社会化（socialize）个体，从而防止他们功能失调。而在冲突学派中，这些社会规范或共同价值不过是使现有社会规则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因此不利于制度变迁和社会变化（Darhendorf 1958）。

在弱化效率假设之后
(15)

 ，道格拉斯·诺思认识到了意识形态和反意识形态在克服集体行动中搭便车现象上的作用，因此部分地解释了制度的稳定与变化（North 1981：chap．5，esp．49-53，and chap．6）。诺思正确地指出，没有集体行动理论，就不能充分解释制度变迁，而在集体行动理论中，意识形态理论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诺思还批评了曼瑟·奥尔森贬低意识形态在促生集体行动上的作用。
(16)



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体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体系不可避免的疏离感为无产阶级领悟其真正的阶级意识——他们是资本主义体系中受压迫的阶级——提供了基础。他们还批评改良主义者的观点，认为其与统治阶级灌输的错误意识并无二致。

然而，无产阶级的个体并不会自发领悟其阶级意识（Dahrendoft 1959：chap．1）。面对发动一场革命这样严峻的现实（“要做什么”这一迫切问题），列宁宣称无产阶级真正的阶级意识不可能自动觉醒；这需要一个领导、一个作为无产阶级先锋的政党以及煽动（agitation）来唤醒无产阶级自身真正的阶级意识（Lenin 1901-2；另见Lukacs 1971［1920］）。在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90％，毛泽东（1927）毫不困难地认识到农民而非工人阶级是潜在的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和先锋。而且，毛泽东也很容易就认识到农民阶级也有自己的阶级意识并且这种意识能够而且必须被唤醒。

在社会学领域中，以道格·麦克亚当（1982）、艾尔东·莫里斯（Aldon Morris 1984）、安东尼·奥伯肖尔（Anthony Oberschall 1973）、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 1978）和西德尼·塔罗（1982）为先驱的、众多的政治动员和社会运动理论，都研究了在结构束缚下的行为体如何利用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创业活动以动员个体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去。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运动实质上就是旨在改变某些制度安排的集体行动。

因为任何制度变迁的尝试都不可能是一人之功，所以社会运动以及组织几乎是绝对必需的，无论行为体是想改变抑或支持现存制度：只有社会运动和组织能够设立和加强制度（North 1990：5；1995：15；Thelen 2003：217）。毕竟，组织是“动员偏见”（mobilizing bias）的工具（Schattschneider 1960：71）。毫不奇怪，集体行动的研究者和社会运动的研究者最近已经意识到，从本质上讲，他们实际是在研究同一个现象——制度（或者更广泛地说，社会）变迁（McAdam 2003）。类似地，社会运动和组织的研究者以及社会网络的研究者也发现了共同的基础（Diani and McAdam 2003；Davis et al．2005）。毕竟，对于任何成功的制度变迁来说，形成和维持一个组织（因此，一项运动）是必不可少的（McCarthy and Zald 1977），并且在组织一项集体行动的初始阶段，社会网络是一个关键的——如果不是本质的——因素。这是因为我们倾向于依靠我们认识的人来组成集体行动最初的“细胞”（McAdam 2003：286-9；另见Oberschall 1973；Morris 1984）。

广义理论清楚地说明所有这些学者及其多样的理论都是在讨论同一个问题——为制度变迁中的权力斗争而进行的政治动员和集体行动，尽管是基于不同的“阶级意识”。

因为多数制度具有产生赢家和输家的分配效应（Knight 1992；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6），所以现有的制度安排，或者更通常地讲，一个制度体系，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两套观念：在受众中合法化或合理化现有制度体系的意识形态，以及在受众中非法化故而挑战现有制度体系的反意识形态。在更常规而没那么政治化的语言中，意识形态是占据主流的“社会规范”和“共同（社会）价值”，而反意识形态是挑战现行社会规范和共同价值的一系列观念。毫无疑问，现有制度体系中的特权阶级会合法化——如果不是理想化——现有体系，而弱势群体则会质疑甚至挑战现有体系（Dahrendorf 1958：176）。基督教在成为官方宗教之前和之后对于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立场转变，就是非常生动的例子之一。

反意识形态或弱势阶级的阶级意识对于动员这个阶级中的成员参加改变现有制度体系的集体行动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存在一种有效的反意识形态，弱势阶级才可能着手做出改变制度的尝试。反意识形态、政治动员和集体行动的对立面是意识形态、服从和维持现有规则。意识形态的直接作用是通过合理化——如果不是理想化——现有制度体系，防止反意识形态的出现或至少使有效的反意识形态难以出现。
(17)



当弱势阶级中的个体内化了特权阶级的意识时——无论是迫于强制还是出于诱导（Marx and Engels 1932；Gramsci 1992-6［1926-37］；Althusser 2001［1970］）——他们就获得了错误的阶级意识。这有两个直接的结果。第一，实施现有制度体系的成本变得更低：意识形态使得现有（正式）制度体系实施起来平稳顺畅，故而现有制度体系变得愈加稳定（Lenski 1966：esp．50-60；Etzioni 2000）。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整个制度体系（包括其背后的权力）变得“合法化”（legislated）、“粉饰化”（masked）、“清洁化”（sanitized）因此而变成了“合法的”（legitimate）（Foucault 1980；1990［1976］）。
(18)

 在此情形下，反意识形态就难以在弱势群体中扎根。如果没有反意识形态能够有效地反对主流意识形态、克服搭便车问题以及动员起足够的支持以求变化，那么制度就会保持稳定——以默认的方式。
(19)



因为制度不可避免地产生赢家和（从更重要的意义上说）输家，所以在现有制度体系及其某些受众之间永远都会存在矛盾、张力甚至最终的冲突。两种意识形态，究其核心，都是为了争取受众的垂青而斗争，所以这些矛盾、张力和冲突就不可避免驱动了社会变化。

总之，根据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许多聚焦于意识形态、反意识形态、阶级意识、集体行动的不同理论或概念从集体行动的角度探讨了制度的稳定与变化这一大问题，尽管它们可能基于不同的阶级意识（表4.2）。
(20)

 通过把这些不同的理论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广义理论对特定理论实现了理论统一。

表4.2　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与反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
	反意识形态



	其他具有政治意味的标签
	对于统治阶级：社会规范、共同价值；

对于被统治阶级：错误的（阶级）意识
	对于统治阶级：反社会的、造反的或激进的观念；

对于被统治阶级：阶级意识



	对于现有制度体系的政治态度
	保守主义：制度体系基本是公平和良好的，不需要重大改变。个体必须“适应”或“遵从”制度体系
	改良主义：制度体系需要某些（重大）改变，但不是暴力的和剧烈的改变；

激进主义：制度体系需要彻底改变



	功能
	使个体受到教化或社会化，尤其是对于来自弱势阶级的个体（即，使其接受错误的阶级意识）
	使被统治阶级领悟遭受到的苦难，故而使其阶级意识觉醒



	对现有制度或制度体系的影响
	合法化与合理化
	非法化与非合理化



	对于个体行动的影响
	使服从得以内化：将服从当作文化
	疏远现行制度体系：把不服从当作权利



	个体行动的取向
	维持现状
	抵制现行制度体系，动员集体行动



	制度层面的结果
	制度或制度体系的稳定
	制度不稳定，可能的制度变迁




经济惰性、灾难和奇迹：权力、国家和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也能统一系统惰性理论（theories of systemic inertia）（例如Genschel 1997；Mokyr 1992；Olson 1982）、经济灾难和奇迹理论（例如North and Thomas 1973；Scott 1998；Wade 1990；World Bank 1993）以及剧烈经济变迁或转型经济理论（例如Polanyi 2001［1944］；Nee 2000）。根据广义理论，这些特定的理论涉及相同的动力学的两个方面；它们均按同一原则运行：只有（非常）有权的利益集团——通常是国家本身——才能阻止必然的变化或强制实行剧烈的变化——无论变化是好是坏。
(21)



广义理论强调了坏制度之所以能够持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项制度通常具有分配效应，所以不可避免地产生特权群体和弱势群体。这样一来，特权群体就会运用权力去维护某些制度安排，即使这些制度安排降低社会福利——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福利。特权群体运用权力捍卫减损福利的制度的意愿，就是坏的制度安排能够持续的一个主要原因。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在经济史上，既定利益集团出于经济或政治目的而抵制改变，是引发抵制技术变革从而造成经济乏力和停滞的主要原因。有的时候可能是整个统治阶级（尤其是国家）在抵制。在此情形下，社会就陷入一种系统惰性之中，并且即使面临迫在眉睫的危机，社会一般也会抵制变革（Gershenkron 1963；Olson 1982）。

国家也可能通过追求大规模或整体的社会工程——通常是受一种乌托邦式意识形态的指引——而造成经济灾难。有两个关键且相关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宏大的社会工程经常导致灾难。第一个是人类知识的不完备性。我们不能确知一种制度安排——更不用说整个制度体系——能否改善社会福利，除非在社会系统中对其加以检验。在我们制造的每一次重大灾难背后，都有我们相信可以设计出完美体系的这种傲慢。第二，制度体系的系统属性意味着，不容易将好的制度从一个系统中复制到另一个系统中去。许多在此前的系统中似乎能够改善福利的制度可能与后来的制度体系中存在的某些制度不相兼容，因此在移植之后难以成功。

如果国家捍卫或强制施行一种减损福利的制度体系，那么国家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为的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North 1981：20）。然而，国家也可成为人为的经济奇迹的功臣。英国曾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Polanyi 2001［1944］）。近些年来，传说中的“发展型国家”在打造“东亚奇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Wade 1990；另见Amsden 1989；Evans 1995；Haggard 1990；Johnson 1995；World Bank 1993），而中国也倾其全力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Nee 2000）。

广义理论清晰地说明，尽管上述理论貌似互不相关，它们其实都在论述相同的动力学：权力，尤其是国家权力在制度变迁中的决定性作用（Chang and Rowthorn 1995；Chang 2003；Gershenkron 1962；Polanyi 2001［1944］；Thelen 2004）。根据广义理论，英国在光荣革命后的增长、苏联计划经济造成的经济灾难、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苏联解体后“正价”（getting the price right）政策所造成的经济灾难，以及“东亚奇迹”，所有这些多样的现象，都遵循同样的逻辑。若不知权力在制度变迁中居于核心地位从而支持现有制度或强制施行系统性的制度变迁，那么这些现象就只好通过不同的机制来解释。相比之下，广义理论却能将现有的特定理论统一纳入一个一致的元解释之中。

最后，冒着阐述显然事实的风险（in danger of stating the obvious），国家权力在强制施行系统性的制度变迁方面的核心作用，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如果不是大多数——（制度）革命之前都会发生篡夺国家机器之事——通常是以暴力的方式。


 结语

在这一章中，我尝试证明了前文述及的广义理论不仅能够取得理论统一，而且对制度变迁的基本事实也更具解释力。而且，它对人类社会一个关键的元事实——人类进步——做出了强有力的解释。因此，宣称这一广义理论是一个好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是有坚实理由的。



————————————————————


(1)
  “系统发生的（phylogenetic）（进化的）解释的巨大魅力之一在于只有极少的因素被当作外生事件（Knudsen 2001：125）”。类似地，汉斯·迈耶（Hans Mayer）指出，“偶然—生成的（casual-genetic）解释并不依赖外生刺激以推动更进一步的变化”（引自Hayek 1937）。


(2)
  等级制度有助于更有效地作战，至少是部分地因为它拓展了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并且加速了经济积累（Miller and Cook 1998）。


(3)
  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始市场的产生确实可被理解为自发生成的结果。然而，货币的产生却并非如门格尔（1892）所认为的那样属于一种自发生成。市场必须获得适度的发展以便货币能够出现：在货币得以制度化之前，市场必须存在某些规章（通常是某种财产权）。因此，货币的制度化不可能是自发生成的结果。相反，货币的制度化必须基于某种设计意识、合意或者（国家或社团）政权的命令。


(4)
  因此，“看起来是坏的政策往往是好的政治”（Bueno de Mesquita et al．2003：19）。布埃诺·徳·梅斯基塔（Bueno de Mesquita）等人专注于研究独裁政体。我们应该更进一步，认识到即使民主政体中的政治家常常也会为了好的政治而奉行坏的制度。否则，何以解释民主政体中普遍存在的庇护（政治分肥）？


(5)
  从规范意义上讲，在生物进化中没有进步；进步的唯一形式是生物体对其环境的相对适应。值得强调的一点是，社会进化中的选择并不必然意味着消除减损福利的制度。在任何既定时间，任何人类社会皆可能持有大量减损福利的制度。即使在生物进化中，选择也并不意味着完全消除较低适应度的表型。


(6)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自然可能更加重要，尤其是就技术而言（某项技术能否解决既定自然环境下的某个实践问题）。


(7)
  约翰·康芒斯首次逻辑连贯地提出这样的论点：社会进化在根本上是一个通过人工选择而进行的人为过程，并非凡勃伦（例如Veblen 1898）所理解的自然过程。凡伯格（1997）把康芒斯的理论视作“通过有目的的选择而进行的社会进化理论”。我相信人工选择更恰当，因为这一术语能更好地表达出人类行动的干涉这层意思。注意：和谐学派不需要一个选择机制，因为所有的制度都被假定为改善福利的均衡状态。在社会进化中，人类智力不仅提供观念（突变），还有选择压力。


(8)
  观念在人类群体间的和平传播只有在二战之后才变得相对普遍（Zacher 2001；Fazal 2004；Tang 2010a）。


(9)
  正如皮尔森（2000a：252-3）所指出的，路径依赖有两种定义：狭义上是强调积极反馈或增加回馈，广义上只是声称历史具有重大影响。这里对路径依赖所做的解释能够容纳以上两种定义。因此，我不再区分这两种定义。参见马洪尼（Mahoney 2000：507）。


(10)
  更早的时候，斯考切波（Skocpol）指出，制度安排“影响各种群体取得自我意识、组织及成立联盟的能力”（Skocpol 1992：47）。尽管社会封闭的极端形式更有可能存在于独裁和非自由民主国家中，不那么极端的社会封闭形式事实上到处都有。即使是在自由民主国家中，也是如此，否则，根本不可能出现“沉默的”大众——即使他们拥有投票权。


(11)
  有鉴于此，诺思的观点——组织不是制度，因为组织是博弈中的参与者而不是博弈规则——需要另行论证（North 1990：4-5）。我在第一章中的“定义”中提供了这样一个基础。


(12)
  例如，斯考切波的理论只能运用于简单的协调与合作之中（Schotter 1981）。


(13)
  关于这些基础范式的详细讨论，参见Tang（2011）。


(14)
  基于对“人性和社会”的进化的理解，广义理论对于利益冲突和冲突在推动制度和社会变迁上的作用给予更多的强调。参见Tang（2011；2014-15）。


(15)
  与诺思（1990）和邹波莱克斯（Zouboulakis 2005）所声称的相反，诺思并未真正放弃效率假设；它总是潜伏在表面之下。例如，在1991年，诺思宣称：“在历史上，人类为了建立秩序、降低交换中的不确定性而设计了制度。”（1991：97）


(16)
  在诺思看来，意识形态是“智力成果以使个体和群体的行为模式合理化”或者是“一个节约性的（economizing）的装置，使个体与其环境达成妥协并且为个体提供一个‘世界观’从而简化决策过程”（1981：48-9）。诺思距离提出一个完善的制度变迁理论的正确方向已经非常近了；他甚至还试着混合了马克思主义（冲突学派）与其新古典主义模式（1981：21-2，59-63）。不幸的是，他无法更进一步，因为其新制度经济学法式从根本上排斥权力和冲突；即使他的关于国家的理论——而国家垄断了暴力，也是建立在和谐学派的基础之上（1981：21-2，59-63）。奥尔森也忽略了集体行动中跟风的可能性：一旦个体相信某项集体行动成功的势头良好并且当其成功后可以从中获利，那么个体就更有可能争先恐后地加入其中。关于对集体行动中理性选择的优秀评述，参见利希巴赫（Lichbach 1994）。


(17)
  许多社会学家和旧制度经济学的追随者把这一过程称作“封装”（例如Bush 1987；Fedderke et al．1999）。


(18)
  正如阿尔都塞（Althusser 2001［1970］，95-100）、巴卡拉克和巴拉兹（1975：900）及卢克斯（2005）所指出的，权力的一大主要特征是对人们的思想施加控制，无论是公开地（如通过教育——教育也需要权力的支持）还是隐蔽地（如通过制裁的威胁或真实的制裁）。


(19)
  当然，受众对（明显的）错误意识的内化也可能是错的（Scott 1990：chap．5；Kuran 1995）。否则，我们不可能看到任何革命。广义理论因而指明了作为大规模制度变迁的造反（rebellion）或革命的广义理论。邹谠（2000）对于建立一个造反或革命的广义理论提供了极好的纲要，他的纲要几乎包含了这里讨论的所有重要的方面。


(20)
  毫不奇怪，诺思近来关于“共同心智模型”或意识形态的论著与更早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著极为相似：返回至“阶级意识”及帕森斯强调的“共同价值体系”（Denzau and North 1994；Marx and Engels 1848；Parsons 1951）。


(21)
  科泰尔（Cortell）与彼得森（Peterson 1999）强调国家官僚在策动（渐进的）制度变迁方面的作用。对国家的普遍强调在埃文斯（Evans）等（Evans et al 1985）中也显而易见。



第五章　权力/制度与社会

如果制度是社会生活的基石而制度变迁是社会变迁的一大基本动力，那么上述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必须对我们普遍理解人类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这一章
(1)

 ，我将强调广义理论对于理解社会理论中一些重大问题所具有的潜在意义。尽管我会对一些问题做出某些盖棺定论式的（definitive）论述，本章的主要目的却是为此后的研究勾勒出某些方向。

我将集中论述三个问题。第一个，我将说明广义理论能够解决社会科学中所谓的“结构二元性问题”。第二个，部分基于第一个问题，我将揭露各种试图逃避社会中的权力的乌托邦理论并着重说明为什么它们是乌托邦式的。最后，我会捍卫一个以受众为中心的正义法式（approach），它将重新定义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角色。


 结构的二元性和权力的二元性

如果按照狭义的理解，结构是指社会的制度体系，那么通过融合两个看似相差十万八千里的理论——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理论以及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谱系理论，本书所发展的广义理论至少能够部分地解决在社会科学不同领域中均存在的“行动（agency）—结构”问题（Giddens 1979；1984；另见Granovetter 1985；North 1981；1990；Sewell 1992；Wendt 1987）。

在进一步论述之前，我要澄清一点。吉登斯是最卖力强调“行动（agency）—结构”的二元性的。他虽然受人欢迎和坚持，他也使很多人感到困惑。在吉登斯看来，行动（agency）就是行动（action），因此等同于有意的行为（behavior 1979：55-6；1984：5-16）。而他也确实把行动（agency）与行动（action）（有时是实践）交替使用。在此情况下，行动（agency）这一概念是没必要存在的。因此，广为流行的“行动（agency）—结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行动（action）—结构”问题：行为体的行动（actions）如何塑造了结构以及结构如何塑造了行为体的行动（actions）。
(2)



对吉登斯而言，“行动（action/agency）—结构”的二重性有两个关键方面。
(3)

 第一个方面是行动（action/agency）和结构互相建构。如其所言，“结构是行动的媒介，同时也是行动不断重复组织（recursively organize）的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属性既是实践的媒介，也是实践的结果；而系统由实践建构”（1979：5，69）。

不同于很多论述（例如Archer 1982；Sewell 1992）所给人的印象，行动（action/agency）与结构互相建构这一问题不是一个难解的谜题。马克思主义早就给出了答案：（上层）结构影响行为体的行动，结构本身又由行为体的行动所构建。
(4)

 一旦行为体和结构被看作人类社会这个系统的两个组成要素，行为体、行为体的行动和结构就必定相互作用——因此也就互相建构：这是系统的动力学（Jervis 1997）。具体而言，尽管行为体只有通过行动（action/agency）才能创设制度（作为结构的组成要素），制度一旦创设出来，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它们或直接或间接、或公开或隐蔽地塑造行为体及其行动，进而引起制度/结构变化（Commons 1934：635-6；Manicas 1997［1980］：10-11；Hodgson 2006：6-8）。因此，行为体和结构之间的信息交流是一个封闭的循环：行为体和结构互相构建因此本质上密不可分。正如在前面第四章中提到的那样，行为体与结构之间封闭的循环正是特定的制度变迁及总体的社会变迁所呈现的路径依赖背后的主要原因。

吉登斯所认为的结构二重性的第二个方面是，结构“既是规则又是资源”，或者说结构在行为体的行为选择中“既约束又助力”行为体（Giddens 1993［1976］：121；1979：49-95；1984，17，25-8，374，377；另见Hodgson 2006：2，6-8）。尽管不厌其烦地强调结构既约束又助力行为体，吉登斯除了做出一些总体的声明和偶尔的释例之外（例如Giddens 1979：65-95；1984：16-28），却从来没有充分地解释为什么结构既约束又助力行为体。而其后的许多理论家要么讨厌这个二元性问题（比如Campbell 1998，382），要么把行为体与结构关系问题完全忽略掉（例如Collins 1992）。

其实，吉登斯已经非常接近真相了。在批评卢克斯对权力与结构的处理（Lukes 2005：21-2；1977：6-7，18）时，吉登斯指出“权力必须在结构二元性的背景下加以对待”（1979：91；另见1979：69）。
(5)

 而且，吉登斯似乎也理解权力和制度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他说，“权力在双重意义上与互动相关联
 ：既制度性地参与互动的过程
 ，又被用来在战略行动中取得结果
 ”（1979：88；原作者的强调）。吉登斯未能解决结构二重性的第二个方面，只因为他把权力当作“一个关系性的（而非倾向性的（dispositional））概念”，即使他把权力定义为“转变能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y）”（1979：88，91-2）。

把权力定义为一个关系性而非倾向性概念，吉登斯就不可能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承认权力可以是结构的一种属性——从结构“实际上”（virtually）能够拥有和运用权力这个意义上说。如此，他不能完全解决结构二元性问题的第二个方面。这是因为，只有能够事实上拥有和运用权力的时候，结构才能约束和助力行为体。

前文所述广义理论能够轻松地解释结构二元性的第二个方面。它只不过是关于制度的另一个辩证事实，即：制度既能约束人，又能助力人。制度之所以能约束人，是因为多数制度都是由各种形式的权力制定和支持的，而权力通常是约束人的。与此同时，制度也能助力人，因为制度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方便信息交流以及减少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制度之所以能助力人是因为它能约束或限制行为体的选择，从而无意中使行为体能够更容易地选择他们的行为。制度能够约束人是因为其能助力人，而制度能够助力人是因为其能约束人，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大多数制度（因此亦即整个制度体系或结构）都是由权力所支持的，而权力通常又嵌入制度当中。

因此，结构二元性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中的关键纽带就是权力。由制度组成的结构之所以能够既约束人又助力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多数时候它是由权力制定和支持的。社会的结构从根本上讲就是权力在历史中的化石：结构主要就是权力结构（更详细的讨论，参见Tang n．d．-b）。

这种对于结构二元性问题的理解也能使我们把福柯的权力谱系理论与吉登斯的结构理论综合进一个单一的框架中去，从而更全面地理解行为体、结构和权力。

福柯再三强调，权力既能压制（repress），也能造生（produce）。在他看来，权力也具有二元性（1980：94-5，119；1990［1976］：93-8）。一旦我们承认制度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由权力制定和支持的，那么显然，吉登斯的结构二元性与福柯的权力二元性实际上说的是同一回事。而且，这两个概念离开了彼此均无法有效运作：结构具有二元性是因为权力具有二元性，反之亦然。
(6)



通过考察社会中我们很少认为会有权力存在的那些领域，例如性行为、诊所、精神病院和知识，福柯清晰地说明权力以各种形式渗入社会的方方面面。更重要的是，福柯指出，这种渗透是通过历史上的制度化进程而实现的。

一旦权力制度化或结构化，它也就变得合法化，从而得以软化（soften）与净化（santized）。
(7)

 最终的结果就是权力和制度/结构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变得彻底地相互交织（enmeshed）、本质上不可分割。而整个制度化过程背后的主要动力就是“那些通过暴力（或者权力斗争）夺取权力的人发现，一旦清除了有效组织起来的反对派之后，把自己的规则合法化将是非常有利的”。

因为制度/结构与权力如此彻底地相互陷入、本质上不可分割，所以毫不奇怪，当其中一个具有二元性时，另一个也会具有二元性。权力既约束人又助力人，因为制度既约束人又助力人。制度既约束人又助力人，因为权力既约束人又助力人。

具体说来，当权力变得制度化或结构化，权力的运用也就变得制度化或结构化：此时权力主要是在结构下以及通过结构而得以运用，并且结构便利了权力的运用。从本质上讲，权力的运用也变得结构化，故而是间接的、隐蔽的、无意的以及潜意识的。最终结果就是结构化的权力变成“毛细血管”：它在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渗入我们的身体和意识（Foucault 1980；Digeser 1992）。

正是因为结构与权力如此彻底地相互交织、不可分割，结构/权力也就既约束人又助力人。通过在行为体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限制行为体的潜在选择，“社会约束变成了自我约束”（Elias 1994［1939］）。结构缩减了行为体盘算的空间，因此使行为体能更容易地做出可行的选择。因为结构如此天衣无缝地方便行为体达致某些选择，它也能够天衣无缝地限制行为体的某些选择，而且也是在行为体没有意识到他们还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通过这种方式，权力一旦制度化或结构化，就不仅训导（discipline）和处罚而且“阻碍（traverse）和造生（produce）事物”（Foucault 1980：119）。

最后，因为大多数制度由权力制定和支持，所以社会结构本质上就是社会的权力结构。换句话说，社会的结构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经岁月的权力关系。因此，当制度进化时，社会的（权力）结构——使权力合法化、运用权力和便利（facilitate）权力的制度体系——也必定进化。
(8)



正如下文将要阐明的那样，理解了结构作为制度和权力体系能够既约束又助力行为体及其行动，对于能够现实地理解社会中的权力和自由至关重要。


 权力/制度：无法逃避

社会，据其定义，需要一个制度体系或结构来得以运行。本书提出的广义理论强调，制度是政治因此也是权力的结果：大多数制度由权力来制定和支持。同时，制度固化（solidify）、合法化、净化和软化权力。制度成了权力的一种来源，更重要的是，制度成为（或公开或隐蔽地）运用权力的工具和辅助。确实，正如福柯已经无可辩驳地指出的那样，权力经常通过不同的制度安排运行并且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运行（1980；1990［1976］；2000；另见Giddens 1979：88-94）。

这样的话，尽管权力和制度在本体论上是不同的（权力在本体论上优先于制度）
(9)

 ，这两者实质上在社会中是不可分的。
(10)

 因此，在社会中，无人可以逃避权力，因为无人可以逃避制度。简单地说，如果没有权力，那就没有制度，因此也就没有社会。照此情况，可以明显地发现，有三种关于权力和制度（因此也是社会）的著名法式（approaches）有着重大缺陷，因为它们都试图把权力理想化，或者逃避权力——尽管程度不同、方式不同。因为前两种法式较易理解，所以我将着重讨论第三种法式，它近来正以几种形式流行着。

两种乌托邦主义：对权力彻底的理想化或者彻底的逃避

第一种法式是以社会学中涂尔干—默顿—帕森斯的功能主义以及（具体意义上的）政治学与（普遍意义上的）和谐学派中达尔-波尔斯比（Polsby）关于权力的多元主义为代表。这种法式之所以属于乌托邦主义，是因为它把社会中现有的权力分配和权力运用理想化了——有时是通过定义来理想化。它声称社会中的权力是用来并且已经用来谋取社会福利（例如Parsons 1957：139-40；1963b；Dahl 1961；1967）。必然地，这种法式也或明确或含蓄地声称社会中现有的权力类型反映了社会自发或自然的进化：那些更有权力的人更聪明、更努力，因此当之无愧地占据了更有权力的地位（Davis and Moore 1945）。
(11)



因为权力的运用是公正的，权力的类型是自然（因此也是公正）演化的，所以权力结构或制度体系——反映了历史的和现在的权力分配——也必定是公正的。这一法式本质上是一种关于权力/制度以及社会的静止的乌托邦主义。

第二种法式是一种看似动态实则静止的乌托邦主义。这种乌托邦主义谴责现存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和制度结构，但是又把未来或过去社会中的权力/制度结构理想化，这种理想化是人们想象的，也是人们想要的。从本质上讲，这种法式试图逃避坏的权力而达致没有坏权力的天堂。
(12)



第二种法式有两种版本。第一种版本是向前看，因为它把未来社会的权力/制度结构理想化了。这种版本主要的代表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无论空想的还是科学的（Engels 1974［1892］）。
(13)

 与之相反，另一种版本是向后看，因为它把过去社会中的权力/制度结构理想化了。这种版本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柏拉图和孔子：两位都缅怀已经逝去的黄金年代。
(14)

 不过，从本质上讲，这两种版本是一样的：都是谴责现在的权力/制度结构而相信或希望可以（重新）到达一个完全公正地运用权力的乌托邦。

如果更仔细地看，这两种乌托邦主义并无本质差异。两者都希望通过把权力结构理想化而避去权力的负面影响；两者都拒绝承认没有完美的权力结构（因为权力通常被用来为行为体的自身利益服务）。最终，它们希望人类社会停留在某个阶段。第一种法式希望停留在现在，因为现在的社会（几乎？）就是完美的；而第二种法式希望停留在未来或过去的某个（几乎）完美的社会。
(15)



第三种乌托邦主义：分隔权力

和谐学派与冲突学派于20世纪60和70年代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的争论，使功能主义和多元主义作为第一种形式的乌托邦主义被打垮了，而苏联统治的阴暗面使得苏维埃共产主义作为第二种形式的乌托邦主义声名狼藉。其结果是，这两种关于权力与社会的乌托邦主义是太明显地站不住脚的。

然而，人们（或者更准确地说，知识分子）可能难以抵挡乌托邦与乌托邦主义的诱惑，从而重又设计出第三种也是更为复杂的乌托邦主义。第三种乌托邦主义与前两种乌托邦主义相比，立场似乎要折中一些，从而成为知识分子的新宠。第三种乌托邦主义本质上是想分隔（compartmentalize）或排除（bracket）权力，认为我们可以把制度与权力区分开来从而阻止权力渗入某些社会领域。换句话说，这种乌托邦主义坚称（或希望）存在某些权力无从运作的社会领域。

第三种乌托邦主义的一个主要变体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62）和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 1999）宣扬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16)

 尽管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不能与权力和制度相分离，但是他们却坚称市场可以做到这点——至少很大程度上可以做到。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相信，曾经，在市场能够自我调节时，经济非常好，直至后来“大”政府的出现则几乎毁了这一切。因此，他们声称，只有我们再次让市场自我调节，一切才会再好起来。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忽略了一点：如果没有权力和制度统辖市场，市场就无法运转（Granovetter 1985）。而且他们也没有提到这一点：不受权力影响的、能够轻松运转的、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可以肯定的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从来没有向我们展示过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曾经存在过。而在现实生活中，事实与其观点正好相反：一次又一次地，国家不得不创建（create）和实施（enforce）市场（Polanyi 2001［1944］；North and Weingast 1989；Nee 2000）。更糟糕的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孜孜以求的真正的自由市场极有可能产生与非市场（计划）经济同样糟糕的世界（Polanyi 2001［1944］；另见Stiglitz 2001）。
(17)



第三种乌托邦主义近来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变种就是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理论。这一理论通过两个步骤发展而来。

公共领域作为免于权力的（power-free）领域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变》一书中，哈贝马斯（1989［1962］）提出，存在一个公共领域，其中的每个个体，平等地参与讨论公共利益。
(18)

 在哈贝马斯看来，在公共领域，既非地位也非传统而是理性通过交往而成为最终的赢家。从本质上讲，哈贝马斯认为不平等——因此，权力——是可以排除的（bracketed）（Fraser 1990）。
(19)



只有把权力与制度相分离，哈贝马斯才能得到其想象中的公共领域。然而，公共领域不可能与权力相分离，因为它就是制度。可以使理性有机会获胜的公共领域一直以来都是而且永远都是由权力所支持的——尽管可能是净化了的权力。正如埃利（Eley 1994：319-25）雄辩地指出的那样，“公共领域一直都是由冲突构建的”，因此也就是由权力和权力斗争所构建的。哈贝马斯忽略了历史上权力斗争在公共领域制度化过程中的作用，以致他可以赞许地说国家已经撤出了他所珍视的公共领域。
(20)

 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不是当初从教会手中攫取权力进而建立和支持公共领域，资产阶级的国家根本就不可能撤出其所珍视的公共领域（Bourdieu 2000［1997］：65-6）。为了顺应其乌托邦式的想象而忽略了公共领域的权力根源（Eley 1992：292），哈贝马斯犯了去历史化（dehistoricalization）的错误——正如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关于市场所犯的错误一样。

而且，国家是否真的撤出公共领域也是要打问号的——即使是在言论自由得到保护的自由民主国家中。在即便知识也是在权力/制度结构下产生（Foucault 1980）的情况下，公共领域怎么可能离得了权力？权力只是隐藏在社会制度的温和面孔下从而变得更加高妙了（Foucault 1980；1990［1976］），这种解释不是更加可信吗？

从根本上讲，公共领域只不过是可能产生不同制度安排的观念相互竞争的另外一个领域。这样的话，公共领域中的对话不可能只关乎理性，它必然也会涉及利益、利益冲突以及真实的争夺规则制定权的斗争。因此，哈贝马斯忽略了——如果不是否认——权力和权力斗争渗入其所珍视的公共领域的可能性。他似乎相信，在其所说的公共领域中，观念的竞争纯粹是关于崇高理想的辩论，并且与设立（反映在观念竞争中获胜方偏好的）制度安排一点关系也没有。

不幸的是，权力不可能从公共领域中排除出来，因为权力已经与制度彻底地搅和在一起，因此权力无处不在。首先，不平等的个体，背后拥有不同的权力，不可能仿佛
 平等地互相交往（Fraser 1991：esp．62-5）。那种认为不平等的个体可以仿佛
 平等地就公共利益问题进行交往并且只有理性至关重要而地位无关紧要的观点，充其量不过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而已，或者更糟，是富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国家长久而隐蔽的统治下——制造和宣传的纯粹神话（Foucault 1997［1984］：298）。
(21)



最后，哈贝马斯忘记了：所谓个体应该服从于理性而不能让权力和利益支配其参与对话的观念，本身就是一种规范（或规则），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制度化的，并且需要权力的支持。然而，一旦这种规范本身——对公共领域（和实践理性）来说必不可少——由权力来支持，那么哈贝马斯的整个理论大业就全部崩塌了，因为其建立在从未有过的过去之上。
(22)



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想象和理想化从根本上反映了一种关于制度的帕森斯式的功能主义法式，保留了帕森斯关于权力和制度的功能主义法式的所有乌托邦主义特点（Somers 1995a；1995b）。哈贝马斯也承认：


我只能把试图民主地安排这个社会的努力想象成一种自我控制的学习过程
 。这是一个关于找到能够支持某种假设的安排的问题，这种假设就是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政治决定能够符合所有人自愿的安排——如果他们能够自由和平等地参与到话语的意识形成中去的话。（1979［1976］：186；笔者的强调）

哈贝马斯的逻辑——明确否认了权力和冲突的作用——事实上与帕森斯的系统整合理论相差无几（Parsons 1951；另见Chapter 2）。
(23)



“生活世界”作为免于权力的领域

在《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哈贝马斯（1984-9）把他在社会中渴求的免于权力的地带从公共领域这个有限的领域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生活世界（Lifeworld）。哈贝马斯声称社会可以分为两个（子）领域：系统和生活世界。前一个是正式组织起来的或合理化的（rationalized），因此是没有规范的（norm free）；后一个是通过交往构造的（communicatively structured），因此是没有权力的（power free）。对于哈贝马斯而言，这两个社会领域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脱钩了；这种脱钩便利了交往行动，从而有助于社会福利。但是，哈贝马斯抱怨，官僚机构（或国家权力）和金钱日益增长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把生活世界殖民地化了。解决方案就是回到此前尚未殖民地化的生活世界中去。
(24)



哈贝马斯关于生活世界的理论只是另一种试图分隔权力的尝试。即使我们承认生活世界大部分由规范（更广为人知的说法是文化）——诸如禁忌、习俗、习惯等非正式规则——所统辖着，也不能说它是免于权力的。

首先，规范是知识和观念，而知识和观念都是在权力下产生的（Foucault 1980）。更重要的是，规范作为非正式规则通常得到正式规则的支持：“政治经济体制（正式规则）结构化地实施（enforces）文化非正式地完成了的（accomplished）东西”（Fraser 1990：65）。
(25)

 这样一来，许多规范——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仅仅是制度支持下的处罚与宣传（或者委婉地说，教育）的沉积。用福柯（2003［1974-5］：50）的话来说，规范是“基于某种权力运作被建立与合法化的
 ”元素（笔者的强调）。我们不可能在不考虑历史的情况下仅把规范当作文化——无论是政治的、市民的还是经济的——的一部分加以讨论，权力和制度正是通过历史给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Somers 1995a；1995b）。

举个例子，哈贝马斯把“神圣事物的语言化”（linguistication of the sacred）视作生活世界来临的关键。而任何对宗教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承认，什么是神圣的，从根本上说是由有权阶层决定的。在原始社会中，掌管世俗事务的人与掌管神圣事务的人属于同一个阶级——如果二者不是同一个人的话。布迪厄（1990［1980］）证明，几乎所有的神圣习惯和仪式都是统治的形式：神圣事物的语言化因而必须依赖于权力。因此，规范作为非正式规则是由正式规则因而也就是权力所塑造和（经常）支持的。从根本上讲，规范是成功地伪装起来的知识或权力，因此也更能让人容忍（Foucault 1990［1976］：86）。由于权力和作为固化的观念的规范不可能真正分离开来，即使生活世界的建构也有权力输入。
(26)

 哈贝马斯所想象的免于权力的生活世界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过（Honneth 1991：esp．chap．9）。认为规范能够独立于权力而形成和运作、（通过规范进行的）社会融合一直免于权力，只不过是又犯了福柯无情抨击的把权力去历史化的严重错误（1980；另见Elias 1994［1939］）。
(27)



最后，即使生活世界与系统相分离（或系统的出现）之前的人类社会在道德上优于两者已然分开的世界，并且系统通过把生活世界殖民地化而使后者道德堕落，这种观点的逻辑结论也应该是回到过去生活世界和系统尚未分离的社会。然而，这一结论将使哈贝马斯对启蒙的信念完全站不住脚，因为启蒙本质上是一个逐渐限制神圣领域（宗教、神话和迷信）而扩展科学理性领域的过程。如同在其之前的柏拉图和孔子分别向往回到共和国和西周时期一样，哈贝马斯也难以抵制回归过去某种社会的怀旧情结，其所怀念的过去社会，是一个一切都是由仪式所统辖的社会——像古希腊、罗马或西周王朝，或者是17或18世纪的某个地方，那里有着完美的“共通感”（sensus communis）、“世界性”（worldness）、“交往伦理”“合意”以及“仪式”（Villa 1992：717）！
(28)



总之，尽管承认不可能完全脱离权力，第三种关于权力的乌托邦主义者却相信通过把制度与权力相分离，有可能为其理想开辟或者恢复某些免于权力的圣地。然而，从根本上讲，第三种乌托邦主义仍然企图逃避权力——无论这种逃避是何种程度。因此，它仍旧是乌托邦主义。

不幸的是，权力的第四种或者说结构性的面孔，从本质上颠覆了任何试图脱离权力的理论
(29)

 ，而这一事实对于那些把自由、解放定义为脱离权力的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和乌托邦主义者来说是如此地不可理喻。通过检视大多数人并未从权力角度加以考虑的领域（例如性行为、知识、诊所、精神病院）并且揭示出权力渗入了这些社会领域，福柯证明了权力实际上无处不在，人们无处可逃：“权力与社会机体同样广泛，即使在其网络的网眼之间也不存在原初的自由”（1980：142）；“认为可以存在一个交流的境界
 ，其中真理的博弈可以不遇阻碍
 、不受限制
 、不受强迫地自由循环
 ，这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乌托邦
 ”（1997［1984］：18；笔者的强调）。
(30)

 一个看似免于权力的互动（即使是在个人之间）也可能因为是在权力结构（其最终的利维坦通常是国家）下运行或者因为权力按其第四种面孔结构性地运行而显得与权力无关。

毫不奇怪，哈贝马斯很少使用福柯的理论。
(31)

 在《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哈贝马斯仅有两次提及福柯的理论，甚至未提福柯在理解权力方面的最重大贡献。在其最直接地述及福柯的理论时，哈贝马斯（1987［1985］）也只是批评福柯的权力/知识谱系可能在规范层面带来潜在的危险，但这并未触及福柯的理论在经验层面的真正有效性。哈贝马斯拒绝承认权力具有第四种面孔——结构性的权力，因为这将消除社会行动能够真正免于权力这一可能性。只有确保交往行动通过定义可以免于权力，哈贝马斯才能够真正使其珍视的生活世界或公共领域脱离权力。

从根本上讲，哈贝马斯的理论只是试图复兴和修补帕森斯的社会整合（以规范为基础的）与功能整合（以理性为基础的）这一对概念（Parsons 1937；1951）。对于哈贝马斯而言，帕森斯理论的根本问题在于帕森斯无法真正为社会整合的复制提供基础；因此，哈贝马斯试图借助交往行动产生的理性来矫正这一问题。然而，正如在第二章中所提到的那样，除了随意划分社会领域以给其人为地忽略权力提供基础以外，帕森斯的根本问题在于否认权力和冲突在社会进化（社会进化包纳了社会整合）中的作用。对于帕森斯而言，社会整合必须是一个免于权力/冲突的过程。哈贝马斯没有认识到帕森斯的致命缺陷，所以注定保留同样的缺陷从而继续相信社会生活中仍有可能存在一个没有权力的领域。
(32)



总结

在历史的进程中，这三种关于权力和制度的乌托邦主义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不幸或幸运的是，所有超越了最原始的狩猎—采集阶段的人类社会都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把个体胶凝在一起的复杂规则或制度网络。因此，人类不可能逃脱制度，不存在没有制度的人类社团或社会：“制度形式（institutional forms）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沉淀，是所有类型的社会都无法逃避的事实”（Giddens 1979：7）。毫不奇怪，人们在摧毁一套旧结构后总会建立一个新的权力/制度结构，这在人类历史上无一例外。

随着制度的到来，逃避权力——无论何种程度，都变得不可能了，因为确实“没有社会、文化或习俗会脱离权力”（Bevir 1999：66；另见Foucault 1980；1990［1976］：esp．92-8；2000）。在人类社会中试图逃避权力是徒劳的：所有企图逃避权力的尝试——正如三种乌托邦主义中的后两种在各种历史时期以各种形式所想象和宣扬的那样——注定是要失败的。通常来说，试图逃避权力往往会带来幻觉、痛苦和灾难。

对很多乌托邦主义者来说，一个理想的社会或社会领域只会在免于权力的情况下存在。但是，由于没有社会或社会领域可以免于权力，所以没有这样的理想或社会领域可能存在。即使我们反对（think against）权力结构以维护我们的自主性，我们也仍是处于权力结构之下。我们注定要承认不可能真正地逃避权力和制度：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与权力和制度一块生活——这并不必然要承认其合法性。通过承认权力和冲突在社会中的存在，我们就可以寻求明智的（不是乌托邦式的）道路以与权力和制度一块生活。

最后，根据定义，一个理想社会无法发生改变，因此只能是静止的。然而，只要存在利益、权力冲突以及真实的冲突，变化就是不可避免的（Dahrendorf 1958）。因此，我们不应憎恶一个存在权力/冲突的世界并企图逃避它，而是应该庆贺它——即使是在民主市场社会中（Hirschman 1994）。只有永远存在权力和冲突的世界才有未来，因为只有这样的世界才会发生变化。


 正义：一个以受众为中心的法式

针对制度变迁以及整体社会变迁的社会进化法式，把人工选择看作社会进化的主要驱动力和人类进化的保证：受众对于他们在特定制度安排或系统下的福利计算是制度变迁和社会进化中选择压力的主要来源。根据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发展出一个无论从规范角度还是经验角度看都更加合理的正义法式。毕竟，“关于正义的理论就是关于那些可被捍卫的各种制度安排的理论”（Barry 1989：3）。因此，正义理论天生就与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相关联。

制度变迁的社会进化法式表明，对制度（因此，亦即权力以及社会中的权力运用）做出规范判断的唯一合理法式必定主要是一个以受众为中心的法式。更具体地说，如果在某种权力/制度关系中的受众认为这种关系本质上对其福利有益或有害，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正义或不正义的，那么这一权力在所有旁观者看来也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是正义或不正义的。
(33)

 而即使许多旁观者（例如，批评性的知识分子）确信受众遭受着不平等的剥削或统治，这一原则也必须得到捍卫。换句话说，最终，只有某项制度安排所统辖的受众才有权去评判该项制度安排。这一原则是关于正义的首要原则，因此也应当是任何正义理论的出发点。

在这一部分，我将首先提出一个以受众为中心的正义法式。然后我将说明在这个以受众为中心的正义法式中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至于发展出一个更健全的正义理论，则是以后要做的事了。

为什么是以受众为中心的法式？

对任何制度安排或系统而言，都有三个相关方：权力持有者（制度安排的支持者）、受众（制度安排下的个体）以及旁观者（我们可以把知识分子当作一种典型的但并非唯一可能的旁观者）。

显然，从规范和经验的角度讲，以权力持有者为中心的正义法式是站不住脚的。特定制度安排下的权力持有者几乎必然地认为该制度安排是正义的，因为在该制度安排下，其特权和利益都得以增进。因为他们的规范判断（normative judgement）本质上是早已注定的，所以其做出规范判断的活动就不再是一种经验活动。从规范的角度讲，以权力持有者为中心的正义理论从根本上违背了制度变迁理论所规定的关键的规范含义。

纯粹的以旁观者为中心的正义法式，从规范和经验的角度讲，也是站不住脚的。
(34)

 从规范的角度讲，有两个原因。其一，不能确保旁观者不会被现有的权力持有者招安（co-opted）或腐蚀（因为权力持有者有更多的资源可以贿赂）从而成为“虚假的旁观者”。其二，即使旁观者没有被现有的权力持有者招安，在他们成为其他人的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的仲裁者时，他们也会变成一个单独的权力持有者阶级。无论是哪种情况，有了特权的旁观者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制度变迁理论规定的核心的规范含义。

即使旁观者是不被腐蚀的并且也不会成为权力持有者，从经验的角度讲，以旁观者为中心的正义法式也不合理，因为这会产生一个不可解决的方法论问题。具体而言，旁观者和受众就某项制度安排或系统所做的规范判断都必然涉及一种重大的主观活动，在制度安排对受众的福利影响这一问题上，旁观者不会做出比受众更加客观的判断。这是因为，旁观者不可能再经历受众已经经历过的生活，因此也就不可能再次体验受众已经经历过的客观现实（参见下一部分）。因此，旁观者的判断也就不能和受众自己的判断一样在客观世界中拥有相同的基础。然而，主观判断必须立足于客观世界，因为客观世界比主观世界拥有方法论上的优先性。

否认了以权力持有者为中心和以旁观者为中心的正义法式的合理性，剩下来的唯一正当的正义法式就是以受众为中心的法式。从经验上讲，在任何既定情况下，受众都更可能比任何旁观者更好地了解自身的福利。从规范上讲，以受众为中心的正义法式与社会进化的主要原则相一致：受众就其在特定制度安排或系统下的福利计算是推动社会进化的最终力量。

旁观者，尤其是对整个社会的福利和个体的正义拥有真正的关怀的知识分子，可能会反对以受众为中心的正义法式。然而，这种反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必然会归结成为两种观念，而这两种观念均难以成立。

第一种观念认为受众对现有的制度安排或系统感到不满但又觉得无力发动变革；因此，他们就会假装把现有制度安排或系统看成是正义的并且隐忍着而不去挑战它。
(35)

 然而，一旦知识分子承认受众对现有制度安排或系统感到不满，只是克制着不去采取具体行动以推动变革，那么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受众的判断。在此，受众遇到的难题只是如何取得期望中的改变而不是如何对制度安排或系统做出判断。显然，这两种难题是截然不同的。

如果受众决定寻求改变（挑战）现有制度安排或系统，他们就要承受这一行动带来的后果与代价：当与制度安排背后的权力作斗争时，受众将要首当其冲地遭受来自权力持有者的可能报复。因此，受众的判断应当优先于其他任何人的判断。当受众决定不去挑战现有制度安排或系统的时候，他们的决定必须得到尊重。不过这并未消除制度变迁的可能性。在某种情形下
(36)

 ，受众将会决定挑战现有制度安排或系统，尽管他们的挑战不一定每次都会成功。

第二种观念是认为受众被骗了因此有着错误的意识。所以，受众无法识别出他们真正的利益，或者他们真正的利益已经被侵犯了或至少未被充分地促进。这种可能性似乎给知识分子提出了艰巨的（并且正义的）的任务，即帮助受众摆脱错误的意识（从而使其能正确地再评判他们的福利）。

这种以错误意识为基础的观念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这可通过威廉·康诺利（William Connolly 1979：447-8）提出的反事实案例来很好地说明。假定某个受体（subject）是一个蓝领工人。他非常努力地工作，服从领导，以能够养家糊口为尊严，并因此感到快乐。
(37)

 现在，假定这个受体遇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后者说前者正处于一种不公平的处境。知识分子进一步告诉受体，他应该可以享受更多的休闲时光甚至自己做老板，只要他愿意参与到改变现有制度安排的运动中从而创建知识分子描绘的——通常以某种“科学”理论描绘的——新制度。
(38)



我们可以比康诺利更进一步地假设，这个受体的妻子几乎完全依赖于她的丈夫。这位妻子也非常幸福，因为她的丈夫很好并且对她很尊重；她正在抚养他们的孩子，并且整个家庭也依赖于她作为家庭主妇所做的辛勤劳动。现在，假定这位妻子遇到了一位女权主义者，该女权主义者对这位妻子依赖其丈夫提出质疑。这位妻子问女权主义者为什么她没看出她正遭受丈夫的统治以及被其丈夫骗入一种虚假的幸福感之中。于是女权主义者进一步告诉这位妻子，说她应该加入女权主义运动以要求更平等的权利，说她只要停止做一名温顺的家庭主妇就可能在生活中获得更多的东西。

在审视这两个反事实案例时，关键一点是断定，当旁观者与受体就受体的福利有两种不同的判断时，谁的判断才最终算数。在这两个案例中，大多数知识分子可能会承认受体及其妻子关于他们福利的判断才最终算数，因为知识分子不能百分百地确定自己的判断就是正确的。
(39)



问题在于，知识分子不会自觉以及充分系统地从受众的角度来做这些反事实检验，这可能是因为知识分子倾向于认为他们对现实更有洞察力，尤其是对于受众的福利，有着比受众更为深刻的认识。但我会说明为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情况并非如此。

受众如何得出他们的判断

在这一部分，我将指出受众对其在特定制度安排或系统下的福利做出判断的一般步骤。这会进一步促进我们采取以受众为中心的正义法式：它将展示为什么知识分子通常无法从受众的角度来理解正义——即使他们努力这么去做。

受众通过两个维度的比较来对其在特定制度安排下的福利做出判断：横向的和纵向的。横向的维度是关于现在的（因此是静止的），而纵向的维度是关于过去和未来的（因此是动态的）。

从横向的维度来看，受众与周围其他人来比较他们在物质市场的收入以及在地位市场（Tang 2010c）的职位、地位或声望。这种横向的比较已经被诸如苏格拉底、孔子、索尔斯坦·凡勃伦（1967［1899］）、弗里德·赫希（Fred Hirsch 1977）以及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 1988）等思想家指出过了。从纵向的维度看，受众将他们今天的福利与昨天的进行比较。这种纵向的比较，即使没被忽略，过去也被轻视了。

这两种维度的比较互相配合，让受众感受到他们现在的福利究竟如何以及未来可以期待什么。水平维度的比较通常为纵向维度的比较提供某些指引，而纵向维度的比较使水平维度的比较在某种程度上打了折扣。

具体而言，我的福利相较于他人福利的相对情况（横向维度的比较），对于我试图改变自己的福利（“与别人家比阔”）而言是个标杆。不过同时，他人福利的改善也会使我开始衡量成功改善自己福利状况的可行性与可能性。如果他人的福利得到改善，我就有更多的理由来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乐观：如果他们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40)

 但是，如果他人的福利没有得到改善，那就极有可能让我感到我的福利在未来可能也不会得到多大改善，即使我的福利在某些方面已经得到了改善（假定我不是权力持有者）。

这种互动——部分地被阿尔贝托·赫希曼（1973）提出的“隧道效应”所提到——说明受众通常会对一项制度安排或系统施以无罪推定（benefit of the doubt）（即他们会从该制度安排或系统中获益），但这种无罪推定只有在受众或其周围的人能够获得某些真实利益的情况下才能持续：受众需要在隧道的尽头看到一点光以维持其对隧道所抱有的希望。

不幸的是，知识分子通常都轻视了纵向维度的比较因此也就轻视了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比较的互动，而受众正是通过这种互动来对一项制度安排或系统做出判断。这种轻视是因为，体会纵向比较的重要性需要我们再经历受众的生活，而知识分子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这就产生很多严重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知识分子可能会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尽管受众可能不会对现有制度安排或系统感到完全满意，他们可能也会相信他们的生活比过去好了或者在未来会变得更好，从而有理由期待明天会更好。在这种情况下，受众可能会十分愿意地认为现有的制度安排或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正义的，或者至少他们愿意给它更多的时间以使其变得更加正义。

知识分子能够强有力地反驳受众的这种判断吗？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首先，因为知识分子不可能再经历受众的生活，所以他们不可能像受众那样思考——即使知识分子也做了纵向的比较。第二，因为知识分子不可能再经历受众的生活，所以知识分子在做出判断时不可避免地主要——如果不是绝对——依赖横向比较而忽略了纵向比较；因此，他们无法对受众的福利做出全面的理解。由于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对于受众得出其对制度安排/系统的判断而言必不可少，同时由于这两个维度的比较相互作用，所以拿知识分子的横向比较去质疑受众的纵向比较是不合逻辑的。

因此，最终，只有受众才能对某项特定的制度安排/系统（或者支持它的权力结构）做出规范判断，即使受众可能不会（通常也确实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事情上都是对的。正如吉尔·德勒兹所言，“只有直接牵涉其中的人才能代表自己以务实的方式发表意见”（Deleuze，引自Foucault 1977［1972］：208）。

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

知识分子通常含蓄地拒绝以受众为中心的正义法式，因为这样一种法式似乎使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变得无用。但这是不正确的：以受众为中心的正义法式，尽管排除了知识分子的一项作用，事实上仍然需要知识分子的某些关键作用。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知识分子就有了把自己当作社会正义的最终裁判者的悠久传统。
(41)

 尼采（Nietzsche）最有力地尝试了这种自我加冕：“真正的哲学家是指挥官和立法者
 ：他们说，‘因此它应该
 是’（thus it shall be）。他们率先决定‘人类该去哪以及有何目的’（Wither and For What of man）……他们的认识就是创造，他们的创造就是立法，他们对于真理的意愿就是对于权力的意愿
 ”（Nietzsche 1990［1886］：136/#211，尼采本人的强调）。

即使我们假定知识分子在任何社会系统中都是不可能被腐蚀的（他们不会故意歪曲他们对社会系统的判断），让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系统（权力结构和制度体系）的最终裁判者也会带来两个无法解决的难题。第一个难题是经验层面的，即知识分子也可能是错的：如果受众有可能受到错误意识的支配，那么知识分子就不会受到错误知识的支配吗？如果知识分子无法排除他们的知识也可能是错的这一可能性，那么知识分子何以要求受众听从他们“更高明的”阐释呢？

第二个难题既是逻辑层面的也是道德层面的，因此也更致命。从逻辑上讲，当知识分子发布法律和命令时，他们就不再是社会批评家了。批评理论或者进行社会批评实际上是与现存权力结构唱反调——尽管
 ，而且正是
 ，因为知识分子也生活在权力结构之下
 。因此，理论【或者把理论当成实践而践行（practicing theory as practice）】是“一种反对权力的斗争，是一种旨在——在权力最为隐藏和潜伏的地方——揭示和削弱权力的斗争”（Foucault 1977［1972］：208）。故而“哲学家，必然
 作为一种明天及后天的人，总是发现而且不得不发现他与他的今天相冲突：他的敌人总是今天的理想”（Nietzsche 1990［1886］：137/#212，尼采本人的强调）。

然而，作为统治者或立法者，他就不可能是为明天——或者更准确地说，明天的明天——而活的人，因为他不可能批评他刚建立起来的秩序，或者至少不能毫不犹豫地去批评：他不可能同时既是统治者和立法者，又是秩序的批评者。只有投入到反对“今天的”权力的“永恒的斗争
 ”中去（Connolly 1993：374-5），一个人才可以成为真正的社会批评家。
(42)

 如果知识分子承担起履行社会批评的责任，那么他就必须“一直”与受众站在一起，反对权力。

从道德层面讲，假定受众确实听从知识分子的阐释。难道这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也在统治着受众？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又有什么区别？

所以，若在以受众为中心的正义法式中，知识分子的角色不是（自任的）社会正义的最终裁判者，那么他的角色又是什么呢？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完全不对社会事实做规范判断呢？
(43)

 不是，答案恰恰相反。尽管知识分子应该克制把自己的判断强加于人，他们也不应该有丝毫的犹豫去根据自己最好的判断来做出规范判断。具体说来，知识分子应该担负起五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为受众理解他们的环境提供工具（经验的和理论的知识），以使受众能够获得“真正的意识”从而能够识别其真正的利益。正如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所言，“把我的书当作指向外面世界的一副眼镜；如果它们不适合你，那就去寻找另一副；我把它留给你去寻找你自己的工具——为战斗而必需的工具”（引自Foucault 1977［1972］：208）。
(44)



因为不公正总是存在，所以第二个任务就是对现有制度安排或系统提供直接的社会批评，但又不把这些批评强加给受众。无须多言，这些批评有可能就是潜在的反意识形态进而推动未来由下而上的（受众发动的）制度变迁从而解决现存的不公正问题。
(45)

 这里，知识分子的政治格言必须是“批评貌似中立和独立的制度运作；以这样一种方式去批评它们——揭露总是在制度中暗中运作的政治暴力，从而使人们可以打倒它们”（Foucault，quoted in Flyvbjerg 1998：102）。因此，“所有社会科学都应是某种批判理论”（Giddens 1979：6），所有社会科学家从根本上讲都必须是某种批判理论家。用萨特有力的语言来说：“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为了引导人们关注革命的原则”（引自 Kirtzman 1988：xiii）。

第三个任务是说服统治阶级，使其相信改革是有利于自己（以及受众）的利益的，并且协助统治阶级在必要时进行改革。这里，知识分子必须抵制简单化的拒绝改革的诱惑（例如Deleuze，引自Foucault 1977［1972］：208-9）。
(46)

 如果保守主义意味着拒绝改变，那么支持改革就不是保守主义。同时，支持改革也不是激进主义。
(47)

 社会批评并不意味着进步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起义和革命，因为社会福利可以通过改革而得以改善，包括自上而下的改革；并且自上而下的改革应该更值得选择，因为一般而言它比自下而上的起义的成本要小。

如果统治阶级抵制受众要求的变革，那么知识分子必须准备好与受众合作来推动变革，并且准备好在必要时成为革命者。在某种情况下如果革命变得绝对必须，那么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仅仅让人关注革命的原则、继续做着冷淡的“眼镜提供者”就远远不够了。此时，知识分子必须投其全部精力以服务社会运动——不仅仅要为运动提供反意识形态，同时如果有所需要，也要提供政治创业活动和领导力。不过与此同时，若其所支持的社会运动看起来不像要改善受众的社会福利——这或是因为运动变得过分暴力或是因为运动被一撮只考虑自己狭隘利益的人所篡夺——那么知识分子也应该对这种运动加以批判。这是知识分子的第四个任务。

最后，知识分子本身也是受众。因此，他们也必须就其在特定权力结构下的福利做出规范判断：权力关系是便利了还是阻碍了知识追求？毕竟，尽管统治阶级和（有些时候的）受众通常并不真的认为知识分子有存在的价值，但是只要知识分子提供理解社会的知识，那么知识分子的存在对于社会（包括统治阶级和受众）的利益而言就还是有益的。

完成这五个任务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知识分子也会被引诱或威胁。统治阶级会用权力、金钱、名声和威望来收买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也会认为只有他们才握有终极真理——这通常表现为知识分子声称他们揭示了铁律和/或预见了历史的必然性，这种诱惑也是很强烈的。此外，还有一种简单的观点——通常是冲突学派的追随者含蓄地持有这种观点：所有的权力运作（所有现存的制度）对于受众的福利（因此也是整个社会的福利）而言都是有害的。最后（可能也是最令人沮丧的一点），知识分子有可能既被受众又被统治者所拒绝。然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别无选择，只会承担起这五个有时非常困难且不受欢迎的任务——如果他们还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话。



————————————————————


(1)
  显然，本章的标题受到福柯的权力/知识的启发。有趣的是，福柯承认他只是在写作《疯狂的历史》和《诊所的诞生》时才意识到他真正在讨论权力（及其他一点东西）（1980：115）。福柯无法提出一个关于权力和制度的更广义的理论——即使他没有过早地去世，因为他拒绝在实证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的意义上建立学说——无论宏大的还是其他的。


(2)
  对吉登斯把行动（agency）或自由行动（free action）以及“行动（agency）—结构”问题浪漫化（romanticization）的深刻评论，参见科林斯（1992）。我不同意科林斯把“行动（action/agency）—结构”问题在本质上当作微观/宏观问题的做法。


(3)
  这两个方面确实相互作用，而吉登斯并未对这种相互作用做出具体说明。


(4)
  毫不奇怪，吉登斯对结构的定义，尤其是对结构二元性的强调，与马克思主义有所重叠——尽管前者是观念主义的而后者则多一些唯物主义（Porpora 1998［1989］：343-5）。


(5)
  对卢克斯与吉登斯之间的联系的更早的讨论——该讨论也注意到了吉登斯与福柯的联系，参见克莱格（1989：14-15）。


(6)
  吉登斯（1979：88-9）实际上讨论了权力的二元性，但是他讨论的二元性实际上反映了关于行为体和行为的两种法式——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行动与结构）。关于社会科学中的这两种基础法式，我在Tang n．d．-b中有更详尽的讨论。


(7)
  诺伯特·埃利亚斯对文明进程的研究与福柯对权力谱系的研究在根本上是相似的：它们都是对权力之下各种制度子系统中的变化的历史叙事。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1994［1939］）一书中的“国家形成与文明”，尤其如此。对于这两位作者之间的比较，参见史密斯（Smith 1999）与斯皮伦伯格（Spierenburg 2004）。吉登斯和卢克斯并未认真结合福柯对权力的理解，因此未能认识到福柯的权力谱系为解决二元性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提供了其所缺失的关键环节。


(8)
  在此，很容易明白，不理解制度变迁，就不能充分理解社会秩序（如同许多功能主义者，如帕森斯，喜欢做的那样），这就必然削弱了那些从结构入手却忽略权力的理论的有效性。不借助包含权力的制度变迁理论，就不能充分理解社会秩序。巴恩斯（Barnes 1988：chap 2）意识到了却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他太过追随帕森斯了。当然，结构通常比单个制度更具弹性：即使一项制度安排或制度子系统崩溃了，作为更大系统的总体结构也可以仍旧屹立不倒。（权力）结构的进化，也推动着社会行为体间权力分配的进化，这种进化也是通过“变异—选择—遗传”机制得以进行。简单地说，如果某些行为体选择支持一个特定观念并且该观念最终赢得权力斗争，那么这些行为体将拥有更多权力。相反，如果行为体下错赌注（其他人赢得权力斗争），那么他们的权力将会削减。


(9)
  这是因为权力有一定的物质输入而结构（作为制度体系）则纯粹是观念化的，物质力量在本体论上优先于观念力量（Searle 1995：55-6；Tang 2011）。


(10)
  因此，把权力和制度分开讨论通常是误导的：权力分析和制度/结构分析应该并且能够综合起来。


(11)
  推及其逻辑极限，这种乌托邦主义不得不依赖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


(12)
  正如柏林如此雄辩地指出的那样，这些尝试通常建立在这种信念之上：通过理性发现铁律，然后借助教育——如果不是借助暴力的话——强加这些铁律。


(13)
  不存在科学的乌托邦主义：没有哪一种乌托邦主义是真正科学的，因为对于所有的乌托邦主义来说，理性或逻辑不得不止步于某个地方。曼海姆（Mannheim 1936）可能是第一个指出这两种法式中的两种品系（功能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乌托邦主义的人。


(14)
  对柏拉图而言，它是《理想国》。对孔子来说，它是《礼记》和《论语》中所想象的西周王朝。


(15)
  有趣但不意外的是，帕森斯（1957：140），第一种乌托邦主义的追随者，批评米尔斯（可能是第二种乌托邦主义的追随者）是乌托邦式的。


(16)
  其知识血统可追溯到亚当·斯密，他宣扬自由市场以反对那个年代的重商主义，因此寻求在经济领域限制权力。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问题也可以理解为忘记了斯密观点的历史背景。尽管自由意志主义者（如Nozick 1974）可能支持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关于市场的观点，并非所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都是自由意志主义者。对此的出色讨论，参见弗里曼（Freeman 2001）。


(17)
  近来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是“自我调节的”金融市场产生不良后果的最近的一个例子。


(18)
  我不论述汉娜·阿伦特的公共领域（1958）——它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在根本上不是同一的也是类似的，部分地因为阿伦特的逻辑很不一致。关于阿伦特和哈贝马斯根本性相似的更早论述，参见本哈比（Benhabib 1994）、伯恩斯坦（Bernstein 1983：182-223）以及维拉（Villa 1992）。关于对批判理论中乌托邦因素的广泛而敏锐的批评，参见本哈比（1986）与魏尔默（Wellmer 1985）。


(19)
  这里，不平等是政治性的和经济性的。弗雷泽（1990）主要从女性主义视角批评哈贝马斯。尽管也具有哈贝马斯的乌托邦主义，弗雷泽却呼吁消除不平等。


(20)
  然而，有趣（但不意外）的是，哈贝马斯后来抱怨国家（或系统）已经把“生活世界”“殖民地化”了。参见下文。


(21)
  关于对公共领域和创造性知识分子的神话的批评——这似乎并不吸引哈贝马斯，参见波吉（Poggi 2001：100-2）。确实如此，当弗雷泽（Fraser）尖锐地问哈贝马斯其公共领域是否乌托邦时，他回答说，他需要“先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才能回答这个问题”，而他一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参见卡尔霍恩（Calhoun）所写的弗雷泽与哈贝马斯的交流（1994：466-9）。


(22)
  哈贝马斯强加一种空想的做法可能是注定的：除非他能说服自己（和我们），公共领域的对话能够接近理想的对话情境——公正的对话道德（要求受众忘记自身的利益并且忽略各自的权力）必定奉行——否则其通过交往行动达致合意/真理/知识/理性的整个理论大业将变得没有根据。


(23)
  哈贝马斯确实可被称作“左派帕森斯”。


(24)
  哈贝马斯的殖民地化与马克思和卢卡奇的物化及阿伦特“社会的崛起”是等同的。他们都宣称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病症并且是可逆转的。然而，在逆转这一过程是否可能或值得的问题上，他们除了声称这一过程是道德堕落的以外，无一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25)
  也可参见第四章中对文化与制度互动的讨论。


(26)
  注意，哈贝马斯想把权力与观念分隔开来。相反，前文述及的广义理论则寻求把这两个因素综合起来。


(27)
  在二战后的日本的一次类似交流中，丸山正雄（Maruyama Masao）指出“政治潜伏于所有有关文化的现实主义之中”，这不同于南原繁（Nanbara Shigeru）把个体对真、善、美和恐惧的信仰的追求与政治区分开来的主张——他将此定义为一项旨在创立社会和实践正义原则的集体事业（Tadashi 2008［2006］：126-30）。这里，丸山正雄类似于福柯，而南原繁则类似于哈贝马斯。确实，我们对像哈贝马斯这样的学者的尊崇，部分地是由提供了拥有很高社会地位的牧师及之后的科学家的制度结构所塑造的。


(28)
  另外，我们不可能不觉察阿伦特与哈贝马斯的共同点。阿伦特（1993［1961］），在表达她对传统中所述的权威年代的怀念之情时，也表达了同样的回到过去的想法——这一次是回到古希腊。


(29)
  彼得·迪格泽（Peter Digeser 1992）把福柯的“结构性权力”称作权力的第四个面孔。


(30)
  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柯的著作是“对公共领域理论及其规范前提的持续批判
 ”（Villa 1992：417，笔者的强调），这也是福柯之所以选择检验多数人并不会从权力角度考虑的领域（如性行为、诊所）的原因。


(31)
  史蒂文·卢克斯，另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也主要从规范基础上抵制福柯的权力谱系理论：福柯的理论使得解放（摆脱权力）变得不可能（Lukes 2002：492-3；2005：91-2，98）。这是基于对自由的错误定义，尤其是柏林式的对权力的“消极”定义（Berlin 2002），对此，我会在其他地方加以说明。


(32)
  帕森斯可被理解为排除权力的现代“教父”。他1960年之后的著作可被看作企图在政治领域限制权力而在经济、社会和信托子系统中排除权力（Parsons 1963a；1963b；1967）。关于从帕森斯到卢曼和哈贝马斯在社会分层和通过传媒实现社会整合问题方面的理论的知识沿袭，参见车尔尼洛（Chernilo 2002）。


(33)
  当然，受众通常通过权力关系下权力的运用对其福利的影响来评判权力关系。在《帕斯卡尔式的沉思》一书中，布迪厄（2000［1997］）也提倡——尽管只是含蓄地——以受众为中心的法式来做出规范评判。通过其关于权力和权力关系的“微观物理学”，以及再三强调局部的和个体的抵制，福柯也含蓄地提倡以受众为中心的正义法式：判断任何权力关系或制度安排，必定是局部的和以受众为中心的，因此是一项实证的而非抽象的工作。福柯的问题在于，由于只强调局部的和个体的抵制，他本质上否认或至少忽略了集体行动取得制度变迁的可能性，更不用提激进的制度变迁的可能性了。我不考虑权力持有者的判断是因为他们通常认为其对权力的运用是正义的。参见下文。


(34)
  卢克斯对合意权威（consensual authority）和统治以及是否存在与之相联的非正义问题的讨论（2005：35-8，85-7），揭示了受众只通过哲学家抽象的推理来做出规范判断的难度。对卢克斯以旁观者为中心的权力模式的更早批判，参见海（Hay）简洁而深刻的论述（Hay 1997：45-50）。


(35)
  换句话说，受众假装服从现存制度安排或体系（Kuran 1995；另见Scott 1990）；这一般导致“非决定”（nondecisions）（Bachrach and Baratz 1962）。


(36)
  因此，当受众决定不挑战现存制度安排或体系时，他们可能是在等待一个战略机遇（参见第四章）。


(37)
  没有人会完全地幸福。


(38)
  多半情况是，知识分子后来告知该受体，说该受体将不得不听从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拥护的科学理论的指引（也可称为，指令）。


(39)
  很有可能的是，如果听从这两位旁观者的建议来质疑自己的幸福，那么该受体及其妻子的尊严和幸福感将会受损——如果未被完全摧毁的话。


(40)
  当然，如果我的福利已经得到改善，那么这就会使我对自己的未来更有信心。


(41)
  毫不奇怪，所有关于制度和正义的乌托邦主义都需要一个以精英为中心的而非以受众为中心的正义法式：从未有乌托邦主义者曾经考虑让受众判断他们自己的福利。因此，涂尔干（1984［1893］）谈论失常的和病态的分工，把雇主和雇员间的冲突（和利益冲突）当作失常病症来加以哀叹。但是他用以区分正常与失常的解决方案却并非科学家所理解的那种科学（Durkheim 1982［1895］：86-7）。类似地，哈贝马斯谈及允许受众在公共领域讨论正义时，显然没有意识到许多工人阶级的市民并不享有进入公共领域的那种奢华和权力。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无产阶级当作所有其他阶级的社会正义的唯一评判者。


(42)
  尼采故而难以调和他所规定的知识分子的两种立场。


(43)
  很多人显然相信如此。所以，对一个理论或理论家来说，最致命的批评往往是说该理论或理论家做了规范判断。参见海（1997；2002），卢克斯（2005），以及海沃德（2007），他们进行了有趣的辩论。


(44)
  有鉴于此，福柯确实犯了没有提供“区分可接受的权力与不可接受的权力的规范标准”这样的错误（Fraser 1989：33；另见Bevir 1999：71）。


(45)
  拉坦（Ruttan 1984）指出社会科学（对于拉坦来说，是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制度变迁提供知识，尽管他心里可能主要想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


(46)
  这里，德勒兹设法曲解了改革和革命的含义。


(47)
  遗憾的是，知识分子通常依赖这种贴标签的做法来质疑彼此的建树。因此，哈贝马斯（1981）和沃尔泽（Walzer 1986：55）分别给福柯贴上“年轻的保守主义者”和“改革主义者”的标签。



代结论：理解社会变迁

第四章展示了广义理论对于广泛的社会现象的解释力，第五章强调广义理论对于广泛的主要社会理论问题的广泛意义。现在我要非常简短地为本书做结论。我只强调三个宽泛的要点。

首先，在理解制度变迁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现实方面，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要求实现范式的转变。最起码，我们必须推翻和谐学派在社会科学众多主流分支中的统治地位。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抵制在社会科学的某些边缘分支中流行的、作为冲突学派极端变种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取而代之的是，若要恰当地理解社会变迁，我们就必须综合和谐学派与冲突学派。更宽泛地说，若要充分地理解社会变迁，我们需要把行为体、观念（包括意识形态和反意识形态）、利益冲突、权力、冲突、社会运动、合理化/合法化、人工选择整合进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去。

其次，制度变迁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力量之一，因此人与制度（作为人自己的创造物）之间的双向互动就是人类社会进化背后的一个基本驱动力。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也就为我们理解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确实，正如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内容所表明的那样，本书所提出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可被很好地用来理解各种领域中多样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制度的作用、制度变迁在驱动经济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还是系统惰性、国家的崩溃、起义和革命以及社会运动。

最后，社会进化范式（SEP）有机地综合了不同的理解社会现象的主要范式，为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提供了充分的解释。确实，正如生物进化范式使得所有外源性的解释都相形见绌——更重要的是，对于解释生命的奇迹而言变得多余——一样，社会进化范式也会使得所有外源性地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都相形见绌——并且更重要的是，变成不必要的。我希望这本书，通过展示社会进化范式的力量，能够鼓励社会科学家把这一范式应用到解释其他社会现实中去。



附录Ⅰ：把制度变迁当作讨价还价的博弈的错误

从方法论上讲，和谐学派中的新制度经济学法式通常含蓄地——如果不是明显地——把制度变迁当作（反复的）讨价还价的博弈，在这博弈中，合作与协调是行为体偏好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解决其利益冲突（因此也是实现集体利益）的方式。这种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通常都是误导的——如果不是完全错误的话。

首先，大多数制度变迁都不是反复的讨价还价博弈。如同第三章中所说明的那样，大多数制度变迁都有五个阶段或时期，而不同的阶段或时期都有着不同的动力学。
(1)



更重要的是，在大多数制度变迁中，并非合作与协调是行为体偏好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解决其利益冲突的方式。

根据奥斯本（Osborne）和鲁宾斯坦（Rubinstein 1990：1）的定义，一个过程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讨价还价博弈，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个体……有着达成互惠协议的可能性，（2）存在关于应该达成何种协议的利益冲突，以及（3）在个体不赞同的情况下，不能对其强加任何协议。”

显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争夺规则制定权阶段，第一个条件无法满足。在这一阶段，争夺规则制定权的斗争本质上是零和游戏——在某些情况下，武力或武力威胁都是真实选项，除非有一个地位更高的武力垄断者（例如国家）强迫行为体以和平手段斗争和讨价还价。
(2)

 而且，在很多制度变迁中的制定规则阶段，第一个条件和第三个条件都无法满足。赢得权力斗争的一方确实能够把某种方案（一种制度安排）强加于另一方，而且强加的方案通常都不利于双方。
(3)



总之，把大多数的制度变迁过程当作合作与协作的讨价还价博弈是具有误导性的——如果不是完全错误的话。合作与协作的讨价还价博弈只是制度变迁的特例，而非常态。通过把制度变迁模型化为（反复的）合作与协作博弈，和谐学派把制度变迁的大多数进程以及最关键的因素（权力）排除在了制度变迁进程之外。



————————————————————


(1)
  如果制度变迁是一个有着不同阶段的过程并且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动力学，那么只有“动态的分段博弈”可以真正把这一过程模型化。然而，建立一个拥有不同观念的多重参与者（例如，五个观念不同的参与者来参与游戏）的动态分段博弈模型将是极其困难的，并且该模型可能完全无法驾驭。因此，我们应该对博弈模型可以在一般意义上充分理解制度变迁持怀疑态度。


(2)
  如果我们想要保留这种误导性的讨价还价的隐喻，那么制度变迁的这一阶段将变成“为规则制定权而讨价还价”——这已经部分地包含于“为未来的议价权力而讨价还价”（Fearon 1996）。


(3)
  即使行为体间议价权力的分配（在制定规则阶段）是大致相等的，倘若已经经历了争夺规则制定权的阶段，那么把整个制度变迁过程当作有关帕累托边界的讨价还价的博弈也是有误的。这是因为争夺权力的阶段对以后的制度变迁阶段有着重要影响。



附录Ⅱ：知识分子的角色

在本附录中，我将在具体情形中阐明知识分子的角色。

假定知识分子对客观形势——包括某种制度安排下客观的社会福利以及受众对他们在制度安排下的福利的（主观）评价——的判断总是正确的
(1)

 ，那么知识分子会在四种不同的情形中承担不同的职责（表Ⅱ.1）。

在第一种情形（表格左上方）中，受众的福利客观上已经得到了增进并且受众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这种幸福的情形下，制度安排是双重正义的，并且知识分子应该也乐于接受这种情形。

在第二种情形（表格右上方）中，受众的福利客观上已经得到了增进但是受众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受众的判断是错误的）。制度安排主观上是非正义的但是客观上是正义的。在此情形下，尽管应该尊重受众的判断，知识分子也应该向受众提供必要的知识以帮助受众正确地判断其福利，从而捍卫制度安排/系统——尽管是间接的。

在第三种情形下（表格左下方），受众的福利客观上并没有得到增进，但是受众对其福利的判断却是积极的（受众的判断是错误的）。制度安排主观上是正义的但是客观上是非正义的。在此情形下，知识分子应该通过直接批评现有制度安排/系统来纠正受众的判断。知识分子应该鼓励统治阶级解决社会非正义的问题，即使受众尚未意识到非正义问题。

在第四种情形下（表格右下方），受众的福利客观上没有得到增进并且受众也知道这一点（受众的判断是正确的）。制度安排是双重非正义的。在此情形下，知识分子应该认同受众的判断并且批评权力的运作。知识分子应当首先鼓励统治阶级解决社会的非正义问题。而当统治阶级拒绝改变时，知识分子必须变成革命者，支持受众的革命/起义。

表Ⅱ.1　知识分子在不同情形下的角色



	情形Ⅰ

福利客观上得到了增进，受众对其福利的判断是积极的（受众的判断是正确的）
	情形Ⅱ

福利客观上得到了增进，受众对其福利的判断是消极的（受众的判断是错误的）



	情形Ⅲ

福利客观上未得到增进，受众对其福利的判断是积极的（受众的判断是错误的）
	情形Ⅳ

福利客观上未得到增进，受众对其福利的判断是消极的（受众的判断是正确的）






————————————————————


(1)
  这也是为什么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必然使得任何社会批判都大受削弱——很多激进的相对论者迄今都未能意识到这一关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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